
 

      

 

 

 

 

 

 

 

 

 

  

本期看点 
【数字法治大事件】 

一系列立法大事件正重塑着数字空间的规则

框架。《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的

出台，为公民在网络世界筑牢身份安全防线，以权

威、安全、可信、便捷且公益的认证服务，减少明

文身份信息的暴露风险。 

而围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举措也在持续推

进，《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

办法（征求意见稿）》致力于精准识别不良信息，

为青少年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智能社会发展与治理标准化指引（2025 版）》

构建覆盖 AI 伦理、数据流通、治理评估的标准化体

系。此外，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备案制度落地、网信

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细化，形成“技术合规—

—行为监管——责任追溯”的全链条治理闭环。 

【研究动态】 

基础理论领域，学者提出“数据信息”刑法保

护范式，重构数字经济时代法益保护逻辑；个人信

息保护层面，神经数据权属界定、个性化定价算法

合规性成为研究焦点，形成“行为合法性——权益

制衡——救济路径” 的分析框架。 

数据确权领域创新提出“持有权——使用权—

—经营权”权能体系，探索区块链存证在数据流通

中的法律效力。 

人工智能法学围绕大模型训练版权困境、算法

量刑证据化改造、AGI 国际权力重塑等前沿议题形

成系列成果，其中 AIGC 版权判定的认知经济性分

析为司法实践提供“最低创造性标准 + 动态救济

调节”的裁判思路。 

【教研活动】第十九届“法官与学者对话”交

流会聚焦数字经济领域司法难题，就 AI辅助量刑、

数据跨境取证等形成实务指引。 

第三届“数字法治青年论坛”在京举行。 

海南省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专家论证会形成“主权数据区”治理方案，为自贸

港数据资产化探索提供制度样本。 

【数字法评】 

《自媒体涉企言论表达的边界与治理》,《数字

法治》2025 年第 2 期，作者：张新宝。 

《AIGC 版权判定的认知经济性分析》，《中国

法学》2025 年第 2 期，作者：蒋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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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法治大事件 
导言：在数字化浪潮奔涌的当下，数字技术深

度嵌入社会的每一处肌理，数据已然成为驱动时代

发展的关键要素。与此同时，数字领域的安全与规

范问题，也如影随形，引发广泛关注。从国家层面

来看，一系列立法大事件正重塑着数字空间的规则

框架。《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的

出台，为公民在网络世界筑牢身份安全防线，以权

威、安全、可信、便捷且公益的认证服务，减少明

文身份信息的暴露风险。而围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的举措也在持续推进，《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征求意见稿）》致力于精

准识别不良信息，为青少年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在数据流动与产业发展方面，《汽车数据出境安全

指引（2025 版）》着眼于汽车数据跨境安全，为产

业全球化发展保驾护航；《智能社会发展与治理标

准化指引（2025 版）》则立足宏观，为智能社会的

有序发展提供标准化路径。此外，人脸识别技术应

用备案、网信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定等

相关举措，从不同维度完善着数字领域的监管体系。

这些事件相互交织，共同勾勒出数字法治建设的奋

进蓝图，也为我们深入探讨数字法学领域的变革与

发展提供了丰富且极具价值的研究素材。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

办法 

原载：“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令 

第 173 号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已经

2025年2月27日第1次公安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民政部、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同意，

现予公布，自 2025年 7月 15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 王小洪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庄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部长 陆治原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孙业礼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雷海潮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 曹淑敏 

2025 年 5 月 19 日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实施可信数字身份战略，推进国家

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建设，保护公民身份信息安

全，支撑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根据《网络安全

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

电信网络诈骗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

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

服务（以下简称“公共服务”），是指国家根据法

定身份证件信息，依托国家统一建设的网络身份认

证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公共服务平台”），

为自然人提供申领网号、网证以及进行身份核验等

服务。 

本办法所称网号，是指与自然人身份信息相对

应，由字母和数字组成、不含明文身份信息的网络

身份符号；网证，是指承载网号及自然人非明文身

份信息的网络身份认证凭证。网号、网证可用于在

互联网服务及有关部门、行业管理、服务中非明文

登记、核验自然人真实身份信息。 

第三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网信部门会同

国务院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广播电视等

部门依照本办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有关

工作。 

第四条 持有有效法定身份证件的自然人，可

以自愿向公共服务平台申领网号、网证。 

不满十四周岁的自然人申领网号、网证的，应

当取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并由其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代为申领。 

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申领网

号、网证的，应当在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监护

下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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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在互联网

服务中需要登记、核验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的，可以

使用网号、网证依法进行登记、核验。 

不满十四周岁的自然人使用网号、网证登记、

核验真实身份信息的，应当取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同意。 

第六条 鼓励有关主管部门、重点行业按照自

愿原则推广应用网号、网证，为用户提供安全、便

捷的身份登记和核验服务，通过公共服务培育网络

身份认证应用生态。 

有关主管部门、重点行业在管理、服务中，应

当保留、提供现有的或者其他合法方式进行登记、

核验真实身份。 

第七条 鼓励互联网平台按照自愿原则接入

公共服务，用以支持用户使用网号、网证登记、核

验用户真实身份信息，依法履行个人信息保护和核

验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的义务。 

互联网平台接入公共服务后，用户选择使用网

号、网证登记、核验真实身份信息并通过验证的，

互联网平台不得要求用户另行提供明文身份信息，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用户同意提供的除外。 

互联网平台应当保障未使用网号、网证但通过

其他方式登记、核验真实身份的用户与使用网号、

网证的用户享有同等服务。 

第八条 互联网平台需要依法核验用户真实

身份信息但无需留存用户法定身份证件信息的，公

共服务平台应当仅提供用户身份核验结果。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互联网平台确需获

取、留存用户法定身份证件信息的，经用户授权或

者单独同意，公共服务平台应当按照最小化原则提

供。 

未经自然人单独同意，互联网平台不得擅自处

理或者对外提供相关数据、信息，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公共服务平台仅限收集网络身份认

证所必需的信息，处理个人信息或者向自然人提供

公共服务，应当依法履行告知义务并取得其同意。

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取得书面同意的，从其规定。 

未经自然人单独同意，公共服务平台不得擅自

处理或者对外提供相关数据、信息，不得将相关数

据用于用户登记、核验真实身份以外的目的，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公共服务平台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

者用户要求，及时删除用户个人信息。 

第十条 涉及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用户的，公

共服务平台可以依法向互联网平台提供年龄标识

信息，用于支持互联网平台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第十一条 公共服务平台在处理用户个人信

息前，应当通过用户协议等书面形式，以显著方式、

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用户告知下

列事项： 

（一）公共服务平台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二）用户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

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限； 

（三）用户依法行使其个人信息相关权利的方

式和程序；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告知的其他事

项。 

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还应当向个人告知处理

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公共服务平台处理个人信息，有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应当保密或者不需要告知的情形的，可以不

向个人告知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事项。 

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

安全无法及时向个人告知的，公共服务平台应当在

紧急情况消除后及时告知。 

第十二条 公共服务平台应当加强网络运行

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建立并落实安全

管理制度与技术防护措施，完善监督制度，有效保

护网络运行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权益。 

公共服务平台处理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应

当在境内存储；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估。 

公共服务平台发生网络运行安全、数据安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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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

关部门报告。 

第十三条 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和服务涉及

密码的，应当符合国家密码管理有关要求。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

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依照《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由国务院

公安部门、国家网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予

以处罚、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关主管部门、重点行业在网络身份认证公共

服务有关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依法追究

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法定身份证件，包括居

民身份证、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的护照、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

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

份证等身份证件。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7 月 15 日起施

行。 

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国家

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

答记者问 

原载：“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 

近日，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民政

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公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公共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自 2025年 7月 15 日起施行。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

人就《管理办法》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一、问：请简要介绍一下《管理办法》的出台

背景 

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互联网全面融入社会方方面面，驱动我们的生产生

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与此同时，

为了在网络空间对个人身份进行有效识别，基于个

人真实身份信息的认证服务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

部分满足了网络空间办理业务的信任基础，但也引

发了新的问题，如互联网平台难以找到权威、可靠、

便捷的公民身份认证方式；个人身份信息被非法采

集；数字经济缺乏可信数字身份作为支撑等。针对

这些问题，多个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通过建设国家

网络身份认证体系推动落实可信数字身份战略，保

护公民身份信息安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可信数字身份和公民

个人信息保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提高公共

安全治理水平，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十四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中明确，“推进社会公众数字身

份管理体系建设，加大数字身份管理体系标准化整

合衔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

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要求，“推动个

人信息匿名化处理，保障使用个人信息数据时的信

息安全和个人隐私”。 

为此，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

建设了国家网上身份认证基础设施，向社会提供国

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在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条件下安全、便捷证明个人身份的

需求，有效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促进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 

目前，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已在部分互

联网平台和政务服务、教育考试、文化旅游、医疗

卫生、邮政寄递、交通出行等行业领域开展了试点

应用。为进一步规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的

使用范围、使用方式、使用场景、使用原则，明确

相关方的权利义务、职责任务、法律责任，公安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六部门制定了《管理办

法》。 

二、问：推行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有哪

些法律依据？ 

答：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具有充足的法

律依据。《网络安全法》第 24条规定“国家实施网

络可信身份战略，支持研究开发安全、方便的电子

身份认证技术，推动不同电子身份认证之间的互

认”；《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2 条规定“支持研究

开发和推广应用安全、方便的电子身份认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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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建设”；《反电信网络

诈骗法》第 33 条规定，“国家推进网络身份认证公

共服务建设，支持个人、企业自愿使用，电信业务

经营者、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互联

网服务提供者对存在涉诈异常的电话卡、银行账户、

支付账户、互联网账号，可以通过国家网络身份认

证公共服务对用户身份重新进行核验”。 

根据上述法律，为规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

服务平台的运行管理，保护用户个人信息权益，公

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六部门研究制定了

《管理办法》。 

三、问：《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管理办法》共 16 条，主要包括四个方

面的内容：一是明确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

及网号、网证的概念、申领方式；二是明确了使用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的效力、应用场景；三

是强调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互联网

平台等对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的责任；四是对

未成年人申领、使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作

出特殊规定。 

四、问：《管理办法》对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

共服务平台等保护和处理个人信息，是如何规定的？ 

答：《管理办法》严格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法律规定，充分保障公民个人信息权益。 

一是在信息收集方面，《管理办法》规定，对

用户选择使用网号、网证登记、核验真实身份的，

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用户同意外，互联

网平台不得要求用户另行提供明文身份信息，从而

减少互联网平台收集个人身份信息带来的安全风

险。同时，《管理办法》也明确，国家网络身份认

证公共服务平台应当按照“最小必要”原则收集信

息，所收集的信息仅限网络身份认证所必要的信息，

不得收集其他信息。 

二是在信息提供方面，《管理办法》规定，国

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应当坚持“最小化提

供”原则，对依法需要核验用户真实身份但无需留

存法定身份证件信息的，仅向互联网平台提供核验

的结果，不提供其他信息；对依法确需获取、留存

用户法定身份证件信息的，经用户单独同意，公共

服务平台可以向互联网平台提供必要的明文身份

信息。此外，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履行协助

义务的，公共服务平台应当依法提供相关信息，但

提供的信息仅限网号、网证对应的真实身份信息和

认证日志信息。 

三是在其他信息处理方面，《管理办法》规定，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处理个人信息或

者向自然人提供公共服务，应当依法履行告知义务

并取得其同意。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还应当取得个

人单独同意。 

五、问：《管理办法》对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

共服务平台保护数据安全，是如何规定的？ 

答：《管理办法》严格依照《数据安全法》等

法律规定，要求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采

取有力措施，保护数据安全。 

一是公共服务平台应当建立并落实安全管理

制度与技术防护措施，健全完善监督制度，有效保

护网络运行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 

二是公共服务平台处理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

息应当在境内存储；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估。 

三是公共服务平台发生网络运行安全、数据安

全事件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及时告知用户

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四是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和服务涉及密码的，

应当符合国家密码管理有关要求。 

六、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和采纳吸收的

情况？ 

答：2024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25 日，公安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管理办法》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期间，社会反响热烈，各渠道收到意见

建议 1.7 万余条，媒体和网民认为此举有利于保护

个人信息、净化网络环境。从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

共服务核心指标来看，征求意见期间，“国家网络

身份认证”APP 下载量同比增长 90.9%，网号网证

申领量同比增长 129.9%，客服咨询量同比增长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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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充分体现了广大网民对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

服务的支持和认可。另外，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

服务和网号网证是面向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时

代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措

施，属于新生事物，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

音，属于正常现象。 

在收到的意见中，针对《管理办法》条款的建

设性意见建议主要集中在确保网号网证使用的自

愿性、保障未使用网号网证用户享有同等网络服务

的权利、加强对公共服务平台自身的监管、加强数

据安全保护、强化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等。公安

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对上述意见进行

了全面梳理，并先后组织 3 场专家研讨会，充分听

取网络技术、法律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互联网企业、

行业领域代表等的意见建议，在充分尊重社会反馈

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尽最大可能吸收的原则，对《管

理办法》做了多轮次修改完善，重点增加确保网号

网证使用的自愿性、确保未使用网号网证用户享有

同等服务、加强公共服务平台数据安全监管、加强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内容。此外，根据有关法律专

家、技术专家建议，并借鉴世界主要国家数字身份

体系建设通行做法，将试点应用时国家网络身份认

证 APP 图标中的“身份认证”修改为“数字身份”。 

七、问：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与现有认

证方式相比，有什么优势？ 

答：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以保护个人信

息安全为首要目标，以匿名化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身份登记，与其他身份认证服务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权威性。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基于

法定身份证件信息和国家人口基础信息，为自然人

提供网号网证的申领、认证服务，并结合生物特征

等多个因子认证，确保认证结果权威。 

二是安全性。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以匿

名方式认证身份，能够减少公民身份证号码、姓名

等明文身份信息的直接使用，可有效避免相关方过

度采集、留存个人身份信息，有效保护个人信息和

隐私的安全。 

三是可信性。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附加

了自然人的行为属性，每次认证需要本人参与以获

得个人授权，自然人可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历

史认证记录中查看近期在各个互联网平台的认证

情况，具有可追溯性和抗抵赖性等特点。 

四是便捷性。用户可使用智能手机调用国家网

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核验身份，大大减少账号密码

丢失、遗忘等问题，方便人民群众在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条件下，一键授权便捷办理事项。 

五是公益性。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有别

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对法律要求的强实名认证

场景，依规免费向企业提供，大大降低身份认证成

本。此外，还可为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拓展数

字空间业务深度、提升用户体验和服务效率提供支

撑。 

八、问：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目前采取

了哪些措施确保数据安全？ 

答：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建立了较

为完善的安全防护体系，对数据进行分级分类，开

展全生命周期安全保护和监测审计，及时修复安全

风险和漏洞，能够有效保护数据安全。 

一是通过匿名化技术保护公民身份信息、数据，

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平台的身份数据基于国

家标准密码算法和复杂的运算过程完成匿名转换，

技术方案获得了有关主管部门评审认可。 

二是通过体系化的数据安全方案实现数据的

全生命周期安全保护。从业务性质、使用范围、关

联影响、合规要求等维度对数据进行分级分类，建

立全生命周期安全防护体系。 

三是建立完善的数据运维安全流程，严格数据

访问控制和审批管理。对数据使用全程审计，确保

合法合规。严格数据运维人员管控，统一访问入口，

依据角色级别及权限匹配身份鉴别措施，实现数据

接触可管可控，确保数据访问行为全程可追溯。 

四是坚持实战化攻防演练，实现主动防御的持

续化数据安全防护。周期性开展实网攻防演练、安

全风险评估、等级保护测评、商用密码评估等工作，

保持联防联动的安全机制，不断提高网络安全意识

和知识水平，及时发现和修补安全漏洞，提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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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数据安全水平。 

关于公开征求《可能影响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原载：“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 

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要求，为进一

步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新闻出版、电影部门和国务院

教育、电信、公安、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等部门，

起草了《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

类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区分违法和不良信

息，其中第 22 条明确了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信息的种类。《办法》作为配套文件，主要是细化

《条例》第 23 条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

息的具体种类、范围、判断标准和提示办法，进一

步健全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营造有利于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 

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1.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wcnrnrfl@cac.

gov.cn。 

2.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北京市西城区车

公庄大街 11 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综合治

理局，邮编：100044，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可能影

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征求意

见”。 

  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2025年 7 月 19 日。 

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

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的网络环境，进一步明确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的网络信息的具体种类、范围、判断标准和提示

办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互联网

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等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的网络信息，是指除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内容的违法信息外，通过互联网发布传播的其他可

能引发或者诱导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实施违

反社会公德行为、产生极端情绪、养成不良嗜好等

的信息。 

第三条 可能引发或者诱导未成年人模仿或

实施不良行为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一）带有性暗示、性挑逗等易使人产生性联

想的； 

（二）存在指责嘲讽、贬低歧视等涉网络暴力

不良信息的； 

（三）煽动人群歧视、地域歧视、对立冲突等

行为的； 

（四）可能引发愤怒、恐惧、抑郁等极端情绪

的； 

（五）存在不安全驾驶等危险动作，诱导模仿

高风险行为、进入危险区域等可能损害身体健康行

为的； 

（六）使用网络黑话烂梗等不文明用语的； 

（七）宣扬未成年人抽烟（含电子烟）、饮酒、

暴饮暴食、文身等不良生活方式的； 

（八）宣扬代写代抄、抄袭作弊、逃学旷课、

校园霸凌等违反校纪校规行为的； 

（九）诱导未成年人不良交友的； 

（十）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追星、参与“饭圈”

行为的； 

（十一）诱导未成年人参与网络主播、充值打

赏、过度消费等博取关注或谋取利益行为的； 

（十二）其他可能引发或者诱导未成年人不良

行为的。 

第四条 可能对未成年人价值观造成负面影

响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一）宣扬漠视生命、自我贬损等观念的； 

（二）宣扬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 

（三）宣扬奢靡享乐、炫富拜金、消极颓废等

不良价值观的； 

（四）宣扬畸形审美、崇尚审丑、低俗恶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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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 

（五）宣扬荒诞离奇、危言耸听、运势命理等

伪科学内容的； 

（六）宣扬未成年人早恋的； 

（七）宣扬“读书无用论”“唯分数论”“唯

升学论”等观念的； 

（八）其他违反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的不良价

值导向内容。 

第五条 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的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 

（一）引导或教唆未成年人做出与年龄不符的

不当言行的； 

（二）利用未成年人形象摆拍演绎含有不良价

值观或不当言行的剧情内容的； 

（三）利用未成年人形象展示营销不适宜未成

年人的产品服务的； 

（四）通过恶搞未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打造

争议人设等方式博取关注的； 

（五）借未成年人短视频长时间出镜积累人气、

牟取利益，影响未成年人正常作息的； 

（六）对未成年人进行品行、道德方面的测试，

放大不良现象和非理性情绪的； 

（七）歪曲或炒作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 

（八）其他不当披露和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的。 

第六条 不当披露和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 

（一）未经监护人同意不当展示未成年人学习、

生活等可能暴露未成年人隐私信息的； 

（二）诱导未成年人泄露个人或他人信息的； 

（三）其他不当披露和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的。 

第七条 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 

（一）教授未成年人规避防沉迷系统、未成年

人模式的方法攻略的； 

（二）向未成年人提供或寻求陪玩陪聊、代练

代打等服务的； 

（三）其他可能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 

第八条 对于本《办法》所涉网络不良信息，

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以及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应当按照《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网络暴

力信息治理规定》等现有法律法规规定要求，采取

防范和抵制措施，避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对

于其他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制

作、复制、发布、传播该信息的组织和个人应当按

照《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要求，在信息展示前，

在显著位置作出明显提示。 

第九条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为用户

提供添加显著提示效果的标识功能，并引导和规范

用户对相关信息作出提示。具体提示方式包括： 

（一）在文本的起始、末尾或中间适当位置添

加文字提示或通用符号提示等标识，或在交互场景

界面或文字周边添加显著的提示标识； 

（二）在音频的起始、末尾或中间适当位置添

加语音提示或音频节奏提示等标识，或在交互场景

界面添加显著的提示标识； 

（三）在图片的适当位置或在交互场景界面添

加显著的提示标识； 

（四）在视频起始画面和视频播放周边的适当

位置添加显著的提示标识，可在视频末尾和中间适

当位置添加显著的提示标识，或在交互场景界面添

加显著的提示标识； 

（五）符合其他服务场景特点的显著提示标识

方式。 

第十条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要求，不得在首页首屏、弹

窗、热搜、榜单、推荐、精选等处于产品或者服务

醒目位置、易引起用户关注的重点环节，呈现可能

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 

提供算法推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服务的，应

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措施，防范和抵制

传播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 

不得在专门以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的网络产

品和服务中，呈现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

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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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公开征

求对《汽车数据出境安全指引

（2025 版）》的意见 

原载：“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推动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汽

车数据跨境流动机制，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在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统筹指导下，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

据局、公安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

管总局起草了《汽车数据出境安全指引（2025 版）

（征求意见稿）》，拟以规范性文件印发。现面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于2025年7月13日前反馈。 

传真：010-66069561 

邮箱：zhanghong@miit.gov.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13 号工业和信

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邮编：100084），请在信

封上注明：“《汽车数据出境安全指引（2025 版）

（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数据局 

公安部 

自然资源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5 年 6 月 13 日 

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市场监管总

局办公厅联合印发《智能社会发

展与治理标准化指引（2025 版）》 

原载：“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和《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准确把握社会智能化转型趋势，发挥标准化的基础

性、引领性作用，深化智能社会发展与治理，中央

网信办秘书局、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近期联合印发

《智能社会发展与治理标准化指引（2025 版）》（以

下简称《指引》）。 

《指引》旨在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智能社会发

展与治理标准研究制定、实施反馈、优化完善的工

作机制，建成覆盖智能技术主要社会应用场景、有

效保障技术全生命周期良性健康发展的标准体系，

从而适应技术创新需要、满足产业发展需求、支撑

智能社会建设，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指引》提出了智能社会发展与治理的基本原

则和要求，明确了常见智能技术应用场景、社会影

响及其观测评估指标，规定了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的

一般程序和要求，构建了包括基础通用、发展与治

理原则、场景应用、技术和方法、效果评价等五部

分内容的智能社会发展与治理标准体系，为各地方、

各部门、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开展智能社会发

展与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技术支撑和规

范指引。 

专家解读｜充分发挥标准化基础

性、引领性作用 为智能社会发展

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原载：“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 

作者：曹俐莉|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标准化理论与战

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当前，全球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的同时也产生各种风险和挑战。国际社会正加快探

索推动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强化风险防范的治理

路径，标准化成为其中重要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智能社会

发展与治理，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

合。近日，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落实国家战略部署，中央网信办秘书局联合市场监

管总局办公厅印发《智能社会发展与治理标准化指

引（2025 版）》（以下简称《指引》），旨在加快

形成智能社会发展与治理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标准

化基础性、引领性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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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化是引导人工智能发展普惠向善的

科学路径 

在人类社会迈向以人工智能为关键技术支撑

的智能社会进程中，三大国际标准组织已将构建智

能技术全球治理标准化生态上升至战略高度，美欧

等发达国家也在高位推进智能技术发展与治理的

标准化进程。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智能社会

发展与治理标准化作出系列决策部署，《国家标准

化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

领域的标准研究。《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的意见》明确要求要推动制定智能社会治理相关标

准。由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进一

步呼吁各国要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

框架和标准规范，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

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 

《指引》从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智能社会发展

与治理标准化工作的内涵、目标与原则。首先，将

国际国内标准化活动主流定义与实践需求、工作机

理和方式方法等核心要素有机衔接，深刻揭示该领

域工作的本质特征。其次，从建立全链条工作机制

与建成全覆盖标准体系两个维度提出工作目标，为

更好推动该领域标准化创新打下良好基础。最后，

将“增进福祉，注重和谐”，“以人为本，保障权

益”，“包容创新，持续优化”等作为推进该领域

标准化工作的三大原则，进一步释放出“促进人工

智能技术造福于人类”的中国立场。 

二、标准化是提升智能技术应用社会效益的

重要工具 

近年来，自动驾驶、智能家居、智慧教育、智

慧医疗等智能技术应用改变人类社会生活面貌，但

其中隐私泄露、信息茧房、群体极化等社会问题亟

待通过及时准确识别、界定、观测和评估，予以有

效解决和防范。与此同时，智能技术加速迭代导致

多元应用场景中社会影响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对

评估等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为破解其中“技术超

前性”与“治理滞后性”的关键矛盾，中国率先提

出人工智能社会实验这一创新方法。为此，中央网

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生态环境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等 7 部委，在全国

设立 92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发挥先试先行、

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加强

智能社会发展与治理整体谋划，超前探索与智能社

会相适应的运行模式和体制机制，促进智能社会健

康有序发展。实验形成的智能社会发展与治理经验

规律和理论，亟需通过标准化方法予以协同、巩固、

深化与推广。 

《指引》在国家层面创新提出了智能技术社会

应用场景与影响评估，以及人工智能社会实验规程

的工作要求。一方面，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

面，分别提出智能技术作用于个人、组织以及社会

的典型场景、主要影响以及对应的观测指标，推动

智能技术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

另一方面，从实验的准备、开展、反馈三个阶段，

准确界定组织应用、科学测量和综合反馈等人工智

能社会实验规程的核心内容，为识别、界定、观测

和评估特定智能技术社会应用场景的影响，总结风

险治理应对经验，形成相关标准，提供了清晰、科

学的方法论。 

三、标准化是形成智能社会健康发展共识的

关键措施 

在市场监管总局和中央网信办的指导下，全国

智能技术社会应用与评估基础标准化工作组

（SAC/SWG 35）在 2023 年底成立，作为智能社会

发展与治理领域首个国家级标准化技术组织，将智

能技术社会应用中的基础、通用、原则、测试方法、

优化方法和效果评估等领域国家标准制修订作为

核心工作。2024 年 9 月，工作组第一批研制的 5 项

有关人工智能社会实验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社会

影响评估与合规管理标准成功立项，是该领域标准

化实践的最新探索。面向未来，为满足智能社会规

范发展的需要，须加快构建适应技术创新需要、满

足产业发展需求、支撑智能社会建设的智能社会发

展与治理标准体系，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工作的科学

谋划、系统布局，明确重点任务、技术路线和发展

路径。 

《指引》在国家层面系统部署了智能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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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治理标准化的工作任务。一是从基础通用到垂直

场景纵横覆盖，既要制定术语、分类、代码等方面

标准，又要制定基层、医疗、养老等领域标准。二

是从发展治理原则到具体技术方法细化延伸，既要

制定智能技术伦理、安全治理等原则标准，又要制

定智能技术影响分析测量、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等具

体标准。三是从风险跟踪预警到综合影响评价全周

期回应，既要制定涉及风险识别、预防、跟踪、监

测等事前标准，又要制定影响评估、绩效评价等事

后标准。该标准体系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开展

智能社会发展与治理标准化工作的重要依据，真正

发挥标准化在支撑智能社会建设中的基础性、引领

性作用。 

智能社会发展与治理的标准化是一项系统工

程，《指引》的发布为实施这项工程提供了科学可

行的路线图。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高等院校、

研究机构、企业等应形成合力，以标准化工作提升

智能社会发展与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为促进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

架和标准规范贡献中国方案。 

关于开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备案

工作的公告 

原载：“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 

根据《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19 号，以下简称《办法》）规定，现就开展人脸识

别技术应用备案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备案对象 

根据《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应用人脸识别技

术处理的人脸信息存储数量达到 10 万人的个人信

息处理者，应当向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履行备案手

续。 

二、备案时间 

（一）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应用人脸识别

技术处理的人脸信息存储数量达到 10 万人的，应

当自数量达到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履行备案手续。 

（二）2025 年 6 月 1 日前，应用人脸识别技

术处理的人脸信息存储数量已经达到 10 万人的，

应当在 2025年 7月 14 日前履行备案手续。 

（三）备案信息发生实质性变更的，应当在变

更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办理备案变更手续。 

三、备案方式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备案采用线上方式。请直接

访问“个人信息保护业务系统”（https://grxxbh.

cacdtsc.cn），按照系统首页提供的《人脸识别技

术应用备案系统填报说明（第一版）》，准备相关

材料并履行备案手续，也可从中国网信网（https:

//www.cac.gov.cn）首页“全国网信政务办事大厅”

栏目访问“个人信息保护业务系统”。 

四、法律责任 

未按照《办法》规定履行备案手续的，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28 日 

关于公开征求《网信部门行政处

罚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定（征求意

见稿）》意见的通知 

原载：“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 

为进一步规范网信部门行政处罚行为，保护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研究起草了《网信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适用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反馈意见： 

1.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将 意 见 发 送 至 ：

law@cac.gov.cn。 

2.通过信函将意见寄至：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

大街 11 号（邮编：100044）。请在信封上注明“《网

信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定（征求意见

稿）》意见反馈”。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5年 6 月 14 日。 

附件：网信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定

（征求意见稿）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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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5 月 30 日 

网信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规范网信部门行政处罚行为，保

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信部门行政

执法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

定，结合网信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网信部门依据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本规定。法律、法规、

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是

指网信部门在实施行政处罚时，按照裁量涉及的违

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当事

人主观过错等因素，对法律、法规、规章中的原则

性规定或者具有一定弹性的执法权限、裁量幅度等

内容进行细化量化而形成的具体执法尺度和标准。 

第四条 网信部门适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应当遵循法制统一、公平公正、过罚相当、宽严相

济、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等原则。 

第五条 网信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划分

为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一般处罚、从

重处罚等裁量阶次。 

不予处罚是指因法定原因对实施违法行为本

应给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减轻处罚是指减少并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行政处罚种类或者低于最低限度的处罚幅度，对

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 

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

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适用较轻、较少的种类或

者较低的幅度，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 

一般处罚是指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

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适用适中的种类或者幅度，

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 

从重处罚是指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

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适用较重、较多的种类或

者较高的幅度，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处罚： 

（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的； 

（二）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

不予处罚。 

依法不予处罚的，网信部门可以根据情节采取

相应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网信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

的； 

（四）配合网信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一）违法行为严重危害网络信息内容安全、

网络运行安全、网络数据安全的，违法处理个人信

息或者处理个人信息未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情

节严重的； 

（二）因同种违法行为一年内受到网信部门两

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三）教唆、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拒不配合、阻碍、以暴力威胁网信部门

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五）隐匿、毁损、伪造、篡改有关证据的； 

（六）对证人、举报人、网信部门工作人员进

行打击报复的； 

（七）违法行为引起群众强烈反映，引发群体

性事件或者造成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 

（八）违反未成年人保护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 

（九）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较大

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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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违法行为不具有不予处罚、减轻处罚、

从轻处罚或者从重处罚情形的，应当给予一般处罚，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条 当事人同时存在减轻处罚、从轻处罚

或者从重处罚等情形的，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

合考量进行处罚。 

第十一条 罚款有一定幅度的，在相应的幅度

范围内分为从轻处罚、一般处罚、从重处罚。 

从轻处罚的罚款数额应当在法定最低限至法

定最高限幅度或者倍数区间低于 30%的数额；一般

处罚的罚款数额应当在法定最低限至法定最高限

幅度或者倍数区间的 30%至 70%的数额；从重处罚

的罚款数额应当在法定最低限至法定最高限幅度

或者倍数区间超过 70%的数额。 

在确定具体处罚数额时，综合考量违法行为的

性质、情节和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结

合执法实践和执法案例，可以以前款规定的百分比

为基础上下浮动十个百分点。 

第十二条 依法单独处警告、通报批评、没收

违法所得的，仅适用不予处罚、一般处罚两种裁量

阶次。 

第十三条 单位实施违法行为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应当综合

考量相关责任人员的岗位职责、任职时间、履职行

为与违法行为的关联性、主观过错程度、主次责任，

以及是否对违法行为采取整改措施等因素，参照对

单位行政处罚裁量阶次，确定适当的行政处罚。 

第十四条 网信部门适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

准，判断违法行为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

应当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一）违法行为的具体方法或者手段，当事人

实施违法行为的主观过错程度； 

（二）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发生次数，违法

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危害后果； 

（三）违法行为的危害对象及其数量； 

（四）当事人本年度内的处罚情况； 

（五）当事人获取的违法所得； 

（六）当事人的生产经营类型规模、经营情况

及其影响力； 

（七）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的主观态度、配合

检查的情况、所采取的整改措施及效果；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因素。 

第十五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

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

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

额高的规定处罚。有两个以上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违

法行为的，应当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第十六条 市（地、州）级以上网信部门可以

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处罚裁量

权基准。对同一行政执法事项，上级网信部门已经

制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下级网信部门原则上

应当直接适用；如下级网信部门不能直接适用，可

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裁量权范围内进行合理细化

量化，但不能超出上级网信部门划定的阶次或者幅

度。下级网信部门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与上

级网信部门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冲突的，应

当适用上级网信部门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第十七条 网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

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

由、依据，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行政裁量权基

准的适用情况予以明确。 

第十八条 网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适用本部

门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可能出现明显不当、

显失公平，或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的客观情

况发生变化的，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或者集体

讨论通过后可以调整适用，批准材料或者集体讨论

记录应当列入处罚案卷归档保存。 

适用上级网信部门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

准可能出现前款情形的，报请上级网信部门批准后，

可以调整适用。 

第十九条 上级网信部门应当通过行政执法

情况检查、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等方式，对下级网信

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监督。 

因不规范适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造成严重

后果的，应当依规依纪依法严格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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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数据出境安全管理政策问答

（2025 年 5 月） 

原载：“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持续加强数据出境安

全管理政策宣贯，指导和帮助数据处理者高效合规

开展数据出境活动。经对近期收到的咨询问题进行

研究，现将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和答复公布如下。 

1.识别申报重要数据的具体流程是什么？ 

答：《数据安全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数

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制定重要

数据目录，加强对重要数据的保护。各地区、各部

门应当按照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确定本地区、

本部门以及相关行业、领域的重要数据具体目录，

对列入目录的数据进行重点保护。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

网络数据处理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识别、申报

重要数据。对确认为重要数据的，相关地区、部门

应当及时向网络数据处理者告知或者公开发布。 

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各部门正在制定相关

行业、领域的数据分类分级标准规范和重要数据识

别申报规则，为本行业、领域的数据处理者识别申

报重要数据提供具体依据和操作指导。部分行业、

领域数据分类分级标准规范和重要数据识别申报

规则已经公开发布，如工业领域的《工业领域重要

数据识别指南》、电信领域的《电信领域重要数据

识别指南》、自然资源领域的《地理信息数据分类

分级工作指南（试行）》、统计领域的《统计数据

安全管理办法》等，还有的通过召开会议、制发文

件、一对一通知等形式告知到数据处理者。数据处

理者应当按照相关标准规范、申报规则和有关主管

部门的要求，及时做好重要数据识别、申报工作。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数据处理者申报重要数据进

行认定，对确认为重要数据的，将及时向数据处理

者告知或者公开发布。如果数据处理者被告知掌握

重要数据或者掌握的数据被公开发布为重要数据，

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重要数据安全

保护责任。没有发布行业、领域的数据分类分级标

准规范和重要数据识别申报规则，数据处理者也没

有被有关部门告知应当进行重要数据识别申报的，

未识别申报重要数据，未对相关数据进行重点保护，

不会被认定为违反重要数据保护相关规定，不会因

此受到行政处罚。 

2.如何合规开展重要数据出境活动？ 

答：根据《网络安全法》第三十七条、《数据

安全法》第三十一条、《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以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促进

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相关条款规定，数据处

理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

重要数据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通过国家网信部

门组织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

估的流程参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开发布的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指南》。对于确需出境的

重要数据，经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认为不会危害国家

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出境。 

数据处理者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识别、申报重要

数据，未被相关部门、地区告知或者公开发布为重

要数据的，数据处理者不需要作为重要数据申报数

据出境安全评估，相关数据出境活动不会被认定为

违法违规出境重要数据，不会因此受到行政处罚。

数据处理者被告知掌握重要数据或者掌握的数据

被公开发布为重要数据后，如需继续开展相关数据

出境活动的，应当在被告知或者公开发布后 2 个月

内，通过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数据处理者应当按照国家网信

部门出具的安全评估结果合规开展数据出境活动，

切实保障重要数据出境安全。 

《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

法》实施有关事项答记者问 

原载：“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 

《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已于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

关负责人就其实施有关事项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 1：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是否有可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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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答：根据《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

及附件《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指引》，全国网络

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www.tc260.org.cn）

组织编制发布了《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个人

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要求》，对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

计的实施流程、合规审计内容和方法、合规审计证

据、底稿模板、报告模板等作出规范，个人信息处

理者、专业机构可以参照该实践指南开展个人信息

保护合规审计。 

问 2：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专业机构如何申

请认证？ 

答：《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第七

条规定，“鼓励相关专业机构通过认证。专业机构

的认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的有

关规定执行”。国家网信办数据与技术保障中心、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北

京赛西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3 家单位，已向国家认证

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相关认证规则，将依据认

证规则和《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个人信息保

护合规审计 专业机构服务能力要求》《网络安全标

准实践指南——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要求》实施

认证。专业机构可向上述 3 家认证机构申请认证。 

问 3：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人员应当具备哪

些能力？ 

答：《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个人信息保

护合规审计 专业机构服务能力要求》《网络安全标

准实践指南——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要求》将个

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人员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

个等级，明确了不同等级合规审计人员在法律法规、

专业知识、专业能力、项目管理、报告撰写审核等

方面的能力要求，可查询实践指南了解能力要求具

体内容。 

问 4：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人员能力如何进

行评价？ 

答：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根据《网络安全标

准实践指南——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 专业机构

服务能力要求》《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个人

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要求》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

计人员能力要求，编制了《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

人员能力评价要点》，明确不同等级个人信息保护

合规审计人员的能力评价目标、方式、要点等，将

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人员能力评价，相关信

息可在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官网（www.cybersac.

cn）查询。 

中央网信办持续加强信息推荐算

法治理 

原载：“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 

“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针对网民反映强烈的算法推荐加热低

俗信息、加剧“信息茧房”、加重观点极化等问题

风险，中央网信办督促指导重点平台针对性优化信

息推荐算法功能、调整信息推荐算法规则。重点平

台积极响应，签署“算法向善”南宁宣言，完善算

法推荐内容审核，开设专门网站、频道或账号集中

公开算法规则原理，开发上线“茧房评估”“一键

破茧”等创新功能，完善用户兴趣偏好管理服务，

提升算法推荐内容多样性。 

近日，抖音、小红书、微博、快手、微信视频

号、哔哩哔哩等平台围绕正能量内容加权推荐、用

户自主选择权保障、推荐内容多样性优化、提升算

法透明度等核心环节，系统性优化完善多项功能。

在提升算法透明度方面。公开算法运行规则，推进

透明展示工作，保障用户知情权。抖音通过开设“安

全与信任中心”网站、举办开放日活动等方式，向

公众阐释推荐逻辑、干预机制及治理成效。微博提

升热搜算法透明度，公示上榜规则、数据规则，上

线热搜热度标签，标示热度背后的推动因素。微信

视频号通过通俗易懂的图文、视频方式向用户公示，

发布《一图读懂微信视频号算法推荐》《算法破茧

系列》。在破除“信息茧房”方面。创新推出“茧

房评估”“一键破茧”等功能，帮助用户防范“信

息茧房”风险。抖音全面升级“使用管理助手”，

创新内容偏好评估功能，以可视化形式呈现用户近

期浏览内容。小红书设置“内容偏好评估与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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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更多”功能，方便用户一键操作，浏览更多

元丰富的推荐内容。快手依托正能量算法增加对

“正向”“有用”“温暖”“信任”等内容挖掘，

在算法推荐中充分呈现。在完善推荐内容审核方面。

不断健全推荐内容审核机制，加强正能量内容推送，

防范算法推荐低俗不良信息。微信视频号完善“好

友推荐”和“算法推荐”双重机制，不断迭代升级

识别打击模型，严禁低俗恶俗等典型不良信息进入

推荐池。抖音创新推出热点当事人核实机制，防止

摆拍造假、仿冒蹭热、拼凑剪接等恶意传播行为。

在用户赋权方面。持续优化兴趣偏好管理、内容负

反馈等功能设置，便于用户自主调节优化算法推荐

内容。快手为用户提供便捷、精细的兴趣偏好管理

功能，用户可根据自身喜好，滑动对应兴趣标签，

调节不同内容推送强度。微博设置不感兴趣、不看

此博主、内容质量差等多种负反馈选项供用户选择，

精准响应用户需求。 

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重点平台信息推

荐算法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相关功能使

用效果不显著、推荐内容质量不够高等问题，与广

大网民和社会各界的期待相比还有差距。算法治理

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网信部门将开展常态

化巡查，督导信息推荐算法平台持续优化算法运行

机制和管理规则，不断提升推荐内容质量，探索多

样化“破茧”路径，创新用户赋权功能，切实维护

网民合法权益。 

附：抖音、小红书、微博、快手、微信视频号、

哔哩哔哩等平台公告链接 

1.抖音：践行算法向善，抖音多措并举赋能用

户便捷管理推荐内容 

（https://trust.douyin.com/article/1570

0?enter_from=channel_page&channel=transpare

ncy） 

2.小红书：内容偏好调节功能指南来啦！ 

（http://xhslink.com/a/VkoHs2pUtC1cb） 

快来查收你的内容偏好评估结果~ 

（http://xhslink.com/a/BddVJrehlC1cb） 

3.微博：微博关于提升算法推荐多样性相关产

品升级公告 

（https://weibo.com/1934183965/51684439

67933531） 

4.快手：快手上线算法推荐系列优化功能，持

续推进算法向上向善 

（https://v.kuaishou.com/2B2Y3i8） 

5.微信视频号：视频号算法推荐优化，一键开

启更多兴趣探索 

（https://mp.weixin.qq.com/s/ANFSKXeED9

jdZmWch-dpzQ） 

6.哔哩哔哩：哔哩哔哩个性化内容推荐算法新

功能介绍 

（https://www.bilibili.com/opus/1069028

574153932809） 

 

（技术编辑：何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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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动态 

 

基础理论 

1.数字经济刑法保护中“数据信息”概念之提倡（郭

研）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5 年第 3 期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客体，数据刑

法保护体系构建的前提是厘清数据的概念边界。刑

法保护的应当是数据信息，数据信息与数据不同，

数据信息有价值而数据本身无价值。数据信息是以

数据作为载体的对人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具有

法律意义。数据信息所指向的法益能够通过刑法规

定的犯罪使其特定化、具体化，具有传统价值属性

的数据信息可等价转换为传统保护法益，其他价值

属性的数据信息则可等价转换为数据信息安全法

益。应当构建以数据信息为中心的刑法保护体系，

对于侵犯指向具体法益的数据信息的犯罪应依据

传统罪名定罪量刑，对侵犯其他数据信息的犯罪应

依《刑法》第 285 条、第 286条第 2 款定罪量刑。 

 

2.算法信任的法律性质（黄伟文）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25年第 3 期 

算法信任法律性质的讨论，需在法律维度、社

会关系维度和概念维度所编织的论证网络中展开，

并回答在法律意义上，信任算法是指信任什么、法

律保障算法信任是在保障什么这两个核心问题。据

此，作为法律的调整对象，算法信任既不是作为主

观心理状态的信任感，也不是算法本身或算法治理

制度的可信性；相反，它是一种特殊的委托关系，

即在算法提供者与算法用户的交互行为中产生的

回应性规范关系。在规范构造上，算法信任包含算

法能力、算法意图和算法认知三个构成性要素。法

律保障算法信任，就是要保障这三个要素的有效实

现；算法治理制度的法律建构，也应据此而展开。 

 

3.数字法学的学术定位与内涵解析（刘猛） 

来源：《政法论坛》2025 年第 3 期 

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化，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

智能等科学技术影响到法律和法学，产生了数字化

时代的法学知识形态，这一知识形态名称不一，以

数字法学和计算法学最为常用。要对数字法学进行

定位，需要将其放在法学的长时段历史中进行观

照，从历史脉络、现实图景和外部场景的多层镜像

中予以考察。它是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的法学知

识形态，是借鉴统计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

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法学的一种学问，是科学化对于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7QgnfwDfV9W38RlUCtUXAvWeXffNxBfNM3qbDazz6yG8mlIILa2ZE27h6SR7HmIeXRCp0oWSYWyJe2IBStfIoVM9l2jXj44cLBoCXoYZs3n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7QgnfwDfV9W38RlUCtUXAvWeXffNxBfNM3qbDazz6yG8mlIILa2ZE27h6SR7HmIeXRCp0oWSYWyJe2IBStfIoVM9l2jXj44cLBoCXoYZs3n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6Q_Js-f7Nf9eZYH3qlLW8D2SLZI1rPpqg2qr5-QY29fYIGZfvcU0dwDjjpdZ9s3I9MLCp46ZeTq1FR8wOA8ZiVC8L3lqMIDwnnsvHRx-vFkFFvvVkRw1VL&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6l4vdb4B9EB2qyrqyeM26pAIoML7h9Zqj--HhImWRA8jB3HsdGOEKWYY4PJsnPf9MO-F_1DEqQ4RFKwJDkRdXS-7nv7GhqiYFVbobb0DlIj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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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的又一次冲击和法学科学化的又一次努力。数

字法学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即作为范式的

数字法学以及作为方法的数字法学，这两个层面分

别对应了数字法学的内容与技术。数字法学借助其

在范式和方法层面自身的研究特点，进而成长为法

学研究的一个流派，彰显出法学研究的方法特色。 

 

4.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新解——以特殊

审查义务为中心（马一德、赵迪雅） 

来源：《知识产权》2025 年第 2 期 

我国司法实践对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注意义

务的讨论缺乏体系定位与层次分析。我国网络服务

提供者注意义务体系并非单一结构，而是由被动审

查义务、特殊审查义务组成。是否突破现有体系为

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规定更高的注意义务，需回归

该体系逐一分析。算法推荐的伪中立性，无法适用

被动审查义务，而全面审查义务又与三方主体的权

利保护冲突。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承担特殊审查义

务的理由不在于，算法推荐技术与信息管理能力存

在正相关的假设，而在于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角

色转型，且特殊审查义务的风险防控内涵与算法推

荐诱发的侵权风险相契合。在个案中，需结合算法

推荐服务提供者规模、被推荐作品属性、推荐行为

应用场景，考量其特殊审查义务。 

 

5.走向自由的制度：数字时代欧洲公共话语

（Corrado Caruso） 

来源：German Law Journal, Vol.26, Issue 1 

(2025) 

数字革命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及公共议

论的构建模式。本文探讨了数字平台对公共领域的

中介消除与碎片化现象。旨在通过塑造与现实相悖

的“替代性真相”来夺取话语权的虚假信息传播活

动，凸显了需从制度视角强化传统“消极自由”观

念的紧迫性。本文认为，言论自由应被视为一种自

由制度，即一个组织空间，旨在构建规范性公共话

语理论。该理论为民主制度提供合法性，并要求通

过积极监管来落实其价值。将言论自由视为制度会

改变公共权力的角色：其职责不应仅限于不干预，

而应承担积极监管沟通互动空间的义务。文章探讨

了这种监管需求如何促使欧洲通过《数字服务法》

（DSA）以程序性约束纠正数字平台（DPs）的问题。

尽管存在一些批评，DSA 仍为与《基本权利宪章》

及成员国宪法传统相契合的跨国欧洲公共话语奠

定了基础。 

 

6.欧盟数字化立法下的新监管方法：EJRR 特别版

《监管决策自动化格局》简介（Herwig C.H. 

Hofmann） 

来源：European Journal of Risk Regulation, 

Vol.16, Issue 1 (2025) 

本文概述了欧盟在数字化和决策自动化立法

方面三个基本监管发展：首先，在许多法律文件中，

我们可以看到向更复杂的多层次复合程序转变的

趋势，这些程序不仅涉及公共机构、欧盟机构、国

家机构，还包括通过标准化实现的共同监管，以及

在某些领域结合经过审计的自我监管。当前数字领

域立法的第二个特征是，其中规定的义务要求对信

息管理给予更多关注——从信息来源到使用、传播

和共享。这一要求适用于公共和私营部门，要求对

经济运营商的信息流进行越来越细致的知识和报

告。第三个特征是互操作性作用的日益增强，其正

被确立为实现数据交换可能性的工具。多样化的监

管工具与方法正形成复杂的法律关系与义务网络，

若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强有力保护及确保其执行的

程序性结构，此类网络将难以接受监督与合规审

查。 

 

7.现代数据处理在工作场所的合法性（Johannes 

Warter） 

来源：European Labour Law Journal, Vol.16, 

Issue 2 (2025) 

现代数据处理技术在工作场所中的应用，如算

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引发了诸多法律问

题，尤其涉及劳动法、反歧视法及数据保护法规。

一个关键问题是，算法和 AI 系统在何种条件下可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6SP-nsH0z5xLR62g9yyc6PnNtkQOTal61-mZ6Fun-AH6JPl11h1ZFeMfAvx8411l_tpkhFf19GA8tYhyWroAlW6JXSbNYporFWWOpuuR0mcYpgSf34p4Lc&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6SP-nsH0z5xLR62g9yyc6P6kADkWv-ESvfyS8AhXB3piaq1txz_w181vO5BoBIeutycBovgnt6rr6VrszLjdaSCKcgRyu-5RKcVWFsw2QKTc2-Ivt9nrOD&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arch?filters%5bauthorTerms%5d=Corrado%20Caruso&eventCode=SE-AU
https://sage.cnpereading.com/search/search?advancedValues=Johannes%20Warter&advancedTypes=Author&searchType=clicklink
https://sage.cnpereading.com/search/search?advancedValues=Johannes%20Warter&advancedTypes=Author&searchType=click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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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法地用于遵守数据保护法律。本文旨在通过概

述法律框架、通过两个最近的例子探讨当前的法律

挑战，并基于这些发现提出进一步的考虑，来更深

入地探讨这一问题。 

 

8.数字时代的发展风险防御（Guillem Izquierdo 

Grau） 

来源：European Journal of Risk Regulation, 

Vol.16, Issue 1 (2025) 

产品责任法的一个重要支柱是“开发风险抗

辩”。根据这一抗辩原则，如果在产品投入流通时，

科学技术水平尚未达到能够发现该缺陷的程度，则

生产者无需对受害方遭受的损害承担责任。欧洲委

员会于 2022年 9月 28 日发布的《指令草案》在第

10.1.e）条中继续规定了“开发风险抗辩”。该《指

令草案》在第 39 条中专门提及这一问题，并提出了

评估此类抗辩的一些要求。然而，尽管承认了这一

抗辩理由，它是否适用于数字化范式，以及如何将

其应用于包含人工智能的数字化产品缺陷所造成

的损害？ 

个人信息保护 

1.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对数据财产权的影响（吕

炳斌）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5 年第 3 期 

通说认为数据财产权的享有以合法处理个人

信息为前提。就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处理而言，

合法性不是有无问题，而是多少问题。如果仅仅因

为数据集合中部分乃至个别个人信息的处理存在

不合法之处，就否定其上的数据财产权，存在比例

失衡意义上的不当，也不符合保护数据增值劳动的

数据财产赋权原理。参照非法演绎作品的保护思

路，数据处理者的非法处理行为并不需要以消灭数

据财产权加以威慑，但这种处理行为仍受个人信息

保护法的规制，并产生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数据

财产权也会受到个人信息权益人的牵制。在个人信

息保护的后端，同意撤回权、删除权、可携带权等

权能可随时对企业的数据财产权产生牵制，承载着

一条后端影响路径。这种后端影响更多是通过威慑

和助推的作用机理，反向推动数据处理者合法处理

个人信息，从而走向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财产权保

护兼顾的理想状态。 

 

2.智能时代个性化定价算法的法律规制（王苑）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5 年第 3 期 

定价算法的利用加剧了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

信息能力的不平等，竞争法和消费者法共同通过抑

制强者、强化弱者保护的方式平衡能力差距。但两

者侧重不同，竞争法主要规范目的是维护市场秩序

和公共利益，兼顾个人权益的保护，因此难以成为

个性化定价中受损消费者维权直接的请求权基础。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法律定位相

近，功能上互补、手段上互通，规范解释与法律续

造彼此相同，二法衔接成为规范个性化定价的直接

路径。在解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4 条第 1 款中

的“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时，应追求结果公平、公

正的实质合理，但实质合理性存在多方面的挑战，

此时通过经营者的强制披露义务和保障消费者退

出机制等手段，阻断法益侵害之可能，实现信息处

理和算法的透明，亦能有效保障个性化定价的合理

性。 

 

3.智能设备场景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李西

泠）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5 年第 3 期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2 条第 1 款及第

20 条的相关规定，尽管用户在一定程度上对信息处

理拥有自决权，存在可以访问数据的开放型制造商

和用户共同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可能性，但这种

自决不应被视为对个人信息的真正控制。数据开放

型制造商无法避开其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律

责任。而封闭型制造商虽然无法直接访问数据，却

能够通过其设备中的人工智能程序实质影响处理

方式和目的，因此不应将其排除在个人信息处理者

的范畴之外。明确封闭型制造商的处理者责任，有

助于减少数据泄露的外部性，促使其采取更有效的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arch?filters%5bauthorTerms%5d=Guillem%20Izquierdo%20Grau&eventCode=SE-AU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arch?filters%5bauthorTerms%5d=Guillem%20Izquierdo%20Grau&eventCode=SE-AU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58hiQ4okRlLnjrQrTP2H5pDVdwL0gllYrPfS1n2-KLT9mgJcPoNcHcWOogG3DiPbkrxRbJxl9Ipc4yz3XRzstiZX_x7iCpCS3HKkN0QRkYdaei_l02u3Id&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58hiQ4okRlLnjrQrTP2H5pDVdwL0gllYrPfS1n2-KLT9mgJcPoNcHcWOogG3DiPbkrxRbJxl9Ipc4yz3XRzstiZX_x7iCpCS3HKkN0QRkYdaei_l02u3Id&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6R5TQf0UupsCWfIri2f1060io0qjPLjESTI573UE5RRFWG2cuJrShku4m6JFT2PNY9OC-D08mDRtQphtNifauxLwOfgLy9KLzen8LFaYh1X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7hx-JE82WLW2MfM0d5Zmwp60fxiZRLZ5_FRZdZEkEQfDrDbcvVFYSNQRLei9qpNgw7kWUSuXHGvyHhQKl6pYtEd1gw1ogaNbc4DWgrvMs0pJhfYEl_lJk5&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7hx-JE82WLW2MfM0d5Zmwp60fxiZRLZ5_FRZdZEkEQfDrDbcvVFYSNQRLei9qpNgw7kWUSuXHGvyHhQKl6pYtEd1gw1ogaNbc4DWgrvMs0pJhfYEl_lJk5&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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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措施，从而填补现有体系中对数据处理责任界

定的漏洞，减少责任追究中的混乱与不确定性。 

 

4.个人信息更正权的双重规则构造与定位（萧鑫） 

来源：《现代法学》2025 年第 2 期 

个人信息更正权作为人格权请求权具有促进

个人参与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积极自由精神,其规

则构造包括成立规则和行使规则两个方面。个人信

息更正权的成立以存在广义的错误信息与正确信

息为前提,但不以过错为必要,同时需要接受基于

利益衡量的例外检验。在例外检验中,应以更正成

本显著高于收益作为特殊抗辩事由,而不再持续控

制错误个人信息并不能阻却权利成立。在权利行使

规则方面,个人需要对成立要件事实和当事人适格

性进行举证,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就抗辩事由承担举

证责任,并遵循初步证据标准核实材料、及时回应。

个人信息处理者还可能承担停止非存储行为和对

异议信息加以标注的义务,而其更正义务一般仅及

于个人所主张的错误信息及其直接副本。个人信息

更正权作为新型权利,仍然可以纳入防御请求权与

民事责任的一般范畴。 

 

5.敏感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解释性重构（丁晓东） 

来源：《中国法学》2025 年第 2 期 

我国与域外法律大多以类型列举或存在严重

侵害风险界定敏感个人信息，在保护方式上采取二

元保护、强化保护。但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解与

适用存在挑战，其界定存在不确定性，保护方式也

不尽合理。这一挑战的根源在于敏感个人信息具有

场景化特征，个人信息并非因其本身而敏感。在立

法层面对敏感个人信息保护进行重构不具有必要

性与可行性，应在解释与适用过程中对其进行重

构。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应以目的解释为主、参照

文义解释，价值判断应以我国国情为依据，风险认

知判断应以专家判断为主、兼顾公众感知风险，判

断因素应考虑信息主体、处理主体、处理方式、识

别概率等。敏感与非敏感个人信息的分类保护应迈

向场景化、动态化：在行政监管中，应采取自下而

上的场景化保护；在司法与行政执法案例中，应采

取以案释法的场景化保护。就强化保护措施而言，

应迈向监管下的自我监管。衔接敏感个人信息与私

密信息，应在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权保护两种制度

下进行分析。 

 

6.个人信息守门人的角色定位与制度机理——基

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8 条的解释论（尹玉涵） 

来源：《财经法学》2025 年第 3 期 

个人信息守门人条款难以真正落地实施，原因在于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8 条的规定相对抽象，致使

个人信息守门人的角色定位在“准监管者”与

“准垄断者”之间摇摆，进而难以洞悉其制度运行

机理。在单纯的文义解释面临诸多难题的情况下，

监管守门人理论和风险治理理论揭示了个人信息

守门人为超大型平台设立准监管义务，并以合规作

为主导方案的内在逻辑。从论理解释的视角切入，

考察立法者原意与法律体系的安排，可以进一步确

认个人信息守门人准监管者角色的唯一性。个人信

息守门人条款的制度运行机理也得以围绕着准监

管者界定标准及其对应义务内容、监督机制的确立

构建起来。 

数据确权与流通 

1.事实与规范：数字权力是一个法律概念吗？（王

苑） 

来源：《政法论坛》2025 年第 3 期 

数字权力作为法律概念应当具有事实与规范

的二重性。事实层面的数字权力是一个主体对另一

个主体的控制力。数字技术既加强了公权力主体的

治理能力，又助推了商业资本的逐利能力，数字技

术的强力应当在事实层面获得肯认，但数字权力难

以独立于公权力或市场力量。规范层面的数字权

力，最终要落实到该权力是否合法、正当以及如何

行使的价值判断上。规范性的欠缺有两层原因：一

是以社会一般观念为内容的规范意图尚未形成；二

是以法律和社会规范为内容的规范秩序的构建缺

少独立的规范视角。对于数字法学研究而言，承认

数字权力的描述性价值，但其规范性论证是无法回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7L-OGg_tCVfk5nyG4xR5tq9XVshlDG7nBEbKstGAh0B77KFK8gPI5Eh_AzVwu-X4Inr16sfzqBdKsPWDsYKxhuTixkyiYexDuWpnEwQyJ5U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7UxpsnXFlcbwMk8isP0SClzQaMWoyj52fvLOc2_umTtIL4vS3nGb_YngZpZGr39won9HyUUxLEyWhIAgpVyXNn3uoQRddL_pSH197rV9erMb1_P7LJHnlt&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43rwHv4iU-8BpnOT0Xx6jwvRaFjbqVsJuqPvUtAH2LaGXdiU_MfD91kftB7onlnp07tUU8oooit7WWYqxx7laeIHDzZbLTUAv3qauhA5tUMggzqYxbNmR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4ZUhoshLlTc1R_Yvd-dVL7h396o7_pZBYB3HmFt3PUttYMlLIGQKafFwcsE3LBAvsb7fklslvkM2bXy19YvcxHXvurZglikzTM_J6IFLx3h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4ZUhoshLlTc1R_Yvd-dVL7h396o7_pZBYB3HmFt3PUttYMlLIGQKafFwcsE3LBAvsb7fklslvkM2bXy19YvcxHXvurZglikzTM_J6IFLx3h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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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的理论难题，从具体问题切入形成理论共识是更

务实的路径，同时也体现了数字法学理论研究的开

放性和包容性。 

 

2.论数据技术措施的法律定位和制度建构（司马

航） 

来源：《知识产权》2025 年第 3 期 

在数据产权立法中，是否应引入技术措施已经

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

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 18 条引入了技术管理措施

的概念，但仍存在法律定位不清、制度目标不明的

情况。在域外典型数据立法例中，日本的“限定提

供数据”制度和欧盟《数据法》的技术措施条款均

存在正当性不明、价值错位等严重问题。数据技术

措施是保护数据产权的工具，其正当性源自其财产

支配力、制度有益性和所保护底层权利的正当性。

数据技术措施的保护，应尤其注重保障其有效性、

相关性和创新性，以实现对数据技术措施适用范围

的合理限制。在规则建构层面，应维持数据技术措

施“保护—限制”制度框架，以保护“利用控制”

技术措施，并注重数据技术措施和既有知识产权法

律体系的协调。 

 

人工智能 

1.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证据化改造（程龙） 

来源：《现代法学》2025 年第 2 期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已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实现

常态化应用,以达到统一量刑标准、确保量刑公正

的预期目标。然而,其深度介入量刑裁判存在正当

性风险,亟待构建符合法治原则的规制体系。对此,

学术界提出了辅助司法论与算法正当程序论两种

不同方案,但均存在一定局限,即不当赋予人工智

能辅助量刑系统以裁判主体地位,忽视了辩方的程

序参与权,以及缺乏证据裁判的制度空间。鉴于此,

应当将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纳入司法审查对象范畴,

对其进行证据化改造以满足诉讼化和可裁判化的

基本要求。具体路径可依托现行刑事诉讼制度框

架,将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建议作为专门性报告,从

证据规则、举证主体、证据形成阶段、质证认证,以

及司法责任承担五个方面进行规制。 

 

2.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的著作权困境及其调适路

径（张涛） 

来源：《现代法学》2025 年第 2 期 

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引发著作权困境,传统作

品许可使用机制面临功能失灵,既有“限制与例

外”条款亦存在适用难题。当前学界提出的以“非

作品性使用”为代表的“根源性”权利限缩模式,

以及以“文本与数据挖掘”为代表的“封闭式”

权利限制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困境,但因

其理论局限和制度设计缺陷,难以真正有效平衡各

方利益。相较而言,合理使用作为典型的“开放

式”权益平衡模式,更具制度灵活性与适应性,可

通过多层次评估框架弥补其操作困难与适用不确

定性。与此同时,需辅以技术治理工具、训练数据透

明度义务和合理补偿机制等创新措施,推动著作权

法的渐进改革与完善,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协调发展。 

 

3.人工智能主体间性与刑事责任分配（孙万怀） 

来源：《政法论坛》2025 年第 3 期 

主体间性在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中类似于主

奴辩证法，但只能是镜像理论或者灵肉辩证法的一

种表达方式。人工智能作为客体，相对于主体而言，

只能构成“弱悖反”，不会也不应当产生主体的被

摧毁。人所遵循的道德责任虽然是“半成品”，但

要求人工智能承担道义责任显然无法成功。自由意

志之于刑事责任并不具有实质意义。人工智能可能

存在“意思”自由，但不可能存在“意志”自由。

人工智能的反应只能是一种“客观性态度”，缺少

基于自发的“反应性态度”。人工智能刑事责任的

设定和愿景形式上似乎是为了保护人类，但实质是

否定人的主体性地位，是对人的尊严和基本伦理价

值的基础贬损。在类似于 ChatGPT、Deepseek 等生

成式人工智能语境下，刑事责任的承担只是介于平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51dj79PEB1b5D_kW6IrcIO3rHl82MXNL06GCTJLXv2UnsQEV9PR52g7FfjSXZ-Kb5wIY1JZkT6XkxKd8kUvozfb6a2NF0lFMPpopb7mcoXIIgXQpRv7oMP&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51dj79PEB1b5D_kW6IrcIO3rHl82MXNL06GCTJLXv2UnsQEV9PR52g7FfjSXZ-Kb5wIY1JZkT6XkxKd8kUvozfb6a2NF0lFMPpopb7mcoXIIgXQpRv7oMP&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5jj1HlJDvE2lUnRshKrP_zOrsjXxf9u6lfXkn7AfsuiwJ8EhLWRCbnIyz3Ml_n_myqAxTgMTmq2INXfMymEyyaxJmm7SyNpF567UzOGgVN0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6dsUtBWL-cc2CZgdVb1pUV9sB23Sjye9pjCmCV-qDGIHg57cF1sahhzoAt1Pm1EQa6xSBwspfQAZ4FjemoMWOb_HIGTkvsz-kvqJI9f8jYe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5-9Kt3IyqHYRhWl2zAPZA3ceiILOWLEXCFssGemCB1QEtJ6iFGOSf02n_b617YKNiF7dPeGi1j2B7vXZCJUYYJZNeqspkSwea0D1kGgot_ZDZ9D9M6fome&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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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使用者或第三方之间新的关系平衡。在人工智

能具有自觉性意思的前提下，技术提供者是否具有

界定和支配人工智能输出成果的依据变得不再直

接，责任的豁免或阻却也不可避免。在前置责任逐

步系统化和类型化之后，刑事责任的研讨或才具有

现实意义。 

 

4.AIGC 版权判定的认知经济性分析（蒋舸） 

来源：《中国法学》2025 年第 2 期 

迄今为止，关于用户 AIGC 版权主张的讨论集

中在本体论层面，有必要从认知经济性视角出发，

增强人们对“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在 AI 时代仍

然适用的信心。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区分高独创性

AIGC 与低独创性 AIGC 的认知成本过高而认知收

益过低。以“独立创作不侵权”为核心的一系列排

他权限制性规则，足以确保低独创性 AIGC 的版权

不会过度侵害公众行动自由。在版权法之外通过原

则条款或者新增邻接权等方式来追求利益平衡的

做法在认知层面极为低效。版权法的合理策略是在

权利客体环节保持“理性无知”，承认做出最低限

度创造性贡献的用户有权禁止原样照抄。只有在用

户主张禁止非原样照抄和高额赔偿的极少量案件

中，法院才需要通过权利内容、限制和救济等后续

环节的规范来评估用户贡献的具体程度。法院需要

通过动态评估执法效果来确保用户贡献程度与救

济水平相当，尤其应当重视排他范围和损害赔偿这

两项因素对于潜在诉讼双方行为的引导效果。 

 

5.论人机协同审判的信任构建（衣俊霖） 

来源：《中国法学》2025 年第 2 期 

随着人工智能在我国智慧司法建设中的普及

推广，司法审判逐步呈现出“法官为主、机器为

辅”的人机协同审判格局。目前，司法人工智能暂

时消隐于法官背后，审判信任被置换为对法官人

格、法院制度或人工智能算法的信任。人格信任奠

基于法官作为“完人”的应然预设，与实然的法官

“常人”之间存在现实差距。法院组织以司法责任

制作为约束人机互动的主要制度安排，但在预测审

判逻辑的影响下，存在盲目采纳机器建议的“人机

合谋”风险。算法信任机制尽管能发挥局部的信任

补救功能，但囿于“主体—工具”的二分思维，难

以对法官与算法的协同过程进行约束。应当以信任

者与信任对象的沟通互动为出发点，对人格信任、

制度信任和算法信任进行反思性整合，将司法人工

智能从内部办案工具拓展为外部沟通工具，推动人

机协同法律议论的充分展开，为人机协同审判奠定

更为坚实的信任基础。 

 

6.高风险人工智能的法律界定及规制（解志勇） 

来源：《中外法学》2025 年第 2 期 

人工智能技术的底层科学逻辑，决定了其风险

可认知、可描述、可分析、可界定。与欧盟《人工

智能法》确立的一般风险治理进路不同，我国可采

取“风险+情境融合治理”的进路，以高质效应对

高风险人工智能的系统风险。“高风险”的界定标

准，可基于人工智能本体能力强弱、功能作用对象、

潜在致害程度等三个维度进行确认。首先，风险级

别与人工智能本体强弱呈正相关关系，强人工智能

与超强人工智能均属高风险系统；其次，直接作用

对象为“重大安全”,涵盖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

全、个人生命安全以及其他重要基本权利安全；再

次，存在对“重大安全”造成实质性显著减损的可

能。鉴于此，高风险人工智能的治理与规制，主要

是在特定情境中针对其安全性展开，应遵循合法性

原则、科技伦理约束原则、技术治理原则，秉持包

容审慎与合作规制理念。以情境作为治理单元，以

安全维护为首要目标，采取“行为规制+个体赋

权”立法模式，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治

理，立法上最终达致制定《人工智能安全法》的目

标。 

 

7.人工智能产品侵权归责何以脱离产品责任?（窦

海阳） 

来源：《中外法学》2025 年第 2 期 

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归责是适用产品责任，还

是新设责任类型，比较法和国内法都无定论。基于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5WwzL_ruE43Klprf_RiXqaoZIl8e8S3eBzYx0WO9h4KV2LmKt7WYn7tXYvXM5tKX8ydb7m6oQEqwumbxM62wD3iaNSDZgXbVTlYzHWLW0ZH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6nWTcIGRG1NkftvsWJHbsQQA1fTkrv0j-bghfkic4z0hny8eN1JLPnBExQs5uIdyOZgXJitkVv7ptiarYPYM8BPxjh1DLlNtgEFPwVnYd6ISHhiKZJ3-t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7VgfBTc2ipGzQw_5fLUbvzFdN-SGYl6ERhBGco_Civ68b1N82wFkD4rDNuJ5xliJRnMoKFhh6j4enD3ugyFzahAumwS1h5-I6TgrnyvurZVnz-injdp2HK&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7upMd3I5TkDbg21yo8TYhWVukNhw6OhlJugNuk_1ng9fV4KRGV47FpszYrK4QJs1EhrdfY8m1Ldwhqw2Ix-s6NTXZxq5vpqtnuQKcohA65UQ74hQX0XF4i&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7upMd3I5TkDbg21yo8TYhWVukNhw6OhlJugNuk_1ng9fV4KRGV47FpszYrK4QJs1EhrdfY8m1Ldwhqw2Ix-s6NTXZxq5vpqtnuQKcohA65UQ74hQX0XF4i&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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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保护及促进产品安全的规范目的，当人工智

能产品能满足产品责任中产品及相关规则的隐含

要求时，产品责任能容纳该部分侵权的归责。因人

工智能技术内在的不可控，人工智能产品侵权必然

会超出产品责任的容纳范围。对于超出部分的归

责，需在危险事由中确证其特殊性，即从抽象的一

般性危险中具体界定符合人工智能产品致害特性

的危险，从而有别于产品责任的危险和高度危险。

这种人工智能产品致害危险源于生产者，基于非相

互性风险理论，应由其承担无过错责任。在体系建

构上，宜采以单行法新设责任类型与改进产品责任

并行的方式。建构归责事由合理、规则完善的人工

智能产品侵权责任体系，既能对受害者提供充足保

护，也能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运用留有宝贵空

间。 

 

8.论人工智能致损的特殊侵权责任规则（林洹民） 

来源：《中外法学》2025 年第 2 期 

人工智能侵权责任认定与承担是人工智能立

法的重点与难点之一。产品责任路径并不能有效回

应人工智能应用侵权引发的过错与因果关系证明、

新型损害界定以及责任主体确定三大挑战。人工智

能侵权责任立法应在过错责任的基础上，修补式配

置专门条款，纾解被侵权人在责任成立与承担上的

举证压力。被侵权人只有借助对人工智能研发记

录、活动日志等文件的访问，才能克服信息不对称

带来的举证障碍。立法应规定证据开示规则，规定

人工智能相关主体在一定条件下的信息披露义务，

为法院发布书证提出命令提供实体法基础。人工智

能时代对虚拟损害的救济，与其扩张物质性损害的

边界，不若摒弃精神损害赔偿的严重性要件，转采

“显著性”标准。为了减轻人工智能商品消费者的

因果关系证明负担，立法应确定特定条件下的因果

关系推定规则。当损害确定地因义务违反行为而发

生，只是责任源头难以查清时，同一商业技术单元

成员应对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9.人工智能侵权中的责任主体及归责原则（陈晨） 

来源：《中外法学》2025 年第 2 期 

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和系统互联等技术特征

给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认定和分配带来挑战。从侵

权责任的补偿和预防功能出发，规则的设计要考虑

不同行为主体对风险的控制力和预防能力，实现技

术发展与风险控制的平衡。人工智能本身不宜作为

独立责任主体，原则上应当将人工智能侵权中的责

任更多地分配给提供者而非使用者。人工智能属于

产品，应当在动态的投入市场时间段，运用体现了

风险分级的“理性人工智能”标准判断其是否存

在缺陷。人工智能提供者承担产品责任，而不宜承

担不考虑缺陷的更严格的无过错责任。人工智能使

用者对人工智能的控制力有限且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提供者，在人工智能侵权中应当承担过错责任。

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特点判断使用者注意义务的成

立，灵活而有区别地确定注意义务的内容，能够实

现人工智能风险事先规制法与事后救济法之间的

联动。 

 

10.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权力重塑（余南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5 年第 4 期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不断突破，特别是

开源模型引领的低成本、本地化垂端部署趋势，预

示着通用人工智能(AGI)技术时代的开启。与以往

任何技术不同，AGI 将通过自主学习真正实现技术

自创生，引发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深刻而彻底的

变革；凭借其高度通用性和跨域融合能力，在多个

维度重塑国际权力结构，并引发传统意义上的国家

间相互依赖关系发生变化。AGI 极高的技术壁垒还

将进一步增强全球权力的非对称性，带来国际权力

结构出现新“极化”的潜在风险。尽管 AGI 的技术

边界尚未明确，但因其强大的跨域融合能力，伴随

其演进过程，开源与闭源人工智能技术生态之间的

竞争将持续存在。与此同时，AGI 所带来的技术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将推动国际权力结构的深刻变

革，并引发未来国际关系的“大转型”。 

 

11.论交互对话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

（赵精武）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6sPkmcxujtVSzy5bOFptXFZsZyDnCLEu7Xxwm9QfVWXHj627q5K1Ltjb80o3PybMkCbyE41SwAEFV6FOEENWKCEss83iSc29u6PM6vxsVT444Te4nF6j-j&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5LSf4g78uE4GcKx4eG3GcM2p6-eQtzsLmcVrfobIsz9TwW09wSGSgbGKKZBT69b8UQNUrw4246esCGkl2BbXyM6x5vuyUtu5fXStAADrmU6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5cV4gfoyMcQqunP5egRMV8UU0TepWx5SVDPwruDxLr0Lc_YBMmLyq6ziTGIUR6HV1aW2CjW0cGaOrOc-BmsFEOZc2oCX8sIadhPLXscu72Kli6UcUiyALo&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6F67GPTkrLWiHwYf9ETL3I1WBZ2y6RonCQtGnKBt-hQzVbu3Mu3rDfXo3RMQLzknt8eAHHPmO_Pw214zScJoPrNoAwDKvy3UjyJz9_Ge2xloJgtgQj0hWZ&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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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律适用》2025 年第 4 期 

现阶段，人工智能服务存在各类潜在的技术风

险，《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虽对此

作出了详尽规定，但主要面向的风险类型是生成违

法信息，并未针对技术上“模型幻觉”带来的生成

内容准确性问题作出专门规定。交互对话式人工智

能服务与搜索引擎服务、消费点评信息服务具有相

似性，生成内容的不准确同样可能导致侵权事件的

发生。因此，有必要明确该类服务提供者在保障生

成内容准确性方面的注意义务。该类服务主体更适

宜被认定为特殊类型的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其注

意义务的认定标准应当是“采用行业通行技术措

施”，以此确保服务功能符合市场平均水平，并细

分为服务功能可靠性的基本保障义务、服务功能的

显著提示说明义务和生成内容的信息来源提示义

务。 

 

12.生成式人工智能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祝建军） 

来源：《知识产权》2025 年第 2 期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目前人类创新活动的前沿

性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新技术应用往往会

带来利益分配和纠纷解决的法律适用难题。在生成

式人工智能领域，首当其冲的难题是著作权法适

用。面对新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存在较大争议。

立足审判实务，总结生成式人工智能著作权侵权纠

纷的中外实践经验和裁判规则，依据著作权法的原

理和制度内涵，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主要是

培育机器具有类似人的智力能力，而非传播作品牟

利，故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未经许可使用他

人作品构成合理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机器运

行生成的结果，不是自然人智力创作直接产生的成

果，不应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否认其可版

权性，并不会阻碍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和产业应

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他人作品相同或近似构成

著作权侵权时，为保护他人作品不受侵害，人工智

能服务提供商应尽必要的注意义务。适用著作权法

处理生成式人工智能著作权侵权纠纷，既要保护著

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要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平衡好相关方的利益。 

 

13.人工智能时代商标法中的消费者之挑战与重塑

（袁振宗、王太平） 

来源：《知识产权》2025 年第 2 期 

人工智能技术在商品消费领域的运用不仅丰

富了购物信息，也催生了商品推荐、视觉搜索、语

音购物以及预期购物等新型消费模式。在智能购物

环境下，消费者参与购物的方式有所转变，对人工

智能的路径依赖不断强化，商标不再是消费者选择

商品的唯一依据。这极大地冲击了以“有限的认知

能力”“充分的购买参与”“完整的购买决策

权”为核心所构建的商标法中的消费者形象。人工

智能在丰富购物信息的同时，也降低了混淆可能

性，原有的消费者标准有所不适应。消费者决策权

比重下降导致传统消费者标准失灵，甚至完全失

效。为了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消费模式，必须提高

商标法中的消费者标准，类型化分析人工智能对消

费者的辅助作用，明确在人工智能替代场景下消费

者的地位和认知方式。 

 

14.使用开源代码训练大模型的著作权法评价——

以全球首例机器学习诉讼为研究样本（张韬略） 

来源：《知识产权》2025 年第 3 期 

从法解释论视角评价使用开源代码训练大模

型行为的著作权法合法性时，应先分析在先许可协

议对开源代码使用的约定。尽管大模型开发商可能

违反了开源许可协议，且在模型训练或者输出阶段

可能存在复制、修改、传播开源代码乃至删除作品

来源信息的行为，但训练数据集不公开在多方面限

制了著作权侵权认定。司法机关以大模型输出端为

规制对象并以合理使用为利益调节器的务实思路，

向大模型产业传递了友好信号，刺激了降重技术的

开发，并可能进一步降低著作权人提起侵权诉讼的

概率和理论正当性。个案分析过程还暴露出我国著

作权法在应对大模型训练著作权侵权问题时的优

缺点。我国亟需修正合理使用制度以应对大模型开

发对数据训练的需求，同时应从立法和技术角度推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6d7PXULjDjmuOE3M3WUN2t2sYNUhkDGEwkbdnqVOMUxvHeS4IwgDPvQPoF2AEwWEyNe31IULrtS-MGSfGB7z1SG6UCEFzVd1fBr8wWGgYj4QK5oXmip749&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5VeMqZoB17yF0KxJkzK78Flj0hHiLPDjKSP0JpKdV447DAY5NKINihNVWlPnbYNAVSdS5KLln002nw_8Fe_HyE6E3bL572XEX-FFKbXInD0v5hahxCNGZL&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5VeMqZoB17yF0KxJkzK78F37mA4eFPKC1Pdpskq_QjL72OnP-qZQzeLrBNHgxKVaooGFOPJFzk-W7NVOA1DJe7_Td58yf6kP8Is_BziCbbO7xwITn9WkMk&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5txvVWx9mJ_tdR2OfMsE_Y3oQh78sf1prTkuL3y-1A6k8PdlOv-R_jRLWx_b1rnJcokdcuq9CDVfdLUXAioK0ANf6ji1mOHtPZtIFTuv-2G2c-PDtG9NA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数字法学教研月报·2025年第 6期                                             教研活动 

 

 26 / 66 

动训练数据著作权权属信息的透明化，以保护作者

著作人身权和电子权利管理信息。 

 

15.智能时代“本领域技术人员”标准面临的挑战及

应对——以 DeepSeek 为例（高佳佳） 

来源：《知识产权》2025 年第 3 期 

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正重构科学研

究范式，催生出人机协同创新的新模式。在此模式

下，人类认知主体性与人工智能赋能自主性间的耦

合效应，导致“本领域技术人员”标准面临双重挑

战：理论上，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增强导致

现有知识和能力架构失衡；实践中，可能引发人工

智能“常规”使用认定失准、“一般技术能力”界

定困难以及“后见之明偏见”加剧等问题。对此，

可采取“动态调整式”的应对策略：构建基于人工

智能使用程度的二元区分制框架；建立涵盖相关技

术领域扩展、“一般技术能力”提高以及人工智能

技术能力回溯的认定标准；推进人工智能深度融入

专利审查程序；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细化充分公开要

求。通过上述四个维度的系统调适，既能维护专利

制度的稳定性，又能增强对技术变革的适应性，推

动形成更加高效、公平的创新生态系统。 

 

16.利益平衡视角下 AIGC 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

的认定（武长海、黄静怡） 

来源：《知识产权》2025 年第 3 期 

AIGC 著作权侵权主体认定须关注技术自主性

和多方参与对侵权结果的共同作用，明确“人”在

责任承担中的核心地位。将 AIGC 服务提供者前后

端行为划分为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为侵权行为认

定提供科学分类依据。然而，法律适用中，“避风

港”规则仅能切断传播，不能为权利人提供实质性

保护，“实质性相似+接触”因忽视技术生成的复

杂性易致利益失衡；司法裁判中，细化的权利类型

致权利吸收、遗漏或错判，责任分配不确定性增加。

此外，技术监管与经济成本的限制使司法效果也难

以实现。因此，引入利益平衡理念，以债权保护方

法和绝对权保护方法构建 AIGC 服务提供者侵权认

定的二元结构。通过多层次的侵权认定机制，结合

动态“接触”的认定、合理注意义务的履行和责任

豁免等措施，实现权利保护与技术发展的平衡。 

 

17.人工智能时代全自动化行政容许性的类型化建

构（伏创宇） 

来源：《财经法学》2025 年第 3 期 

与电子政务、技术辅助行政、半自动化行政不

同，全自动化行政由人工智能系统代替人工作出行

政决定，对公法原理与制度带来全方位的重大挑

战。单纯通过某一种方式构建全自动化行政的容许

性，如“告知+同意”、实体内容限制以及“法律授

权+实体内容限制”,仍存在局限性。全自动化行政

容许性的建构不应拘泥于是否具有法律授权与法

律规则能否转译的形式法治层面，而应从实质法治

基础上厘清容许全自动化行政的组织正当性与行

为正当性，并应当根据不同的行政类型确立不同的

容许性机制。“告知—同意”型的适用范围包括羁

束行政行为与“规则间接适用型”的全自动化行

政。一般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主要是“规则直接适

用型”的全自动化行政，但也可涵盖羁束行政行为

与“规则间接适用型”的全自动化行政。以机器学

习为基础的全自动化行政应当满足加重法律保留

要求。未来行政法典的编纂应当对全自动化行政的

容许性秉持开放包容、分类对待与审慎的立场。 

 

18.论人工智能时代反垄断法必需设施理论的适用

（殷继国） 

来源：《财经法学》2025 年第 3 期 

必需设施理论是反垄断法中一个历史悠久而

充满争议的理论，相较于美国的保守，欧盟在必需

设施理论的适用上相对灵活和宽松。通过梳理欧美

关于必需设施理论的规定和案例发现，不可或缺性

是认定必需设施的核心要件，消除有效竞争只是辅

助条件，没有正当理由是为必需设施经营者设置强

制交易义务的条件。在人工智能时代，必需设施经

营者实施的拒绝交易行为更为隐蔽和复杂，显著影

响人工智能市场的竞争和创新，因而有必要适度调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4i8Mos50FRPikjj3YA-jXZSIdayUGo6T4DRYMFLx3tTSF0GnRyUaIdgOnwO1oGTo10GfcURjfo0chRTC8i8wt9lgXbyh7KIxCkxqkgOC0RWAV3tQQ2EC1Y&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42Ix7rG9wHX3-g445p16jHSMHftp8vvidEQf_rZeiF-WHTtMFZ-Ef8FoWlEPlFWlaOw8eGXIWGN28wYigUW3vDR0XGsniscnOPYIi8_P39ZeS_xfrdSdQB&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42Ix7rG9wHX3-g445p16jHYBbX7s9-Wm9HRf06oD231StTiesrfTRa6L63kFy_CrSyg-1--v0Opv_ijiQKFc7lU8FpXkLPzhmxWioL3uBCWnCWSTaYKag0&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4QxSpHkOC593PYNyYEfwgmqN14_8g1MVKj7iXx_VWHt_8ESc2i3svlWoSWtXZjasimyNlq4wQ5EhxwxEL3rLgVy9TR8Cj0nSaYwSTkt3xrwYYZdPg_olAZ&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7VzL6LCcscwyhyjSVmkUegbT7buaodV2pXzfuU4s97T766TRobmp0QuciAfly0wGZXDXpWeW3mXu9QdyLCc_3GVuzWRP8VkSShg9Fct-6f42lPJnu1clC0&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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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我国的必需设施理论。在必需设施的认定上，应

当遵循类型化分析、个案和场景分析原则，具体分

析竞争对手请求开放的大数据、算法与大模型、算

力是否构成必需设施，重点考察竞争对手在人工智

能市场是否有其他可行选择、复制替代设施是否存

在法律障碍和经济障碍等因素。 

 

19.论人工智能时代量刑规范化的实体进路（王熠

珏） 

来源：《财经法学》2025 年第 3 期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是当代中国数字司法建设

的重要环节，量刑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是量刑精

准化需求与信息技术发展的双重合力使然。然而，

精准的量刑预测未必得出公正的量刑结论。在向决

策精准化迈进时，智能式量刑易削弱经验式量刑曾

有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并存在技术“辅助”异化为

技术“主导”的隐忧。克服现有困难的重点在于廓

清量刑精准化的可能与限度，从实体法角度澄清智

能式量刑的理念形塑、方法提炼和规则解释。为此，

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现行量刑规则体系，以责任刑

与预防刑的区分为契机，分别探索面向自然人和组

织体的裁量方法，从而使新时期的量刑规范化发挥

出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制度功能。 

 

20.人工智能与行政裁量权：探索适应与边界（Juan 

Carlos Covilla） 

来源：European Journal of Risk Regulation, Vol.16, 

Issue 1 (2025) 

本文探讨了在使用人工智能系统时，行政裁量

理论所需的必要调整。欧盟、美国和西班牙的监管

框架并未禁止在裁量性决策中应用人工智能。特别

是，当行政裁量权涉及相关性时，可以使用人工智

能系统。然而，为了满足法治条件，有必要在尽职

调查、理由说明和司法审查等领域建立调整和界

限。这些条件应重点关注决策对受影响个人的影

响。 

 

21.大型语言模型（LLMs）在行政决策中的潜力与

挑战（Paulina Jo Pesch） 

来源：European Journal of Risk Regulation, Vol.16, 

Issue 1 (2025) 

大型语言模型（LLMs）既能促进行政决策的效

率提升，又能为受行政决策影响的个人提供更便捷

的法律解释和救济途径。然而，这类领域专用模型

的性能表现仍是一个开放的研究课题。此外，它们

还引发了法律挑战，尤其涉及行政法、基本权利、

数据保护法、人工智能监管以及版权法等领域。本

文对 LLMs 进行了概述，阐述了此类模型在行政决

策中的潜在应用场景，并提出了需要深入跨学科研

究的实践和法律挑战的非穷举性介绍。重点在于通

过 LLMs 进行法律推理时面临的开放性实践和法律

挑战。本文指出，在何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可通过

LLMs 生成的理由履行其提供理由的义务。文章强调

了人类监督的重要性，并指出应设计基于 LLM 的系

统，以便用户（如行政决策者）能够有效地对其进

行监督。此外，文章还探讨了训练数据的保护、模

型性能与偏见预防及可解释性之间的权衡，以突出

跨学科研究项目的需求。 

 

22.自动化招聘广告定向中的歧视问题：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的作用（Elisa Parodi） 

来源：European Labour Law Journal, Vol.16, Issue 1 

(2025) 

近年来，企业越来越多地利用人工智能（AI）

通过定向招聘广告吸引潜在候选人，并通过算法优

化广告投放效果。此类做法可能因排除特定群体获

得就业机会，从而在欧盟平等法保护的歧视理由范

围内构成就业机会获取歧视。本文探讨《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GDPR，第 2016/679 号法规）在针对定

向优化招聘广告的歧视诉讼中可能发挥的作用。首

先，本文分析了根据第 15 条第 1 款第（h）项规定

的数据访问权，是否以及如何行使该权利以收集初

步歧视证据，从而对雇主提起歧视诉讼。随后，本

文进一步探讨了第 80 条第 2 款在应对这些歧视性

实践的诉讼挑战中的潜在应用，特别是受害者缺乏

意识以及协调困难的问题。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682pHphKaw-VtUhnbtKBu92-ohRF9_yf5Ty3NyS-2jYr6ycBQJ9x1KgMcg0hrrLkQ6n-GhSskSu4hQenPfmoAHnssQjjL0GXYeXmActln05UvbcX2wpYN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682pHphKaw-VtUhnbtKBu92-ohRF9_yf5Ty3NyS-2jYr6ycBQJ9x1KgMcg0hrrLkQ6n-GhSskSu4hQenPfmoAHnssQjjL0GXYeXmActln05UvbcX2wpYN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arch?filters%5bauthorTerms%5d=Juan%20Carlos%20Covilla&eventCode=SE-AU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arch?filters%5bauthorTerms%5d=Juan%20Carlos%20Covilla&eventCode=SE-AU
https://sage.cnpereading.com/search/search?advancedValues=Elisa%20Parodi&advancedTypes=Author&searchType=clicklink


数字法学教研月报·2025年第 6期                                             教研活动 

 

 28 / 66 

 

23.人工智能监控：通过信息控制重新夺回隐私

（Christine Carter） 

来源：European Labour Law Journal, Vol.16, Issue 2 

(2025) 

随着算法管理的兴起，人工智能监控在现代职

场中的应用日益普及。人工智能监控依托先进的计

算方法，从员工数据中提取统计推断。这些推断随

后被雇主用于指导各类组织和管理决策。此类做法

将员工商品化为统计实体，将人类劳动的价值物化

并工具化为算法分析的数据点序列。本文探讨了这

种转变如何影响就业环境中隐私的脆弱地位，而隐

私本身已面临因员工对雇主的结构性从属关系而

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且这一问题因人工智能监

控而进一步加剧。本文聚焦于欧盟法律中关于信息

控制的具体概念，将其作为隐私和数据保护的核心

要素。这涉及对《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考量，以

及《欧洲基本权利宪章》第 7条和第 8 条的司法解

释，以及《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文章认为，对

工人信息控制权的更大强调，能够巩固现有的隐私

保护措施，并缓解数据驱动的商品化所带来的系统

性风险。 

 

24.新技术的地理分布：欧洲地区劳动力市场中人

工智能、软件与机器人技术的应用情况（Femke 

Cnossen, Sierdjan Koster） 

来源：Italian Labour Law e-Journal, Vol.17, Issue 2 

(2024) 

本研究探讨了欧洲各地对新技术的不同程度

暴露情况。过去 40 年来，技术变革的偏向性，尤其

是计算机技术的兴起，导致了常规职业就业的下

降，且各地影响程度不一；部分地区受益，而其他

地区则面临困境。人工智能技术的近期采用预计将

带来同样显著且区域差异明显的就业影响。在此背

景下，我们通过将职业层面暴露指标与 NUTS-2 地

区相链接，评估了各地区对人工智能、软件和机器

人的暴露程度。利用欧盟劳动力调查数据，我们发

现：i) 人工智能暴露程度在高技能地区特别高，而

机器人和软件暴露程度则在低教育和中等教育地

区更高；ii) 欧盟西部/北部地区与东部/南部地区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后者通常对技术暴露程度更

高。 

 

25.“AI 模式”：荷兰和韩国的外卖骑手如何体验

算法管理（Seonok Lee） 

来源：Italian Labour Law e-Journal, Vol.17, Issue 2 

(2024) 

本研究探讨了算法管理与工人自主性之间的

复杂动态关系，重点关注荷兰和韩国的食品配送骑

手。研究通过结合数字观察、半结构化访谈及个人

工作经验，分析了 Thuisbezorgd、Uber Eats、Bamin

和 Coupang Eats 等平台如何利用算法工具、处罚

措施和激励机制来控制劳动力。研究发现，算法管

理对骑手的自主性、收入稳定性、安全性和工作条

件产生显著影响，往往导致骑手对平台产生依赖，

同时限制其职业晋升空间。骑手表现出多样化的反

应：年轻的兼职骑手对人工智能驱动的系统抱有好

奇心，而许多全职自雇骑手则对自主性下降和不稳

定的工作条件表示不满。此外，研究强调了“接受

或拒绝”等功能的象征意义，这些功能为骑手提供

了一种自主权和控制感的假象。尽管这些功能往往

更多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但它们使骑手能够

在以普遍控制为特征的系统中构建自我依赖和尊

严的叙事。研究强调了理解平台经济中算法管理与

工人自主权之间复杂互动的必要性。 

 

26.人工智能监管的另一条路径：工人联盟与数据

保护权利（Thomas Le Bonniec） 

来源：Italian Labour Law e-Journal, Vol.17, Issue 2 

(2024) 

《人工智能法规》（欧盟法规 2024/1689）被

广泛视为欧盟规范人工智能系统市场的主要法律

工具。然而，本文探讨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欧

盟法规 2016/679）如何优先适用，并继续在决定人

工智能系统在欧盟的开发和部署方式中发挥关键

作用。本研究分析了 GDPR 的适用范围和实施方式

https://sage.cnpereading.com/search/search?advancedValues=Christine%20Carter&advancedTypes=Author&searchType=click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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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受到不同利益相关方提出的解释的影响，特别

关注数据保护机构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本文分析

了人工智能从业者和（工作中的）数据主体作为人

工智能系统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利益相关方的重要

性。本文探讨了他们参与这一监管标准如何能够增

强对自身利益和权利的保护。更具体地说，本文关

注消费者权益组织和工会如何通过集体行使数据

保护权利，合作挑战人工智能行业当前的掠夺性做

法。 

 

平台治理 

1.算法推送的版权法治理新论：“提供—拦截”规

则之建构与证成（顾晨昊） 

来源：《清华法学》2025 年第 3 期 

算法推送技术的商用引发了在线平台版权侵

权治理的新困境，为强化平台主体责任，我国法院

旨在通过解释《民法典》中的“必要措施”术语及

相关规则，实质性要求平台单方采取版权内容过滤

措施。然版权内容过滤属于高阶语义审核任务，以

版权人提供特定作品的相关数据作为技术逻辑起

点，无论是美国在线内容市场形成的协议合作自

治，还是欧盟版权法改革创设的版权内容过滤规

则，均遵循这一要义。算法推送的治理困境破局关

键在于转变事后治理的合作模式，由于权责配置体

系的调整无法通过解释论实现，且我国市场主体不

具有协议合作的积极性，版权人的义务缺位系实际

症结所在。可行策略是增设“提供—拦截”规则，

赋权平台能够请求版权人提供必要技术协助，进而

实现版权内容过滤的治理合作。 

 

2.避风港原则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的限制

（张燕龙） 

来源：《政法论坛》2025 年第 3 期 

传统上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归责使用

“明知+帮助”标准，司法上从严打击、立法上多元

入罪，给网络服务提供者带来了巨大的刑事责任风

险。避风港原则可以发挥责任限定作用，对一味从

严的规制模式进行适当调节。面对利益失衡、打击

效率低下、法律供给不足等多方面挑战，需要在坚

持避风港原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刑法教义学改造。

应当将民法典网络侵权责任条款与刑法相结合，限

缩网络服务提供者应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此基

础上对其帮助行为进行“实质非侵权”判断并明

确责任类型，再从出罪从宽的角度重新审视网络侵

权“必要措施”条款的功能，以此设立刑事推定的

限制规则，从而构建起限制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

任的规则体系。 

 

3.平台经济中契约正义的程序保障（刘权） 

来源：《中外法学》2025 年第 2 期 

平台经济属于契约经济，但缔约时的“同意”

日益流于形式、履约过程中不断新增平台规则、解

约自由面临困境等现象，已表明数字时代的契约自

由面临严重危机。过度依靠设定实体标准和适用实

体原则维护契约正义的传统范式，越来越难以全面

保障平台经济中的契约正义。程序通过增进平等、

强化沟通、增加透明等过程性控制机制，可以保障

契约自由协商的真实性、提升合意内容的公平性并

促进合意实现的公正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充分重视程序对契约正义的保障功能，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平等的要求，是私法中公平原

则对正义的要求，是有为政府保障基本权利的要

求。为了促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当以有效市

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理念落实常态化监管，以

合理的告知程序、透明的公开程序、有效的听取意

见程序、充分的说明理由程序等正当程序为核心构

建基本的平台程序制度，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4.替代推荐算法作为数字（民主）案件中的反垄断

救济措施（Jana Lasser, Viktoria H S E Robertson） 

来源： Journal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 

Practice, Vol.16, Issue 1 (2025) 

2024 年 11 月 24 日，卡林·乔治斯库在罗马尼

亚总统选举的首轮投票中获胜。很快有消息传出，

他在 TikTok 上的成功竞选活动是其意外获胜的主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5kmFKM64Ar5lQaljA4rUSm4c8d48v1eqjomYYLACYsHOJfhqGfJ2g_T4sPW_axU6AwhVGlGrv4z8zNoQRx1V3BCNdI1B1Q8WoqkJrzqQjGcrey8Mx9lXX7&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7nBWMhlGZSm2tt8CHH4hvW8owFXXOG_0bNskJEXXQ-VmJkH_-tkdoybKhJh4gCWKIMwj8WW0lxRvaQKLDbDwGPngMjie3uv_zezL4_BZNYdMectvHOPbbX&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5uwqcp-hw6CHMSzPSrlLwj7LEZeTTO6JrDflsxUSu21BtwchhwnVO9-5Sr8nCMoQtYc33f1H8Mlyw7--CIWPc91-it304IEIoQUEgtnJ2as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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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随后，罗马尼亚宪法法院宣布选举无效，

欧洲委员会开始调查 TikTok 是否违反了《数字服

务法》（DSA）等规定，其中包括通过其推荐算法为

政治候选人提供不公平优势。此案揭示了大型数字

平台如何利用其作为中间商的地位，在日益数字化

的世界中可能危及自由民主。近年来，欧洲立法者

试图通过《数字服务法》（DSA）、《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GDPR）、《数字市场法》（DMA）以及一系

列其他法规，对大型数字平台看似难以驯服的行为

进行规范。欧洲法院认识到遵守数字法规对确保数

字市场公平竞争的重要性，因此裁定大型数字平台

违反 GDPR 等行为，可作为评估该平台是否基于自

身优势进行竞争的参考依据。因此，违反数字法规

的行为可能对欧盟竞争法下的评估产生影响。在此

背景下，正在进行的 TikTok 调查引发了一个问题：

TikTok 对《数字服务法》（DSA）的潜在违反是否

也可能受到竞争法干预。这将打开一个全新的工具

箱，以遏制威胁我们民主社会的过度市场力量。但

对 TikTok 可以施加何种竞争法补救措施，才能有

效终止其反垄断侵权行为并恢复竞争（政治）环

境？近年来，数字平台与民主的交汇点日益受到竞

争法学术界及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特别是当竞争主

管机构施加或协商补救措施时，这些措施可设计为

不仅恢复或保护竞争，还支持民主。补救措施问题

在竞争政策中扮演核心角色，因为若最终未得到纠

正，追究侵权行为将毫无意义。本文聚焦于一种在

数字（民主）案件中可能具有实用价值的新型反垄

断补救措施，包括上述提到的 TikTok 案件：替代推

荐算法。我们探讨在何种情况下替代推荐算法可作

为适当的竞争法补救措施，此类补救措施应如何设

计与监控，以及其如何满足欧盟竞争法对补救措施

设定的法律要求。为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采取以下

步骤：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数字市场中的反垄断补

救措施，重点阐述了欧盟竞争法下补救措施的法律

框架、欧盟数字平台案件中采用的补救措施类型，

以及监控这些补救措施的方式。第三部分聚焦替代

推荐算法。该部分首先列举了推荐算法可能引发竞

争（及民主）问题的四种情境，随后探讨替代推荐

算法作为潜在补救措施的可行性，以及该补救措施

的设计、评估与后续监督方式。第四部分总结结论。 

 

5.替代推荐算法作为数字（民主）案件中的反垄断

救济措施（Jana Lasser, Viktoria H S E Robertson） 

来源： Journal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 

Practice, Vol.16, Issue 1 (2025)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undesgerichtshof，BGH）

就 《 德 国 反 垄 断 法 》 （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GWB）第 19a 条发表

了意见。这一备受争议的国家规定被引入德国反垄

断法，旨在应对数字平台的垄断力量。联邦法院裁

定，亚马逊作为对跨市场竞争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企

业（UPSCAM），适用第 19a 条。作为德国民事和刑

事案件的最高法院，联邦法院在德国联邦卡特尔局

（Bundeskartellamt）将亚马逊指定为第 19a 条适

用对象后，作为一审和终审上诉法院作出裁决。该

裁决认定第 19a 条符合宪法且合法。该裁决明确了

指定标准，并处理了国家关于数字平台的规则与欧

盟法律（特别是《数字市场法》（DMA））之间的关

系。在此过程中，法院明确表示，在《数字市场法》

意义上的“守门人”问题上，国家竞争法仍有执法

空间。 

 

数字行政与司法 

1.数据控制者取证模式的实践抵牾、理论反思及应

对策略（王雪）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25 年第 3 期 

数字化技术促使数据跨境取证成为必要，数据

控制者取证模式的适用范围已遍及民事诉讼与刑

事诉讼。该模式以属人管辖为立法依据，并融合合

法权利标准与实际能力标准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

控制的数据范围。数据主权的弱属地性并未颠覆既

有的国际法管辖体系，数据控制者取证模式与域外

执法管辖规则之间的制度性张力依旧存在，导致数

据主权冲突难以避免。数据主权通过多维度的划分

与组合可实现网络空间分层架构下的场景化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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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空间内容层，国家主体可通过自主让渡数据

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与数据国内主权，以强化数据相

互依赖主权。单纯“防守”数据控制者取证模式效

果不佳，我国须从“攻”与“防”两方面完善方

案。一方面，我国有必要区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

的性质差异，在搭建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框架时作出

不同设计。另一方面，在完善配套措施的前提下，

强化我国阻断法的执行。 

 

2.论非法电子证据排除（刘品新） 

来源：《清华法学》2025 年第 3 期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覆盖电子证据的

排除情形?否定论为学术界的普遍观点，但所持的

形式解释显得偏狭，应当被提升为实质解释。以此

管窥实务，国际上的制度和实践共识是将电子证据

与传统证据采取一体排除的融合论；中国实践呈现

同国际做法的立场暗合，且具有电子证据“衍—数

—取”主干体系及枝蔓体系排除等内生特色。我国

可以据此设计认识框架，选择以电子证据“取证主

体、程序、形式不合法”要素为输入轴、以“违法

导致问题不可救济”要素为联动轴、以“电子证据

主干及枝蔓体系被排除”要素为输出轴，构建蕴含

分步骤、实效性排除非法电子证据之精髓的基本原

理。其基础样态可概括为“‘主体、程序、形式违

法’→‘问题不可救济’→‘电子证据被一体排

除’”的逻辑公式。基于此，我国应当摒弃在既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增补电子证据术语的简单思

路，一方面合理阐释既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更好

适用于电子证据，另一方面增设电子证据与传统证

据融合排除的违宪排除规则。 

 

3.目的限定视角下行政机关间共享个人信息行为

的法治约束（黄智杰） 

来源：《现代法学》2025 年第 2 期 

行政机关间共享个人信息的行为具有行政性、

法定性、外部性,应当满足主体合法、权限合法、程

序合法、内容合法的要求。从“目的限定”角度观

察,行政机关间的个人信息共享可以分为“目的内

共享”与“目的外共享”两种类型。目的内共享行

为情形有限、风险较低,主要以组织法规则、行政决

策程序规则或是目的兼容规则作为依据。相较而

言,目的外共享行为具有更强的隐蔽性、规模性、风

险性,加剧了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关系结构的失

衡,需要展开严密、专门的法律控制。对此,应以共

享行为的“可预见性”为中心,从共享前提、正当

事由、个人参与和组织保障四个维度构建目的外共

享行为的法治约束框架。 

 

4.行政相对人数字画像与差别化规制决策（王瑞

雪） 

来源：《政治与法律》2025 年第 4 期 

在技术赋权的背景下，行政机关通过信息汇集

大幅提升了对行政相对人异质性的掌握程度，逐渐

形成了更具针对性的差别化规制决策方案。随着行

政相对人数字画像的规制流程日渐兴起，它可大致

被界分为“记录—刻画—应用”三个节点。记录行

政相对人的信息是信用监管等诸多制度的基础，无

形之中强化了规制体系的威慑程度；行政机关应当

审慎汇集行政记录，避免将本不相关的信息无差别

地纳入个体档案。刻画行政相对人数字画像既有可

能基于其丰富的差异性，也有可能在分级分类监管

安排下回应某种共性，显著延伸了行政权力边界；

行政机关应当对数字画像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正视过多干预对个体的侵扰。应用行政相对人数字

画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执法的回应性，却可能

面临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行政机

关既应尊重行政相对人的合理差别，又要避免将差

别化的行政监管演变为系统性的算法歧视，还须警

惕以合理差别为外衣的新型“一刀切”规制方案。

政府的差别化规制决策方案应当精细设计、审慎考

量，才能更为通顺地融入常态化统一监管过程。 

 

5.论电子数据的技术侦查措施——以《联合国打击

网络犯罪公约》为视角（谢登科）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2025 年第 2 期 

网络犯罪的匿名性、技术性、产业化等特点，

https://gfgga60aabc7d15084b00swu0u0996wc6k6koffhaz.libproxy.ruc.edu.cn/kcms2/author/detail?v=uTZa6doZ_i6KntSXoX_3wBIi7lSP8tyxSt3GAsamzA6TLSkSz8yYlEeztmB7jyz1HJrXe6HThrRb-q-qtiyj8CxC1iYrQCVkXUm5AkcCb2jpXj3Lq4ltcerLHSsLYX_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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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仅采用搜查、勘验等常规侦查措施已无法实

现对其进行有效侦查和治理，技术侦查措施在网络

犯罪治理中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技术侦查措施具

有秘密性、技术性、持续性、不确定性、强干预性

等特点。《公约》规定了流量数据实时收集、内容

数据拦截两种新兴的电子数据侦查取证措施，对其

适用条件、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义务、运行程序等

内容予以规定，它们在本质上都是电子数据的技术

侦查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实现与《公

约》的有效衔接。适当扩大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案

件范围，将信息网络犯罪纳入其适用范围；对技术

侦查措施的具体种类予以明确，将内容数据监控和

流量数据监控规定为电子数据技术侦查措施的具

体种类；细化和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条件，根

据数据分类建立差异化的电子数据技术侦查措施

适用条件；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电子数据技术侦

查措施中的协助执行和保密义务；完善电子数据技

术侦查措施中的权利保障和救济机制。 

 

（技术编辑：李佳丽、麻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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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法官与学者对话”交

流会举行 

2025 年 5 月 24 日，第十九届“法官与学者对

话”交流会在青岛大学顺利召开。本次交流会由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

研究中心、人民法院出版社、《判解研究》编辑部

主办，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青岛大学法学

院承办，《数字法治》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青岛

校友会协办。 

 

交流会以民法典配套司法解释中的热点难点

问题为主题，同时设立涉外商事审判热点难点问题、

涉数字经济司法热点难点问题分议题。来自中国人

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中南大学、山东大学、中

国海洋大学、湖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政法

大学、黑龙江大学、烟台大学、西北大学、辽宁大

学、福建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农业大学、青

岛科技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最

高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天津海事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青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

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广州

互联网法院、河南省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等全国多地的法官出席本次交流会。 

 

第十九届“法官与学者对话”交流会现场 

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朱

虎主持，他指出，“法官与学者对话”交流会至今

已成功举办至第十九届，增进了法官与学者间的学

术及实务交流，已经成为沟通民商法理论界与实务

界的重要品牌，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誉和法学

界的广泛认同。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朱虎 

青岛大学党委副书记肖江南致欢迎辞。他介绍

了青岛大学近年来学校事业发展成绩、法学学科的

办学历史和学科建设进步，期待各位法官与学者以

此次交流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交流，增进共识，携

手并进，共同描绘法治中国的美好蓝图。 

 

青岛大学党委副书记 肖江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教授

杜焕芳在致辞中指出，法官与学者之间交流对话对

于发现真问题，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科生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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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机制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今年交流会的会议主题

设置具有导向性，面向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希望在会场上有更多思维碰撞，共同探索真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杜焕芳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姚辉在致辞中表示，法学理论与实务的结合不

可或缺，感谢历届法官与学者对话交流会中各位法

官与学者的参与，感谢青岛大学法学院与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承办此次交流会，感谢人民法院出版社

的支持，预祝交流会圆满成功、结出硕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姚辉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正智在

致辞中表示，近年来，青岛中院稳步推进审判执行

各项工作，与法学院校建立了深度合作机制，在课

题攻关、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下一步，

将以本届交流会举办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成果转化，

深化法校合作，积极拓宽与法学院校联动共建的深

度和广度，充分共享司法资源和研究成果，做好、

做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提升司法水平，为平

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贡献青岛法院力量。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张正智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吕涛介绍了山东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尤其是在涉外商事活

动和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以

及山东省法院在绩效考评、法学研究、课题调研等

方面的建设成就，期待本次交流会可以为法官的工

作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对话交流，激发思想火花，

凝聚奋进力量，推动民法典的贯彻实施，推动法学

理论研究深入发展。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吕涛 

人民法院出版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余茂玉表

示，近年来人民法院出版社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张军院长“把促进法治建设、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责任落实到每一本图书、每一项

产品上”的要求，立足职能积极服务法学理论研究、

严格公正司法、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下一步，

人民法院出版社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力

开拓司法实务图书出版、《中国审判》新闻期刊和

《数字法治》学术期刊、数字化智能化法律知识服

务、法信法律基座大模型、法治影视文创等业务，

建好用好法答网、人民法院案例库、中国裁判文书

网、“法信”等平台，高水平办好《判解研究》，

擦亮“法官与学者对话”品牌，立足出版职能推动

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双向奔赴、携手共进，共同为建

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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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出版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余茂玉 

第一单元 关于民法典配套司法解释

中的重点问题(一) 

第一单元中，烟台大学法学院郭明瑞教授、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清华大学谭兆讲席

教授崔建远、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潘

勇锋分别发表了主题报告。 

第二单元 关于民法典配套司法解释

中的重点问题(二) 

第二单元中，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原一级巡视

员陈现杰，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歌雅，清华大

学法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龙俊，清华大学法学

院院长助理、长聘副教授汪洋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 

第三单元 民法典配套司法解释中的

热点难点问题(一) 

第三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朱虎

教授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原一级巡视员曹守晔

共同主持。 

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杨

磊，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林旭霞教授，河南省南阳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分党组书记、院长何

志，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朱晓喆教授，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五庭副庭长芦磊分别发表了主

题发言。西北大学法学院杨丽珍教授，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专委、三级高级法官邹挺谦，

辽宁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岩教授，江苏省南通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晓光分别发表了与谈

意见。 

第四单元 民法典配套司法解释中的

热点难点问题(二) 

第四单元由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

会专委、三级高级法官邹挺谦和湘潭大学法学学部

教授刘宗胜共同主持。 

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陶丽琴教授，山东省青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庭副庭长侯娜，北京大学国际

法学院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田朗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台办法官助理郭财顺，

青岛大学法学院李伟平副教授，青岛科技大学法学

院特聘副教授石文静分别发表了主题报告。山东大

学法学院（威海）教授刘经靖，上海市普陀区人民

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王萌，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陈璐，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瞿灵敏分别发

表了与谈意见。 

分议题一涉外商事审判热点难点问题

之第一单元 

涉外商事审判专题会场第一单元由山东省青

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焕亭和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吴至诚主持，聚焦涉外商事审判的重

点难点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杜焕

芳教授、青岛国际商事法庭庭长王晓琼、青岛大学

法学院郝海青教授、长春国际商事法庭庭长李丽萍

分别发表了主题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二级高

级法官龙飞、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梅宏教授、宁波

国际商事法庭副庭长毛坚儿分别发表了与谈意见。

在自由讨论阶段，毛坚儿庭长、马东旭法官、龙飞

法官就涉外审判案件的程序问题展开了讨论。 

分议题一涉外商事审判热点难点问题

之第二单元 

第二单元由浙江大学法学院石一峰副教授和

成都国际商事法庭谢芳副庭长主持，聚焦于涉外商

事审判热点难点问题，围绕涉外法律实践，从法域

外适用到豁免法实施为涉外法治建设提供指引。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国际商事审判庭何

建副庭长、青岛大学法学院纪林繁副教授、天津海

事法院四级裴大明高级法官、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

院刘天翔审判员、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三级

张蕾法官助理分别发表了主题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民四庭二级高级马东旭法官、东南大学法学院易波

副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高雅琦讲师分别发表

了与谈意见。 

分议题二涉数字经济司法热点难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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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之第一单元 

在“涉数字经济司法应对问题”分议题中，第

一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学军，南昌铁

路运输中级法院分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欧阳军共

同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法学院教授石佳友，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刘力，青岛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牛传

勇，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仪军，杭州

互联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官家辉分别发表了主

题报告。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民商事审判研究部主

任及研究员丁文严、中南大学法学院讲师范沁宁、

青岛市黄岛区法学会三级调研员张向前分别发表

了与谈意见。 

分议题二涉数字经济司法热点难点问

题之第二单元 

第二单元由人民法院出版社编审、丛书编辑部

兼《数字法治》编辑部主任兰丽专，福建师范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李付雷主持。 

国家法官学院民商事审判教研部主任李成斌，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邹治，河南财

经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教

授张安毅，广州互联网法院分党组成员、执行局局

长赖俊斌，青岛大学法学院讲师宋雅婷分别发表了

主题报告。山东农业大学泰山法治研究院副研究员

侯圣贺、青岛大学法学院讲师徐瑛晗、西南政法大

学民商法学院讲师应建均分别发表了与谈意见。 

闭幕式 

闭幕式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副总编辑、《数字法

治》副主编袁登明教授主持。 

青岛大学法学院院长蔡颖雯教授回顾了本次

交流会的举办，表达了对所有参会人员及工作者的

感谢，并寄予法官与学者交流会美好期望。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姚辉教授作了会议总结，以“前沿性、实践性、规

范性”三个关键词对本次交流会的话题、论点和方

法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强调本次交流会对民法典贯

彻落实的重要意义。最后，下届承办方代表，河南

财经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张

安毅教授发言，并进行了会旗交接仪式。 

第十九届“法官与学者对话”交流会圆满落

幕，这场思想盛宴为理论与实践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法律学术界与司法实务界的智慧碰撞，不仅为民法

典时代疑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更为中国法

治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动能。展望未来，期待这种

良性互动持续深化，谱写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篇章！ 

 

第十九届“法官与学者对话”交流会圆满落幕 

武汉大学赴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

治实验室调研交流 

为深入交流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经验，推进数据法治前沿实践探索，2025 年 5 月 30

日下午，武汉大学一行来到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

实验室进行调研交流。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院研究平台建设处副处长程振，法学院党委书记李

霄鹍，法学院院长秦天宝，副院长李本灿，中国边

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蒋小翼，国际法治研究院副教

授蔡毅，法学院副教授苏绍龙、周围，实验师周娴，

博士研究生梁杨以及中国政法大学教育部哲学社

会科学实验室——数据法治实验室主任、数据法治

研究院院长时建中，科研单位党委书记兼副处长杜

学亮，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副处长朱帅，数据法

治实验室副主任、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王立梅，数

据法治研究院教授范明志，副教授张涛，讲师王煜

婷、章颖、杜牧真等参加会议。 

 

调研交流部分成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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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武汉大学一行在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

实验室进行了参观，深入了解实验室的建设背景、

发展情况以及在数据法治领域的研究成果与未来

规划。 

会议初，时建中教授介绍了与会人员，对武汉

大学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回顾了数据

法治实验室的发展历程和建设内容。他指出，实验

室始终秉持公共精神，坚持以社会问题为导向，注

重制度创新和理论突破。他期待双方可以在科研合

作、人才培养和平台共建等方面加强协同，推动构

建更加成熟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机制。 

秦天宝院长对中国政法大学的热情接待表示

诚挚感谢。他表示，数据法治已成为重塑法学研究

范式和服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支点，数据

法治实验室在该领域经验丰富、成果显著，希望通

过此次深入交流，学习借鉴数据法治实验室的建设

思路与实践经验，推动两校在学科交叉、平台共建、

科研协同等方面实现更高水平的联动发展。 

随后，双方围绕实验室功能定位、人才引育机

制、建设管理模式以及科研转化路径展开广泛探讨，

特别就智慧司法、隐私安全和算法治理等热点议题

进行了深度交流。 

 

交流会现场 

通过此次座谈，与会人员普遍认为，数据法治

应以为数据要素规范发展与有效利用提供法治保

障为使命，实验室建设要坚持以需求为导向，推动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未来，双方将以此次交流为新

起点，通过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拓展学术科研合

作边界，共同推动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与科研成果转

化机制高质量发展。 

华东政法大学赴中国政法大学数

据法治实验室调研交流 

2025 年 5 月 23 日下午，华东政法大学一行来

到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实验室考察并开展调研

交流活动。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陆宇峰、副处

长彭桂兵，文伯书院副院长杜文静，知识产权学院

教授原晓爽，刑事法学院副教授王小光、特聘副研

究员李瑞华，国际金融法律学院副研究员张翔宇，

涉外法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曲光毅，中国政法大学

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数据法治实验室主任时建中，

科研单位党委书记兼副处长杜学亮，数据法治实验

室教授王立梅，商学院院长助理、商业数据与经济

统计实验室教授郭颖，数据法治实验室副教授张涛，

讲师王煜婷、杜牧真，数字纪检监察科学实验室博

士后赵雪，科研处平台科科长韩冰等出席会议。 

活动伊始，华东政法大学一行参观了中国政法

大学数据法治实验室，深入了解实验室的建设历程，

发展现状与未来规划以及在数据赋能法治领域的

研究成果与实践应用。 

随后，双方在会议室针对实验室的培育建设工

作与数据法学学科建设等方面展开交流座谈。会议

由杜学亮书记主持。 

首先，时建中教授代表学院对华东政法大学一

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简要介绍了数据法治实

验室的发展背景与整体架构，强调实验室在数据法

治、人才培养以及交叉学科建设方面的探索成果。

他表示，双方今后可以在科研合作、平台建设、人

才交流等方面加强联系，以优势互补共同推动数据

法治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 

陆宇峰处长对中国政法大学的热情接待表示

感谢。他指出，数字法治是当前法学研究和治理实

践的重要方向，华东政法大学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与

法学交叉研究的发展。他希望借助本次交流机会，

深入了解中国政法大学在实验室建设、学科融合、

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动两校在数

据法学研究领域的深度合作。 

王立梅教授对实验室的定位目标、功能布局、

科研团队与代表性成果做了全面介绍，重点展示了

实验室在智慧司法、数据治理、算法伦理等方向的

科研探索和实践路径，并对实验室在承担国家级科

研项目、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成果

进行了说明。 

杜学亮书记介绍了中国政法大学在实验室平

台培育建设方面的总体思路、政策支持和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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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实验室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有效的制度支持

与资源保障，学校将持续为跨领域、跨学科研究提

供良好环境，也愿意与兄弟高校共同探索实验室建

设与管理的新模式。 

经过本次交流与沟通，双方围绕哲学社会科学

实验室建设与数据法学学科发展等议题达成了诸

多共识。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当前科学技术与社会

经济发展加速融合，数据法治作为新兴交叉学科方

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双方表示，

将以本次交流为契机，持续深化在实验室平台建设

中的交流合作，尤其在学科融合、科研团队建设、

制度机制创新等方面加强资源共享与协同联动，携

手为我国法治现代化与法学学科创新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调研交流部分成员合照 

央视新闻频道一行赴中国政法大

学数据法治实验室参观交流 

2025 年 6 月 13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记者

曾晓蕾、常杨、袁雨走进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实

验室，开展参观交流活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

验室——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实验室副主任、数

据法治研究院教授王立梅，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范

明志、副教授张涛、讲师王申等共同参与此次交流。 

首先，王立梅教授对央视新闻一行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并带领央视新闻频道记者实地参观了数

据法治实验室，全面了解实验室建设背景、发展现

状、在数据法治领域的研究成果及未来规划布局。

她着重展示讲解了实验室最新成果——数据法治

致公平台，围绕平台四项数据法治产品，详细阐述

其价值目标、核心功能、专利成果积累情况，以及

后续迭代升级方向。 

 

王立梅教授讲解实验室发展历程 

交流过程中，王立梅教授简要回顾了数据法治

实验室的发展历程与建设内容。作为教育部首批试

点的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数据法治实验室始终秉

持公共精神，以社会问题为导向，注重制度创新与

理论突破，深化交叉学科研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

合。数据法治致公平台的发布，正是实验室响应数

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深

度广度的重要实践。平台旨在为机关监管、企业合

规、数字普惠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助力营造健康

有序的数据生态环境，标志着实验室在服务国家战

略需求上取得新突破。 

在交流尾声，王立梅教授进一步提到，基于实

验室的战略定位，产出数据产品是数据法治实验室

发展的必然方向。未来，实验室将致力于构建全新

法学研究范式，持续沉淀文献成果、数据产品、专

利及软件著作权，并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为法

学研究开拓新领域。同时，实验室将以法治产品为

核心，通过数据产品赋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

各环节，以法治力量更好地服务社会，践行数据法

治实验室的使命担当。 

 

调研交流部分成员合照 

《海南省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专家论证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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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举行 

6 月 3 日上午，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

在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组织召开《海南省公

共数据资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专家论证会。

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时建中、

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厅长任端平主持。来自北京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

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理论和实务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论证会现场 

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厅长任端平介绍了《海

南省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办法》）的起草背景和重要意义。海南依

托 “全省一盘棋” 的大数据中心体制和自贸港

政策优势，通过地方立法先行先试，探索公共数据

共享、开放、授权运营的有效路径。希望通过此次

会议重点解决数据溯源治理难、共享效率低、市场

化开发不足等目前面临的共性问题。 

海南省大数据发展中心孙建明副主任结合海

南省的地方特点，详细阐述了海南省在封关安全运

作等公共服务和传统产业经济转型发展中对公共

数据的迫切需求。目前实践中，需重点解决数据权

属争议、行业垂直管理与地方规则冲突、共享条件

模糊、数据质量差异和授权运营场景审核等核心问

题。 

随后，与会专家围绕数据资源的属性、《办法》

的体例结构、标准解释、具体条文的实操性与规范

性以及如何凸显海南特色等切入点进行发言。 

时建中教授建议，《办法》需要强化海南特色、

突出“开放”使命、进一步优化名称与条文逻辑顺

序、明确数据治理对象以及重点提升政府数据共享

效能，同时针对《办法》中的数据质量管理、机构

职责分工等内容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数字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许身

健教授认为，《办法》具备全生命周期覆盖、责任

分工明确、激励约束到位、流程机制清晰和授权运

营模式创新五大亮点，并针对数据管理体制、机构

职责分工、数据开放模式、数据授权运营以及收益

分配条款的规定，提出具体建议。 

 

中国政法大学数字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 

许身健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院王锡梓教授围绕《办法》中公

共数据范围的界定、处理行为的权利分配、共享原

则的冲突协调、授权运营设置的条件和权利以及具

体运作机制层面，展开详细论证。 

 

北京大学法学院 王锡梓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姚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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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文件名称和体例结构、公共数据的概念界定、

登记管理部分规定的可操作性和授权运营的收益

分配问题进行了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姚佳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

爱君教授结合自身参与相关立法的经验，剖析了公

共数据的产权归属难题，并针对《办法》的题目以

及《办法》中涉及的数据概念内涵、公共数据开发

原则、数据转让规则、数据的开放场景等内容，提

出具体的细化建议。 

 

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 

李爱君教授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

研究部李强治主任结合疫情防控期间的数据案例，

提出《办法》应分章节明确框架，嵌入应用场景和

需求，细化数据分级分类管理，精准表述授权运营

范围以及进一步理清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等建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 李强治主任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金晶教授主要

针对《办法》中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展开论证。

她指出，公共数据应用可以突破传统场景限制，细

化突发事件的信息采集程序，着重保障涉及公共服

务领域民营企业的数据权益。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金晶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黄尹旭副教授着重从具

体监管操作层面提出建议。他主张搭建公共数据平

台，结合海南省先行先试政策设立监管沙盒，并适

当衔接《民营经济促进法》，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黄尹旭副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刘权教授在针对《办法》

的结构设置和具体条款的文字表述提出修改意见，

同时建议《办法》可以通过列举优先开放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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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等方式，更加体现海南省地方特色。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刘权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范明志教授强

调，《办法》的制定应当在避免与现有法律规定冲

突的前提之下，敢于突破创新。他建议，进一步在

实践中探索数据安全分级分类制度，妥善处理数据

安全、数据处理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 范明志教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数据法学研究院院长苏宇

教授重点对公共数据资源范围的界定展开讨论。他

认为，应当注重协调数据管理主体之间的矛盾，并

从数据管理主体、数据共享审核和数据安全责任等

方面提出细化建议。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数据法学研究院院长 苏宇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张涛副教授从

授权运营机构竞争方式、公共数据收益分配模式以

及行为责任条款规定等角度展开详细论证。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 张涛副教授 

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袁岳董

事长从公共数据的可调取性出发，深入探讨了公共

数据的调取方式、存储及形态等关键问题。他认为，

《办法》可以聚焦可操作性内容，配套起草说明和

行动计划，形成分阶段透明化管理。 

 

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袁岳董事长 

 

 

 

第三届“数字法治青年论坛”在

京开：聚焦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

济法治保障，共绘数字中国新蓝

图 

2025 年 5 月 25 日，以“新质生产力培育和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为主题的第三届

“数字法治青年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本届论坛

由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主办，中央财

经大学法学院、《财经法学》编辑部承办，北大法

宝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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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开幕式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栗峥教授，中国法学会网

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

会副主任姜伟教授分别致辞，为论坛拉开序幕。 

开幕式由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尹飞教授

主持。尹飞教授首先代表学院向莅临论坛的各界嘉

宾致以诚挚欢迎，并着重介绍了论坛的学术定位与

学院的发展特色。他表示，“数字法治青年论坛”

作为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三大年度

品牌论坛之一，自创办以来即受到姜伟会长与研究

会各位领导的持续关注与重点支持。一直以来，中

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立足育人为本，坚持科研立院，

强调“一流标准、财经特色”，秉承“坚持价值引

领、立足中国实践、聚焦数字时代、着力风险防控”

的人才培养理念，已形成独具特色的“法学+数字

经济”交叉研究体系。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 尹飞教授 

在致辞环节，栗峥副校长指出，建构中国数字

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经历一个由概念到话语到学术再到学科的体系搭

建过程。一是提炼标识性概念。能对数字法律生活

具有较强解释力，且是众人所沿用的而不是学术个

体自我创造的概念，并具有历史性价值。二是以概

念支撑话语。从概念出发，形成相关表达，凝聚并

实现话语的生成。三是以话语支撑学术。话语不断

传承、沉淀、迭代，逐渐形成一种稳定、自洽的学

术生态系统。四是学术支撑学科。在学术生态系统

中，概念、话语、学术不断发展传承，进而构成一

个可持续发展的数字法学学科体系。最后，他呼吁

青年学者打破学科壁垒，从多学科交叉视域中探索

数字法学的本质特征，为法治中国建设与数字文明

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栗峥 

姜伟会长首先代表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

学研究会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本

次论坛主题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是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关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数字中

国”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关于“要

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重要指示

的生动实践。他强调，在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

展新引擎的背景下，青年学者肩负着理论创新与实

践探索的双重使命。他呼吁学界立足中国本土实践，

积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中国

智慧；鼓励青年学者争当“三个先锋”，敢于突破

传统范式，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善用国际学术舞台，

以青年智慧书写数字法治的中国答卷。最后，他特

别感谢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作为承办方，依托其财

经法治特色优势，为论坛提供专业支持与学术保障，

并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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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会长 姜伟 

开幕式后，论坛举行优秀论文颁奖仪式。中央

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权教授主持仪式，中国法

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智能

法治研究院院长申卫星教授，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

息法学会副会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

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龙卫球教授，中国法学会网络与

信息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王立梅教授

及《财经法学》主编、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邢会强

教授为获奖代表颁奖。 

学术研讨 

开幕式结束后，论坛进入学术研讨阶段。本次

论坛设置了主旨演讲、专题分论坛研讨等学术板块，

邀请法学界与数字经济领域顶尖学者展开深度对

话。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王立梅教授担任学术

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王利明、中国政法大学

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时建中教授、清华大学智能法

治研究院院长申卫星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

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龙卫球教授、北京大学

法学院院长郭雳教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

济研究院副院长史宇鹏教授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 

分论坛研讨 

分论坛研讨环节，共设置了八个平行分论坛。 

分论坛一的主题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的

法治保障”，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院院长、《比

较法研究》主编解志勇教授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政法部韩春晖教授担任主持人。 

分论坛二的主题为“人工智能的健康规范发

展”，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副所长姚国艳研究员

和《中国社会科学》编辑王博担任主持人。 

分论坛三的主题为“算法的法律治理”，《中

国法律评论》执行主编易明群和中国政法大学民商

经济法学院李爱君教授担任主持人。 

分论坛四的主题为“网络平台的公私法规

制”，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戴昕担

任主持人。 

分论坛五的主题为“数据产权与数据流通的

法治保障”，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汪庆华教授和中

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教授担任主持人。 

分论坛六的主题为“数据权益的法律保护”，

深圳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宋旭光副教授和南昌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张恩典副教授担任主持人。 

分论坛七的主题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

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赵鹏教授、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周玉超副处长担任主持

人。 

分论坛八的主题为“数字时代的法律责任和

司法变革”，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张红教授、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尹少成教授担任主持

人。 

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国法学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华

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教学科研单位，来自

《中国社会科学》《比较法研究》《环球法律评论》

《中国法律评论》等学术期刊，以及来自腾讯集团、

抖音集团、阿里巴巴集团、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

等实务部门的专家，共同围绕上述主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和热烈交流。 

闭幕式 

在闭幕式环节，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

究会常务副秘书长周辉担任主持人。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财经法学》

编委会主任林剑锋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本次论坛尽

管会期紧凑，但满载智慧火花的讨论与思想碰撞中，

与会代表提出了诸多具有前瞻性、破局性的法治方

案，使这场论坛成为数字法治领域的“思想风向

标”，他再次对与会代表表达了诚挚的感谢。 

贵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孙志煜教授，作为下一

届论坛的承办方代表作了欢迎致辞。 

作为“中财法学 30 年”的系列活动，本次研

讨会通过汇聚学术精英、激发青年活力、深化实践

对接，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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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供了理论前瞻与实践指引。随着数字技术的加

速演进，“数字法治青年论坛”这一高端学术平台

将持续发挥“思想库”与“人才库”的双重作用，

助力数字中国与法治中国建设同频共振、行稳致远。 

 

第三届“数字法治青年论坛”圆满落幕 

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

会第五届数字企业法治沙龙成功

举办 

2025 年 5 月 19 日，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

学研究会第五期数字企业法治沙龙在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成功举办。本次沙龙以“我国科技企业出海

的机遇、挑战与法律应对”为主题，由中国法学会

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

学院承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

研究中心和人民法院出版社《数字法治》编辑部协

办。 

来自外交部、商务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商务

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北京市司法局政府法

治研究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标准

化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百度、腾讯、

阿里巴巴、抖音、美团、小米、蚂蚁集团、金杜律

师事务所、海问律师事务所、汉坤律师事务所等逾

百余位科技和法律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

探讨科技企业出海的风险、挑战与应对议题。 

与会嘉宾合影 

开幕式 

开幕式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冯辉主持。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会长、

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姜伟，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黄宝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

委常委、副校长兼涉外法治研究院院长梅夏英分别

发表了致辞，并在致辞中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 

 

第一单元 中国科技企业出海的机遇

与挑战 

第一单元以“中国科技企业出海的机遇与挑战”

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网络与信息

法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

会常务副秘书长周辉主持。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洲与大洋

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百度公司副总裁吴梦漪、腾

讯研究院数据法律首席专家王融、美团数据法务总

监田喜清分别发表了主题发言。阿里巴巴控股集团

法务合规部总监王莹发表了与谈意见。 

第二单元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动态

与趋势  

第二单元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动态与趋

势”为主题，由人民法院出版社编审、丛书编辑部

兼《数字法治》编辑部主任、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

息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兰丽专主持。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

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肖尤丹，北京

金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宁宣凤，小米法务部副

总监、安全隐私委员会副秘书长张向拓分别发表了

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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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对华科技制裁的反制与应

对 

第三单元以“对华科技制裁的反制与应对”

为主题，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涉外法

治研究院副院长陈卫东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

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科研处副处长孙南

翔，蚂蚁集团法务总监、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

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李海英，海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袁帅琦分别发表了主题发言。汉坤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解石坡发表了与谈意见。 

第四单元 平台治理的新趋势与新路

径 

第四单元以“平台治理的新趋势与新路径”

为主题，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欣主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

究中心主任薛军，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

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吕来明，中国社

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刘

晓春分别发表了主题发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政府

治理研究室主任张欣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法制

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刘灿华分别发表了与谈意见。 

自由讨论 

自由讨论环节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主持。 

商务部服贸司一处四级调研员王艳，北京市司

法局政府法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市法学会行

政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李树行，国家法官学院兼职

教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曹

守晔分别发表了观点。 

闭幕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网络与信息法研

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常

务副秘书长周辉作闭幕式致辞。周辉认为，在人工

智能企业出海的进程中，法律风险的系统性防控需

以顶层设计为纲、法治保障为基、协作创新为翼。 

 

     技术编辑：林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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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法评 

自媒体涉企言论表达的边界与治

理 

此处删除了原文脚注，全文请参见《数字法治》2025

年第 2 期，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作者：张新宝 

摘要：自媒体发布、传播企业及企业家个人信息

和进行评论，一方面受到言论自由原则的保护，

另一方面也受到法律规制，不得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的合法权益。目前，大量涉

企不实信息构成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及其家人的

侵权，对被侵权人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危及社会

公共利益。加强对涉企不实信息的行政执法监

管，强化网络平台的主体责任，追究侵权人的综

合法律责任，是治理自媒体涉企不实信息的基本

对策。 

一、引言 

自媒体的出现丰富和便捷了人们的生活，同

时也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网

络平台上出现了一些涉企的有害信息，严重背离

客观事实，或者侵害企业家的隐私、个人信息权

益等。此类不实有害信息的广泛传播对企业、企

业家及其家人造成了严重损害。公民虽然享有言

论自由、有权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但是

自由和权利的行使绝不能以侵害企业、企业家及

其家人的合法权益作为代价。自由和权利的行使

若越过合法性的边界，不仅不能受到保护，可能

还要依法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网信办

等部门应当积极履行监管网络信息的职责，重视

涉企不实有害信息的治理，及时响应受害企业的

举报，要求网络平台及时对涉企不实有害信息进

行屏蔽、下架，并对发布主体进行提醒甚至封

号，另外，可以考虑建立对网络信息分类管理的

规则。网络平台应主动履行内容管理的义务，及

时审查和下架平台内的涉企不实有害信息。 

二、自媒体涉企言论的边界：言论自由与限

制 

自媒体尤其是视频类自媒体为人们发表言

论、实施舆论监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但

是，近期自媒体平台中出现了不少涉企不实信

息，逾越言论表达合法边界的情况时有发生，表

现为通过捏造、歪曲、隐瞒事实以及断章取义等

方式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引导和控制网络舆

论，黑化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引起社会公

众对企业的误解，降低对企业的评价。涉企不实

信息的黑手不仅伸向了企业，企业家及其家人也

未能幸免，甚至使其深陷网络暴力之中，严重影

响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涉企不实信息的成因包括多个方面：其一，

部分自媒体为了获取流量发布不实信息，博得网

民的关注，获得粉丝之后通过广告等方式变现流

量价值;其二，企业之间不正当竞争，为了打压竞

争对手散布不实信息，不当地获取竞争利益;其

三，不法分子利用企业畏惧虚假信息的心理，进

行敲诈勒索，以获取不法利益;其四，受到境外势

力的收买、指使和蛊惑，故意诋毁我国民营企业;

其五，出于泄愤或报复等目的，或者由于轻信传

言而发布涉企不实信息。总之，涉企不实信息的

背后主要是利益驱动，通过抹黑、诋毁企业、企

业家及其家人来获取关注和经济利益，已经形成

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公民通过自媒体发布关于企业的观点和意见

是其言论自由与舆论监督权利的体现。宪法和法

律赋予人们言论(表达)自由和舆论监督的权利。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

由。”企业的行为不仅影响其自身的运营和发

展，而且会对社会和公民产生广泛影响，所以企

业应当受到公民的监督。《公司法》第19条规

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

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保护公民的言论(表达)自

由和舆论监督的权利是法治国家的重要使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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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当行使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是公民

自由意志的实现，是健康社会所必需。对于企业

和企业家违反商业道德、社会公德、诚实信用的

行为，公民可以通过自媒体进行曝光并提出批评

和建议，促使相关企业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改正;

对于企业和企业家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公

民也可以借助自媒体进行赞赏和宣扬，进而发挥

榜样效应。 

但是，公民通过自媒体监督企业、发表相关

言论的时候，并非可以随心所欲，而是应受到宪

法和法律的限制。《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

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

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民法典》第131条规定：

“民事主体行使权利时，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和

当事人约定的义务。”《民法典》第132条规定：

“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言论(表达)自

由可能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其他人的公民政治权

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民法上的人身权(人

格权)和财产权。宪法和法律为正确行使合法的自

由和权利确定了边界，个人行使言论(表达)自由

和舆论监督权利不得侵害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国

家、社会、集体利益以及其他人的合法自由和权

利。否则，个人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因超

出了合法性边界而不再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而且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

任。公民个人发布的涉企言论，应以真实或基本

真实为评判基准，转发他人的信息需尽到“善良

管理人”的审查义务，避免轻信并随意传播涉企

不实信息。 

三、涉企不实信息的违法侵权性质 

目前，有些涉企不实信息是对企业产品和服

务的诽谤，构成对企业名誉权的侵害;有些涉企不

实信息则是对企业家及其家人的人身攻击，可能

侵害企业家及其家人的名誉、隐私、个人信息等

权益。《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

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

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规定：“经营者不得编

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

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另外，根据《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可见，故意发布涉企不实信

息可能构成民事侵权、不正当竞争以及行政违法

行为。此外，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刑法》第221条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

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

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

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66条亦明确了损害

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立案和追诉标准：一是给

他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二是

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6个月以上，或

者破产的;三是其他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情形。所以，如果捏造事实损害民

营企业的声誉，可能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此

外，《民法典》人格权编明确了自然人的隐私和

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部分自媒体在发布不实信

息抹黑企业或企业家的同时也会揭露一些企业家

或其家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构成对隐私和个人

信息的侵害。 

2023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

优化法治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

见》，指出要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人格

权，“加强对民营企业名誉权和企业家人身自

由、人格尊严以及个人信息、隐私权等人格权益

的司法保护，充分发挥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功

能，及时制止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依法惩治

故意误导公众、刻意吸引眼球的极端言论行为，

推动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舆论环境、法治

环境。对利用互联网、自媒体、出版物等传播渠

道，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对民营企业和企

业家进行诋毁、贬损和丑化等侵犯名誉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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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依法判令侵权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

名誉权受到侵害致使企业生产、经营、销售等遭

受实际损失的，应当依法判令行为人承担赔偿责

任;因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扰乱企

业发行的股票、债券市场交易秩序，给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应当依法判令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23年10月

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民营企业、民营企业

家人格权保护典型案例，对于切实保护民营企

业、企业家及其家人的人格权益，依法规制商业

诋毁行为等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某科技公司

诉某文化公司、某传媒公司名誉权纠纷案”便是

典型的借助自媒体侵害企业名誉权的案件，最高

人民法院将其作为典型案例，传达出严厉依法规

制涉企不实信息的鲜明态度，具有突出的警示和

教育作用。 

四、涉企不实信息的危害性 

涉企不实信息不仅严重侵害了企业尤其是民

营企业、企业家及其家人的合法权益，致使企业

家屡屡被网暴，企业生产和销售受到极大干扰，

造成难以估量的财产利益损失，而且，涉企不实

信息还将危害我国的营商环境，阻碍市场经济的

发展，最终损害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具有较

大的社会危害性。 

自媒体涉企不实信息会侵害企业、企业家及

其家人的合法权益，严重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

和发展。有的不实信息直接侵害了企业、企业家

及其家人的合法权益，有的不实信息虽然没有构

成侵权，但是通过断章取义、混淆视听，故意引

起公众对企业的误解，甚至煽动对立，达到引导

和歪曲舆论的不当目的，导致企业和企业家在公

众心目中的形象遭到严重破坏。无论是哪种不实

信息，无疑都会使企业遭受抹黑和污蔑，企业的

经营、发展甚至生存都会受到影响。对于造谣者

来说，发布和传播虚假信息的成本极低，但是一

旦不实信息被广泛传播，企业需要付出巨大的成

本来自证清白。即便虚假信息最终可以被推翻，

但是谣言可能使企业错过发展机遇，造成不可逆

的打击。涉企不实言论善于抓住消费者的眼球，

容易在网络空间迅速传播和发酵，达到颠倒是

非、混淆视听的目的。许多网民对于不实信息缺

乏足够的判断力，容易被此类信息误导，进而对

企业产生误解。例如，造谣企业生产的食品存在

安全问题，一旦不实信息在网络散播开来，即使

企业极力地证明其食品的安全性，消费者也很可

能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转而购买

其他品牌的食品。企业即使通过媒体或诉讼的方

式维护了自身清白，但是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

今天，企业可能因此一蹶不振，无法找回原本的

竞争优势。所以，自媒体涉企不实信息会对企业

的经营和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甚至有可能威胁

企业的生存。 

另外，涉企不实信息会打击企业家的营商信

心，破坏我国的营商环境，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

速度和质量，最终损害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长期生存在乌烟瘴气的舆论环境之中，必然会打

击企业家的投资信心，影响民营经济的活力，破

坏民营经济的生态。只有让民营企业在清朗的市

场环境中进行发展和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

能不断突破新的高度，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 

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

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

企业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民营经济具有‘五六

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

量。”
[1]
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发

布和传播涉企不实信息的行为与党中央精神背道

而驰。2023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指出：“民营经济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

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以及解决劳动就业

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若频繁受到不实言论的抹

黑，无法在健康的舆论环境中发展，最终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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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进步和社会的稳定。 

五、自媒体涉企不实信息的治理对策 

当前出现涉企不实信息屡见不鲜的局面，主

要原因包括网络平台放纵涉企不实信息肆意传

播、相关部门未能有效进行干预、公众维护企业

合法权益的意识薄弱等。应尽快启动相关立法，

强化行政监管，完善司法应对，依法维护企业、

企业家及其家人的合法权益。企业、企业家及其

家人通过依法维权，发挥民事侵权诉讼的教育、

预防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涉企不实信息

的出现。各级法院应加强对民营企业名誉权和企

业家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以及个人信息、隐私权

等人格权益的司法保护，充分发挥人格权侵害禁

令制度功能，及时制止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民法典》规定了民事主体因人

格权益受到侵害所产生的财产损失可以主张赔

偿，但是事实上恶意诋毁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

可能难以衡量和计算，难以通过诉讼得到完全补

偿，而且可能面临侵权主体难以确定等问题。相

较于损害发生后的救济，更重要的是如何从源头

遏制涉企不实信息。因此，需要充分发挥有关部

门的职能，明确网络平台的义务和责任。 

(一)加强涉企不实信息监管 

治理网络有害信息是近年来监管部门的一项

重要工作，已经在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

的网络有害信息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今

后，监管部门应将涉企不实信息治理列为同等重

要的事项予以高度关注。国家网信、工信及市场

监管等部门担负着依法依规对网络涉企不实信息

进行严格监管的职责。如《网络安全法》第50条

明确要求，国家网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网

络信息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发现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要求网络运营

者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并保存有关

记录。监管部门收到受害人举报，应快速响应，

尽快拿出处理意见并有效实施，避免相关信息大

范围传播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失或者造成恶劣的社

会影响。对于存在争议、一时难以确认是否违法

侵权的涉企信息，应当采取临时性处置措施，可

先行屏蔽或添加提示性标注，提醒其他用户谨慎

获取和传播其中的涉企信息。此外，网信部门可

以考虑制定规则，对网络信息实施分类管理。首

先，严格要求发布涉企信息的账号进行实名制，

便于及时确定发布违法侵权信息的主体并予以追

责，严格实名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使用

户自觉规范其信息发布行为的效果。其次，可以

要求在特定频道(板块)发布涉企信息，方便集中

管理。最后，可以对自媒体平台上的涉企信息进

行标注，提示发布者法律风险。 

除日常监管之外，相关部门还可加强主动监

管和穿透式监管，更高效率查处制作传播涉企不

实信息、有害信息的个人和组织。相关部门应要

求自媒体平台及时下架侵害企业、企业家及其家

人权益的内容，并且对发布主体进行提醒。对于

多次违规违法造成恶劣影响者，除了下架其发布

的内容，还应暂时直至永久封号。对于行政违法

行为，相关部门应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监

管执法尤其需要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因此，完善

相应的协同机制、制定必要的配套规程或为当务

之急。例如，2023年8月，上海市委网信办协调相

关部门对自媒体“消费金融频道”的多个平台账

号予以依法关闭，并且将其涉嫌敲诈勒索的线索

同步通报公安机关。
[2]
 

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充分认识到涉企不实信息

的危害性，全面深入地开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

发布涉企不实信息的行为。2023年，中央网信办

开展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保护企业合法

权益”专项行动，取得了重大成效。截至2023年8

月1日，重点网站平台清理涉企不实等信息8.6万

余条，依法依约处置了账号8425个。
[3]
2023年5月

31日，中央网信办召开专题座谈会，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听取部分企业代表对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的意

见建议。2024年，中央网信办再次针对涉企不实

信息等问题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

治涉企侵权信息乱象”专项行动。2024年4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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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央网信办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部分企

业、网站平台代表和地方网信部门对做好涉企网

络侵权举报工作的意见建议。2024年6月8日，中

央网信办公布了一批“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典型案例。

“墨子商业论”“奇偶派”“小牛说车”“刘步

尘”“橡果商业评论”等账号因存在侵犯企业、

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而被依法依

约处置。
[4]
地方网信部门也积极开展行动。例如，

广东省委网信办自2024年起，根据中央网信办统

一部署扎实开展专项行动，腾讯、网易、UC、YY

直播、vivo、OPPO、唯品会等广东属地重点网站

平台主动作为、多措并举，依法依规依约从严清

理各类有害信息326.4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

6万余个，下架违法违规应用184款。
[5]
 

(二)强化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网络平台在网络涉企信息治理中承担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夯实平台责任可以切断涉企不实信

息的传播渠道，较大程度上减少涉企不实信息的

发布和传播。网络平台直接管理和控制着平台上

的涉企信息，相关监管部门的执法资源有限，无

法做到监管完全覆盖，需要网络平台承担起部分

涉企不实有害信息治理的重任。网络平台要依法

依规严格履行对涉企不实信息的审查、下架义

务，并配合监管机关和司法机关开展调查。对于

网络平台故意放任甚至鼓励发布涉企不实信息的

行为，网信等部门应及时进行约谈并要求整改等;

对于拒绝整改的平台，依据《网络安全法》第69

条等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涉企不实信息容易引起

社会的广泛关注，带来流量和关注，成为发布主

体的收益来源。部分网络平台为了获得流量而选

择放任涉企不实信息的发布和传播，怠于履行法

定义务和企业社会责任，放任虚假及侵权信息在

其经营的网络平台上泛滥。所以，涉企不实信息

的泛滥离不开网络平台的纵容。网络平台及时审

查并下架涉企不实信息，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减少

涉企不实信息的出现。涉企不实信息有时可能会

有许多来源，例如，雇用大量水军发布不实言

论，受害企业可能难以通过起诉造谣者的方式来

及时维护自身权益，需要平台承担起相应的义务

和责任，主动审查核实平台用户发布的涉企信

息，畅通企业举报渠道，及时处理举报，提醒并

依约处置相关账号。对于传播涉企不实信息的网

络平台，应当根据案件性质和具体情节追究其民

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网络平台应当严格落实网信办相关文件和会

议的要求与精神，依法依规依约治理涉企侵权信

息。2023年5月31日，中央网信办召开的优化营商

网络环境企业座谈会指出，要进一步提升举报处

置效果，指导网站平台完善分级分类网络侵权举

报处置举措，检查网站平台对转交转办网络侵权

举报受理处置情况，推动网站平台向社会公示网

络侵权举报受理处置结果。
[6]
2023年8月，中央网

信办印发《网站平台受理处置涉企网络侵权信息

举报工作规范》，详细规定了境内网站平台处置

涉企侵权信息的相关事宜，指导和规范网站平台

相关工作的开展。2023年9月，中央网信办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侵权信息举报工作的指导

意见》，强调要切实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压紧

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2024年“清朗·优化营

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乱象”专项行动

的主要任务就是督促网站平台加强涉企信息审核

管理，及时提醒有关账号主体严格遵守及落实法

律法规、社区规则和专项行动要求，依法处置问

题突出、情节严重的网站平台和账号。2024年4月

25日，中央网信办召开的涉企网络侵权举报工作

座谈会指出，各网站平台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加强力量配备和资源投入、畅通举报渠道、提高

处置效率，要健全制度规范、统一标准尺度、丰

富处置措施，要完善社区规则，加大侵权账号惩

处力度，加强典型案例、账号公示通报。
[7]
可见，

涉企不实信息能够得到有效治理，关键就在于网

络平台能否及时审核相关信息、畅通企业举报渠

道、提升举报的处理效果、提醒和处置相关账

号。 

此外，互联网行业、直播平台联合机构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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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规制定治理网络有害信息的自律性公约，实

施“最佳实践”标准，促进直播行业、短视频传

播的健康运营和发展。互联网行业、直播平台企

业应专项投入，开发适用于本行业、本企业的相

关技术设施，及时甄别、拦截或屏蔽有害信息，

推动建设绿色健康的自媒体环境。互联网行业和

相关企业的此类自律行为可列入其履行社会责任

的考核内容。 

(三)综合适用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 

自媒体发布、传播涉企不实信息或者进行不

当评论，往往出于追逐不当利益(如博人眼球追逐

流量、从事或者帮助他人进行不正当竞争)，因此

构成侵权的应当承担严格的财产损害赔偿责任，

同时承担停止侵害(删除、屏蔽侵权信息，断开与

侵权信息的链接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

道歉等人身意义的侵权责任。 

自媒体发布、传播涉企不实信息等，违反行

政法律法规的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应

当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87条的

规定，在构成数种法律责任的情况下，各种责任

不相互取代或者抵销，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

任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承担。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

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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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 版权判定的认知经济性分

析 

此处删除了原文脚注，全文请参见《中国法学》2025

年第 2 期，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作者：蒋舸 

摘要：迄今为止，关于用户AIGC版权主张的讨论

集中在本体论层面，有必要从认知经济性视角出

发，增强人们对“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在AI时

代仍然适用的信心。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区分高

独创性AIGC与低独创性AIGC的认知成本过高而认

知收益过低。以“独立创作不侵权”为核心的一

系列排他权限制性规则，足以确保低独创性AIGC

的版权不会过度侵害公众行动自由。在版权法之

外通过原则条款或者新增邻接权等方式来追求利

益平衡的做法在认知层面极为低效。版权法的合

理策略是在权利客体环节保持“理性无知”，承

认做出最低限度创造性贡献的用户有权禁止原样

照抄。只有在用户主张禁止非原样照抄和高额赔

偿的极少量案件中，法院才需要通过权利内容、

限制和救济等后续环节的规范来评估用户贡献的

具体程度。法院需要通过动态评估执法效果来确

保用户贡献程度与救济水平相当，尤其应当重视

排他范围和损害赔偿这两项因素对于潜在诉讼双

方行为的引导效果。 

一、问题的提出 

用户能否取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以下简称

“AIGC”）的版权？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全面渗

入公众生活，各国版权界陆续给出答案。中美因

为影响力巨大、人工智能产业发达，所以两国一

度大相径庭的立场尤其引人注目。美国版权局在

2023年的版权登记实践中采取了极端严格的“绝

对控制说”。在Zarya案
[2]
和《太空歌剧院》案

[3]

中，“尽管用户在提示词工程环节做出了显著贡

献，（美国版权局）仍然拒绝登记版权”
[4]
。与之

相反，北京互联网法院在“李某锴诉刘某春侵害

著作权案”（以下简称“《春风送来了温柔》

案”）中延续了前AI时代的“最低限度创造性标

准”，即Feist标准
[5]
。根据该标准，用户在创作

中使用AI的行为并不阻断其版权主张，对AIGC是

否构成作品应当进行个案判断。只要用户做出足

够的创造性贡献，便有可能成为作者。
[6]
 

2025年1月，美国版权局发布了关于AIGC可版

权性立场的最新报告《版权与人工智能第二部

分：可版权性》（以下简称《可版权性报

告》），其基本立场是强调版权法具有足够的弹

性，能够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波，无

需增设专有权利（sui generis right）。
[7]
与

“《太空歌剧院》案”等案所秉持的“绝对控制

说”相比，《可版权性报告》对待用户版权主张

的态度变得更加温和。在该报告中，美国版权局

一面宣称遵循“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另一面

又宣布现阶段只在“用户输入包含作品”“用户

对输出内容予以汇编”以及“用户实施了体现独

创性的线性修改”三种情况下为用户提供版权登

记；至于在单回合输入的情况下，无论用户的贡

献多么显著，他也不能对输出内容主张版权。
[8]
该

要求在理论上体现了“实质控制说”，在操作上

体现为“线性修改说”。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

面，其实都高于前AI时代的“最低限度创造性标

准”。美国版权局指出：即便各国均认同应当沿

用现行版权法，仍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无法就

人类作者最低限度贡献的具体含义达成共识，

“各种观点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之中”
[9]
。 

在这场牵动全球版权界神经的讨论中，我国

有必要认真探求何种立场既符合版权法原理又契

合我国国情。在探求过程中，不仅需要通过本体

论层面的“名”“实”对应关系来探求何为“作

品”，还应当在认识论层面考察不同作品观的认

知经济性表现。因为，不同作品观所受到的认知

资源约束程度不同：有些作品观耗费的认知资源

少、约束小；而另一些作品观“看起来很美”，

执行起来却会不断受到信息成本掣肘。假如这些

作品观对应的社会收益并无重大差别，就应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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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认知成本更小的作品观。 

就目前既有学说而言，抛弃“绝对控制说”

无疑是AIGC可版权性研究的重大进步。然而，从

“绝对控制说”到“实质控制说”或“线性修改

说”的发展，只纳入了本体论层面的思考，尚未

将认知成本与认知收益作为考虑因素。这一缺失

导致现有分析不够完善，因为高于“最低限度创

造性”的标准实际上难以经受认知成本收益分析

的考验。有鉴于此，本文拟为现有讨论增加认知

经济性视角，以增强人们关于“最低限度创造性

标准”的信心，并推动完善版权判定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 

二、版权分析框架在文艺成果界权上的认知

优势 

对于当代法律人而言，版权法已经成为不言

自明的存在。不过，回顾没有知识产权法的前现

代世界就会发现，从仅有道德感指引的混沌状态

通向如今清晰规则体系的道路绝非坦途。如果我

们不能充分体会知识产权法构造之精妙，就很容

易轻易抛弃既有的成熟规则，转而寄希望于其他

的利益平衡方案。例如，当文艺成果不够传统、

不够典型时，往往有人认为这些新类型文艺成果

难以满足作品构成要件，转而试图通过竞争法原

则条款、
[10]

民法原则条款
[11]
或者增设邻接权

[12]
等

手段来实现利益平衡。在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游

戏直播画面、游戏规则、同人元素、音乐喷泉和

古籍点校等非典型文艺成果的可版权性问题上，

反对意见均遵循以上思路。要克服这种“轻言放

弃”的态度，就需要我们静下心来体会现有知识

产权规则的来之不易。 

（一）知识产权法的模块化构造 

知识产权法呈现为一套高度模块化的复杂分

析框架。貌似相同的创新行为在此模块下可能成

为产权主张的对象，在彼模块下却可能被置于公

有领域，技术方案可以获得专利保护却无法成为

版权客体，便为例证；而貌似一致的同质化竞争

行为同样可能受到区别对待，例如，在“赢家通

吃”的专利法模块下，独立发明的事实并不足以

让被告免责；而在版权法模块下，被告只要没有

接触原告作品，便无需承担侵权责任。如此复杂

的规则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而推动知识产权法

演化出多模块结构的重要动力之一，正是信息成

果利益平衡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信息成果利益平

衡问题的复杂性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

因是该领域利益平衡的非零和性更加突出。作为

对比，有体物在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更接

近零和游戏，因此决策相对简单。例如，在分配

层面，有体物产权判定只需解决“给谁用”的问

题；信息产权判定则需要进一步关心“给多少人

用”的问题，因此更容易左右为难。此外，信息

成果缺乏物理边界、难以认定占有且难以自力救

济等特性也加大了执行知识产权制度的难度。 

众所周知，受认知资源等局限，现实中的决

策者无法即时为每起个案提供定制化的最优方

案。为了弥补这种认知局限，决策者必须依赖结

构化的认知经验。因此，知识产权规则制定者的

任务就是尽可能提供高质量的结构化经验，以便

帮助决策者尽可能以少量认知成本获得可观的认

知收益。而模块化是提升认知效率的有效途径—

—知识产权法正是通过权利客体来进行分流，进

而降低问题的复杂度的。具体而言，知识产权法

区分为版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商业秘密法等

不同模块，每个模块都包含着一套以“权利客

体、权利内容、权利限制”为主线的结构化规

则，犹如一名知识体系“深而窄”的专家，能够

快速且正确地解决本领域问题。而不同模块之间

协同作用，最终整合为一套能够有效降低决策负

担的模块化经验。
[13]

可见，各个模块之所以如其

所是，并非完全源自不同成果在本体论层面的区

别，同时也是认知经济性驱动的结果；而且，这

也不仅仅由模块内部规则及调整对象所决定，在

很大程度上还来自与外部模块之间的分工压力。

进言之，“作品”作为版权法模块的“守门员”

概念，其含义自然并不仅仅由概念的日常内涵决

定，而需要同时服务于各模块之间的协调一致。

如果某种解释在局部看起来有一定道理但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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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成果界权的系统分工，则对这种解释方案需

要进一步检讨。 

（二）作为版权模块门槛的“作品”概念 

从认知经济性的角度看，“作品”概念的功

能是筛选出与版权法上利益平衡分析框架相匹配

的信息成果。面对海量涌现的文艺成果，版权法

的事后界权模式具有突出的认知经济性优势。人

们每天用智能手机拍摄的照片或者视频不计其

数。若是需要如同专利法一般在侵权纠纷发生之

前便通过行政程序完成专利权的初步界定，则社

会成本将十分高昂。
[14]

因为，绝大多数文艺成果

从不发生纠纷，对于这部分客体而言，在纠纷发

生前投入社会成本进行界权并不能产生收益；而

针对那些可能发生纠纷的少数作品，由于事后界

权的难度不高，因此事后纠纷解决成本也可被控

制在能够容忍的范围内。就此而言，版权法以有

限的事后纠纷解决成本为代价，避免了巨大的事

前界权成本，体现出高度的制度理性。而界权成

本对产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界权的

性价比越高，产权的产生与维系越容易。
[15]

在信

息成果数量暴涨的今天，版权的事后界权模式在

知识产权系统分工中的潜力越来越突出。 

版权事后界权模式的成功与作品是“小概

率”信息成果的事实息息相关。典型作品具有

“统计一次性”的特征——在人类经验的统计空

间中，它们只发生一次，不发生第二次。
[16]

例

如，如果曹雪芹没有写出《红楼梦》，那么整个

人类历史上也很难有人创作出这部杰作。这与技

术方案常常被不约而同地发明出来大相径庭。
[17]

对于大概率的技术方案而言，如果社会不在纠纷

发生之前未雨绸缪，则纠纷发生后界权的难度将

相当高。小概率的文艺成果则不然——只要原告

创作在先，则被告是否抄袭一目了然。文艺成果

的小概率属性与版权法的事后界权模式紧密相

连：如果成果缺乏小概率属性，事后界权就难以

落实；而如果成果具有小概率属性，事前界权的

必要性就会大幅降低。文艺成果的小概率属性与

事后界权机制之间的良好匹配度造就了版权法的

高度认知经济性。
[18]
 

版权法边界在两个世纪的演化中越来越明显

地体现出与小概率成果的相关性：一方面，如果

缺乏小概率属性，即便声誉卓著也难以获得版权

保护，许多表现形式简单的现代艺术品可做例

证；另一方面，如果具备小概率属性，哪怕毫无

文艺气质也可能被接纳为新型“作品”，计算机

程序便是典型例证。
[19]

计算机程序最终得以进入

版权范畴绝非因为它在本体论层面特别符合“作

品”一词的内涵，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是其小

概率特征与版权事后界权机制彼此适配——这正

是认知经济性驱动知识产权法整体结构演化的事

例。针对明显具备小概率特征的AIGC给版权法提

出的挑战，计算机程序进入版权范畴的前例显然

极具参考价值。 

可见，关于作品要件的解释是、但绝不仅仅

是概念解释问题。作品构成要件不是目的，而是

筛选适配版权分析框架的信息成果之手段。作品

要件的解释论构造应当服务于版权法模块的制度

功能，包括充分发挥版权法模块在小概率文艺成

果界权方面的认知功能。“作品”概念的解释不

应局限于简单地由前（规范）向后（效果）进行

推理，还需要从后向前予以检验。我们不能仅仅

因为新型文艺成果与从传统作品中总结出的概念

解释方案之间存在差别就贸然认定它不是作品，

还需要将版权权利内容、权利限制、权利救济等

环节是否有助于实现该成果的利益平衡纳入考虑

因素。作为版权法模块门槛条件的“作品”概念

之解释，不能单纯依赖于日常含义、比较法知识

或者既往经验，还需要有意识地让被筛选出来的

“作品”与版权图式相匹配。需要说明的是，对

“作品”概念认知功能的强调并不等于否认法律

传统赋予“作品”概念的核心内涵，而是要求人

们在推动概念发展的同时纳入认识论层面的考

虑。面对新型文艺成果，如果版权法提供的结构

化分析框架有助于得出恰当的利益平衡结果，则

可考虑寻求将新型文艺成果承认为作品的解释论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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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品”概念制度功能的指引下，否认

AIGC构成作品者不能仅指出AIGC与传统作品的不

同之处，还需要陈述版权法分析框架不适合实现

AIGC的利益平衡的理由。然而，在既有的论证

中，既没有见到关于版权分析框架的论证，也没

有见到关于其他分析框架比版权法更合适的论

证。恰恰相反，版权法在权利内容、权利限制等

环节提供的规则均与AIGC配合默契，我们很难想

象出一套比版权法更加合适的分析框架。所以，

考虑到版权法在小概率文艺成果事后界权方面的

优势，允许AIGC进入版权分析框架才是明智之

选。进而言之，我们不仅不应绝对化地把AIGC排

除在版权分析框架之外，而且在设定可版权标准

时，还应当将充分发挥版权分析框架的认知优势

作为目标之一。 

三、AIGC独创性高低判断的认知成本分析 

从认知经济视角出发，避免在版权权利客体

环节设置高门槛，才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案。版权

法分析框架不仅可适用于用户独创性贡献程度高

到足以直接认定为作品的AIGC（以下简称“高独

创性AIGC”），而且也同样适用于用户贡献程度

较低、但与既有作品和公有领域内容存在显著差

别的AIGC（以下简称“低独创性AIGC”），因为

区别对待高独创性AIGC和低独创性AIGC的做法势

必产生高昂的区分成本，而该区分成本并不能通

过区分收益得以弥补。具体而言，该区分成本主

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高独创性标准的选择成本 

一旦拒绝适用“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决

策者便面临着在各种高独创性标准之间进行选择

的难题。经验表明，与判断独创性的“有/无”相

比，判断独创性“高/低”的难度更大，仅在各种

高独创性标准之间进行选择本身就将耗费大量认

知成本。 

在“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之上，存在三种

高独创性标准。对用户最为严苛的是“绝对控制

说”。根据该说，只要“包含超过微不足道的来

自AI生成的内容”，AIGC便不能构成用户的作

品。
[20]

在“《太空歌剧院》案”和“Zarya案”

中，美国版权局无视用户对AI初步生成内容进行

的大量个性化修改而拒绝版权登记，正是该说的

典型体现。“绝对控制说”的实践效果相当于彻

底将AIGC排除在作品之外，为用户主张版权设置

了最大障碍。不过，从最近发布的《可版权性报

告》来看，美国版权局已经放弃了这一极端立

场，明确承认“即便包含AI生成的内容”，人类

的独创性表达仍然受到版权保护，而且明确指出

“对生成内容的独创性修改”构成用户作品。
[21]
 

“实质控制说”和“线性修改说”均比“绝

对控制说”更宽容，它们都允许用户对“包含超

过微不足道的来自AI生成的内容”主张版权。但

是，它们并没有宽容到允许用户一旦做出最低限

度创造性贡献就可以主张版权的程度。“实质控

制说”将版权建立在以提示内容为核心的用户选

择基础上，要求用户的贡献构成AIGC之“近因”

（proximate cause），
[22]

即用户应通过个性化选

择来实质控制AIGC的形成。“线性修改说”可被

视为“实质控制说”的具体化，该说主张：尽管

用户在单回合AIGC中的贡献不足以支撑版权主

张，但当后续修改包含足够的用户独创性贡献

时，便可承认用户对AIGC施加了实质控制。“暗

箱多回合”被视同为单回合，用户在其中的贡献

不足以让他成为作者。
[23]
 

一旦法院打算筛选高独创性AIGC，就必须从

上述不同标准中作出选择，因为不同标准给出的

高独创性AIGC范围不尽一致。哪怕“线性修改

说”和“实质控制说”均对用户的控制程度提出

了实质要求，二者仍然存在明显差别。在单回合

输出情况下，“线性修改说”更严格；但在多回

合输出情况下，“线性修改说”反而可能更宽

松。这意味着特定AIGC可能在此标准下是用户作

品，但在彼标准下却不是。“高独创性AIGC”的

范围将因法院采用的不同立场而难以把握。这不

仅将导致理论上漫长而无谓的争议，更会导致实

践中的巨大不确定性。唯有不强求法官对用户独

创性贡献超出“最低限度”的幅度作出判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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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节约在不同高独创性标准之间进行艰难抉择的

社会成本。 

（二）逐个澄清创作过程的制度成本 

如果将高独创性表达作为用户取得版权的前

提，则必须在每起个案中调查用户贡献是否达

标。版权登记如此，侵权案件也如此。哪怕作品

永不进入交易且永不产生纠纷，登记机关仍然需

要就创作过程展开调查。哪怕被告原样照抄

AIGC，法院仍然需要首先调查用户贡献是否达

标。 

相较于“实质控制说”和“线性修改说”，

根据“绝对控制说”进行逐一审查的难度偏低。

因为“绝对控制说”要求用户将AI作为消极工具

使用，标准比较明确。
[24]

尽管如此，根据该说来

筛选高独创性AIGC仍伴有一定的认知成本，因为

用户描述达到何种精确程度才算实现“绝对控

制”是一个难以精确回答的问题。当然，该说最

致命的缺陷不在认识论层面，而在本体论层面。

美国版权局在放弃“绝对控制说”之后，仍然主

张逐一考察AIGC的生成过程，以便判断用户贡献

是否足够，这是采纳“实质控制说”的表现。只

不过美国版权局认为在现阶段技术条件下，“实

质控制”的具体表现形式限于输入作品、汇编和

线性修改，而不包括在单回合人机互动中通过非

作品型提示内容施加显著控制。然而，无论在前

AI时代还是AI时代，试图针对每个文艺客体来逐

一判断版权主张者的贡献程度的认知成本都很

高。尤其当主张者的贡献和某种非人因素的贡献

混同在一起呈现出文艺外观时，判断主张者的贡

献是否占据主导地位就格外困难。专利法上关于

“发明/发现”二分法的纠结已经清楚地展现出这

种困难。人类贡献与非人因素混合而成的对象

（例如分离后的基因片段）究竟是“人的成果”

还是“自然产物”，并不是按照“发明”或者

“发现”的日常含义就能回答的问题，而是复杂

的政策权衡。
[25]

同理，除非通过“最低限度创造

性标准”给出明确的政策结论，否则指望逐一在

个案中判断用户贡献是否足以将人机合作成果定

性为用户的独创性表达将十分困难。以下两个前

AI时代的例证即体现了“实质控制说”的适用困

难： 

第一个例子是在AIGC可版权性语境下经常被

提及的“猴子自拍案”。
[26]

该案判决仅讨论了猴

子能否主张版权的问题，并未涉及摄影师在何种

情况下能够主张版权的问题。倘若根据“实质控

制说”来判断摄影师的版权主张，则必须对摄影

师控制猴子的程度作出评价，这无疑是个见仁见

智的问题：有人可能认为只有在摄影师对猴子进

行了长期训练的情况下，才能将猴子按下快门产

生的照片归功于摄影师；另一些人可能认为只要

摄影师出于拍摄意图主动向猴子提供自动相机，

便可主张版权；还有一些人可能认为“实质控

制”的评价标准应当介于两者之间，例如摄影师

需要将相机以特定方式摆放妥当，或者需要向猴

子发出相当程度的引导。从认知经济性的角度

看，当猴子不构成版权主张的竞争者时，如果每

天都出现海量控制程度高低不一、控制内容难以

分辨的猴子自拍照，那么最合理的答案恐怕不是

逐一澄清照片的拍摄过程和摄影师的干预程度，

而是只要照片满足最低创造性标准就承认其为作

品。用户操纵AI“文生图”，类似于借助AI猕猴

在特定的AI宇宙中拍照。因此最佳策略同样是：

只要AIGC与既有作品及公有内容存在显著差别，

就承认其中的用户贡献可以带来版权。当然，在

判断何为“显著差别”时可以适当拔高标准，以

回应AI时代存在大量低成本信息的现实。但这并

不妨碍评价对象是AIGC的客观状态而非其背后的

创作过程。照片和AIGC都是人机合作的成果，将

其定性为人的成果并不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当

定性为人的成果并不会带来不可接受的利益平衡

效果时，决策者没有必要再逐一分辨人的贡献的

绝对量和相对量。否则，逐一分辨的认知成本和

误判率都将高得惊人。 

第二个例子是“高阳等诉金色视族（北京）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侵犯著作权案”（即“《追

气球的熊孩子》案”）
[27]

。该案中，相机在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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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随热气球漂移生成的照片本质上是摄影师

的贡献与非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摄影师对于

热气球离开地面后第1秒拍摄的照片之预见性和控

制力都非常高，根据“实质控制说”，摄影师对

此的版权主张应当受到支持。对接下来的第2秒、

第3秒照片的版权主张，估计问题也不大。但随着

热气球漂移时间延长，摄影师的预见力和控制力

将越来越低，当然，他仍能预见照片上会出现天

空、地表以及弧形的地球边缘，但如此粗略的预

见性只能相当于对思想的控制。至于与表达细节

相对应的天空或者地表之具体状态，如天空是万

里无云还是阴云密布，地表是城镇、山丘还是水

域，摄影师都既无力预见更无法控制。后期照片

上的表达细节受自然条件与相机性能影响的程

度，远高于受摄影师影响的程度。如果严格执行

“实质控制说”，理应否认后期照片构成作品。

一审法院否认原告的版权主张，很大程度上正是

上述分析的体现。问题在于，一旦将版权主张者

的贡献程度纳入考虑，法院就必须提出能否构成

作品的区分标准。这条标准应该按照热气球腾空

的时间来设定吗？还是按照腾空的高度来设定？

抑或按照热气球是否仍在“熊孩子”们的视线之

内来设定？应该受到天气是否稳定的影响

吗？……很难想象法院能够找到一项足以凝聚共

识的标准。 

以上两例说明，在前AI时代，当人的因素与

非人因素混同生成文艺成果时，逐一判断人的贡

献是否占据主导地位常常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

“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只关心人的贡献，不关

心人的贡献与非人因素贡献之间的比例，因而能

够回避逐一判断人类贡献是否主导的难题。这一

认知成本层面的优势恐怕正是它能够成为全球主

流标准的重要原因。AI的出现只不过使得人类贡

献与非人因素贡献的混同变得更加明显，但并不

会使得从混同物中区分出人的贡献并且判断其主

导地位变得更加轻松。如果在权利客体环节就按

照“实质控制说”逐一判断用户贡献程度，将带

来极为巨大的认知成本。 

对于版权登记机关而言，考察用户是否输入

了作品、是否进行了汇编以及是否进行了线性修

改都意味着对用户创作过程进行考察。其中，考

察用户是否输入了作品最为简单。考察用户是否

进行了汇编已经稍显困难，因为理论上哪怕在人

机单回合互动过程中，用户仍有可能通过发出指

向性明确的指令来要求AI实现独创性汇编。而在

线性修改场景下，为高独创性AIGC和低独创性

AIGC划定界限将更为困难，因为只要允许线性修

改为用户带来版权，就开启了允许用户主张人机

合作成果之门。毕竟，当用户指示AI在前序生成

内容的基础上增添元素或者改变表达细节时，用

户通常不会给出“绝对控制”级别的精细提示

词，而是通过比较简练的文本来进行指引。以

“文生图”为例，用户可能会要求AI给天空增加

一艘飞艇，但不会精确指定飞艇的线条与配色；

用户也可能要求AI把服装颜色调整为红色，但却

并不关心AI将服装调整为深红、浅红、紫红还是

粉红；用户可能要求AI将画中人物的观察视角向

左侧平移15度，类似拍摄时将机位向左平移15

度，但却并不指示AI应当生成什么样的线条与色

彩组合。上述修改行为，是否能为用户带来版

权？拒绝“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的本质是拒绝

用户对人机合作成果主张权利，而对线性修改的

认可实际上突破了这一点。那么，允许用户在何

种情况下对人机合作成果主张版权，自然成为不

得不面对的难题。 

从美国版权局的实践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

偏离“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导致的个案调查成

本高企。从“《太空歌剧院》案”和“Zarya案”

等案可以看出，版权局为了判断用户贡献程度，

在每起案件中都与当事人进行了漫长而复杂的互

动。调查既让当事人承担了不菲的律师费，也使

版权局消耗了大量的行政成本。然而讽刺的是，

版权局在与当事人及其律师反复沟通之后，仍然

未能彻底了解并准确评价申请人的创作过程。美

国版权局在《包含AI生成材料的版权登记指南》

中表示，“本局每年收到大约50万起登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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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哪怕这50万件中只有小部分属于AIGC（在未

来，这一假设并不成立），对每起申请背后的创

作过程展开精细调查的成本也很惊人。而且，在

付出如此多成本之后，版权局并不能保证自己作

出正确判断。可见，如果版权登记机关以确认用

户高独创性贡献作为登记前提，则其工作效率和

效果都难免引人怀疑。 

即便美国版权局愿意承担上述成本，也不意

味着精细判断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恰当的版权登

记政策。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奉行版权自动

产生原则，登记并非取得版权之条件，故登记机

关也不以实质审查为己任。然而在美国，登记却

是作者在联邦法院起诉与获得法定赔偿的前提。

未登记作品并不享有与登记作品同等程度的保

护。在此情况下，美国版权局长期以来都在履行

一定程度的实质审查，其力度虽不能与专利审查

相提并论，但与我国版权登记机关几乎不履行任

何实质审查义务的情形存在明显区别。如果我国

在权利客体环节引入针对每起申请的实质审查，

则版权登记机关需要逐一考察每个申请登记的

AIGC的创作过程，而这几乎意味着对现有版权登

记制度的重构。即便我国希望提高版权登记质

量，逐一考察AIGC创作过程也不是对症下药的方

式。 

有人可能会主张：调查成本只是程序事项，

与可版权性的实体规则无关，无论调查成本多么

高、用户为了获得版权而隐瞒过程信息的可能性

有多大，都应当将非源自用户的内容排除在版权

保护范围之外。根据这种观点，版权法本不应保

护画作中随机泼洒颜料所呈现的内容。至于随机

内容在实践中往往被视为作品的现象，只是画家

不披露创作过程的结果，“仅仅是客观事实与法

律事实有时并不吻合的又一实例而已”
[29]

。这种

将程序与实体截然分开的思路，恐怕难以反映许

多规则背后的制度逻辑。事实上，法律规则设计

乃通盘考虑之结果，实体规则的合理性不能脱离

程序效率而存在。例如，“对于严格责任原则和

过错责任原则的评价，既取决于降低风险激励问

题和风险分配问题，又取决于制度运行成本”

[30]
。若一项制度貌似精美但实施起来却过于昂贵

或者纰漏频出，则这项制度很可能尚不如一项略

显粗糙但能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以低廉成本换取

正确答案的规则。正因如此，一种必须付出巨大

制度成本却并不能换来有效事实的AIGC版权规则

并不合理。制度设计应当把制度成本纳入考虑。 

此外，即便公权力机关甘愿容忍区分高独创

性AIGC和低独创性AIGC的认知成本，公众面对的

区分成本可能已然高到阻碍区分目的的程度。无

论针对哪种AIGC，公众都无法以合理的成本从其

外观中识别出用户是否对AIGC实施了实质控制—

—公众既不能从AIGC中看出用户有没有输入作

品，也无法看出用户有没有对AIGC前序输出内容

进行汇编或者线性修改。由于公众无法以合理的

认知成本来区分高独创性AIGC和低独创性AIGC，

因此所谓公众能够自由利用低独创性AIGC的益处

根本无法实现。假如AIGC质量平庸，则公众与其

耗时费力地去研究用户的贡献程度，还不如利用

AI进行独立创作，反正独立实施一次可以替代平

庸AIGC的生成行为并不困难。而假如AIGC制作精

良，其背后大概率存在用户的高度贡献，公众原

本也不能奢望自由使用。由此，无论AIGC质量如

何，公众的合理策略都是避免照抄。版权法只保

护高独创性AIGC理论的吸引力原本在于拓展公有

领域，但既然公众无法以合理的成本来识别公有

领域边界，则各种学说许诺的公有领域拓展部分

也不过是镜花水月。 

（三）AI定制化导致的折衷标准排除困难成

本 

区分成本高昂的第三项原因是，AI定制化将

导致对低独创性AIGC的排除越来越困难。在未

来，以下两方面趋势将令AI越来越接近用户的

“分身”： 

一方面是用户的“进化”。随着用户使用AI

的熟练程度的提高，AIGC的盲盒属性将逐渐降

低。未来，用户在选择大模型、插件、设计提示

内容以及参数等各个环节将越来越有心得。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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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不能完全预见AIGC的所有细节，但他很可能

对于此模型和彼模型的区别、此插件和彼插件的

差异、此提示词与彼提示词的效果都有越来越可

靠的把握。这正如经验丰富的摄影师手持一部并

非“所见即所得”的老式相机，照样能在头脑中

预见不同参数、角度和配件的成像效果。版权法

一直以来都关心用户贡献了多少，而不关心用户

没有贡献的内容有多少。随着用户对AIGC的控制

力逐渐提高，版权法理应在法律评价上反映该趋

势。 

另一方面是AI的“进化”。反对者只看到

AI“黑箱”的一面，而忽略了AI与用户越来越心

意相通的趋势。早在2023年引发争议的Stable 

Diffusion和Midjourney中，用户已经有可能运用

个性化插件来增加结果的可控性；到了2024年2

月，ChatGPT开始提供记忆用户习惯的选项；

[31]
2025年横空出世的DeepSeek在体现用户个性化

能力方面则更进一步，
[32]

而这些都只是AI定制化

逐渐成熟的初期表现。从技术可能性观之，特定

用户既可以主动训练体现个人偏好的扩展模型，

也可以被动地让AI提取自己的个性化需求与表达

偏好。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机器有可能从提示

内容、插件选择和修改过程中习得越来越多的用

户偏好，不再“千人一面”，而是“各为其

主”。AI的定制化程度越高，特定用户就越可能

成为AIGC的“近因”，从而令用户取得版权越来

越容易。 

有学者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方

向，是其越来越‘智能’，也就是其自主性越来

越强。这就意味着用户的输入越来越不可能直接

决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内容”
[33]

。针对该

观点，需要注意如下方面：一是作者身份不以绝

对控制生成内容为前提，二是智能化程度的提高

并不意味着可预见性下降。“机器的不受控，是

受控的不受控；机器生成内容的不可预见，是可

预见的不可预见；机器的所谓‘随机性’，是人

所指定范围内的随机性。”
[34]

AI智能化程度的提

高仅仅意味着机器越来越优秀，却不意味着人越

来越无能。既然AI只是帮助人类高效生产内容的

手段，那么手段的进步自然不应当带来目的受挫

的结果。在介绍新一代AI办公软件时，微软向用

户承诺：“Copilot永远受控于你。你来决定保留

什么、修改什么、删除什么”
[35]

。这一承诺显然

不以AI越变越笨为前提。在高效实现用户预期的

道路上，用户与AI不可能“渐行渐远”。只有那

些“善解人意”的工具才得以在人类社会中存活

并进化。这一从石器时代就开始决定着人与工具

关系的规律，在AI时代只会发扬光大而不可能烟

消云散。 

用户与AI的“双向奔赴”意味着，用户越来

越可能以相对较少的输入获得比较满意的输出。

这导致“线性修改说”和“实质控制说”的实践

效果将越来越接近于“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

美国版权局已经在最近的《可版权性报告》中预

留余地，反复强调技术发展有可能改变现阶段关

于用户控制力的判断。
[36]

这说明美国版权局已经

意识到用户对AIGC的控制力有可能逐渐增强，并

不打算给定一劳永逸的结论。 

（四）持续记录与保存创作过程信息的社会

成本 

有学者建议法院在必要时可要求用户提供其

AI客户端上存储的关于创作过程的记录作为佐

证。
[37]

但笔者认为，这种记录并保存创作过程信

息的要求即便在技术上可行，也不应当被设定为

用户主张版权救济的必要条件，原因如下： 

首先，绝大多数版权都不会成为交易或者诉

讼的对象。作为参考，马克·莱姆利教授曾经估

算，美国授权专利中被许可的比例约在5%左右，

诉讼比例则不超过1.5%。
[38]
考虑到版权的自动产

生机制与平均商业价值，版权的交易率和纠纷率

应当远低于上述比例。由于用户未必能够准确判

断哪些AIGC未来将被交易甚至引发纠纷，因此只

能对所有AIGC的生成过程予以记录保存。由此产

生的成本对于绝大多数并不进入交易或纠纷的

AIGC而言毫无必要。 

其次，版权保护期相当漫长，从创作到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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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光阴。在如此长久

的时间内维持AIGC与其创作过程信息的对应关系

未必容易。正如当数码照片转换为PDF的一部分之

后，人们通常无法从PDF中获取数码照片的原始信

息一样，假如AIGC的格式有所转换，则创作过程

信息同样可能丢失。即便未来AIGC版权实践将以

专业用户的商业实践为重点，但版权法毕竟不是

专门为商业化的专业创作主体设计的法律。出于

非商业目的而创作并分享内容早已成为相当一部

分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他们为了远在将

来的未知纠纷而持续保留创作过程记录恐怕过于

苛刻，而且在社会成本意义上也未必值当。 

（五）新设规范的立法成本 

若打算在立法层面为低独创性AIGC增设规

范，则区别对待高独创性AIGC和低独创性AIGC的

做法还将引发更大的成本。 

新增规范的本质是新增邻接权，至于是具体

表现为《著作权法》中的新增条款、单独立法抑

或暂时寄居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下，都不

影响新增条款的性质。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都需

要付出相当可观的认知成本来探究新规范的客体

要件、权利内容、权利限制、保护期限以及侵权

抗辩等各个环节的规则。经验表明，贸然新设规

范不但意味着漫长的讨论和众多的分歧，而且常

常效果堪忧。不妨以几类邻接权为例，来观察贸

然新设规范的社会成本：第一，欧盟关于数据库

的专门法被普遍诟病，甚至有学者认为欧盟数据

库保护规则是阻碍欧盟数字产业发展的罪魁祸首

之一。
[39]

第二，欧盟在《单一电子市场版权指

令》第15条中规定了新闻出版者邻接权，意图帮

助传统出版者从网络新闻平台处分得利益，但效

果不尽如人意。该条款被指责为不仅没有给传统

出版者带来利益，反而阻碍了网络用户高效获取

信息。
[40]

第三，德国为了将高独创性摄影作品和

低独创性照片区分开来，付出了不菲的立法成

本。为低独创性照片创设邻接权的过程并不顺

利，经历过多次立法调整，直到1985年的德国著

作权法改革前，摄影作品和照片还享有同样的保

护期。
[41]

即便在两种照片的保护期区别开后，其

区分效果也仍然存疑。第四，我国已经出现了因

为新增排他权规范而引发争议的端倪。由于可版

权性标准过于严格，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一度被拒

绝承认为作品，近年立法上额外新增了两条规范

来确保对体育赛事转播者和主办者的激励，但都

受到质疑。一是2020年《著作权法》修改时新增

了广播组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但被认为存在重

复保护
[42]

和妨碍公有领域作品被利用
[43]

之嫌；二

是2022年《体育法》修改时于第52条第2款引入体

育赛事活动组织者权，但若不能及时对其宽泛的

措辞加以澄清，很可能对公众乃至观众的自由造

成负面影响
[44]

。此外，不乏学者认为古籍点校无

法通过版权法获得适当保护，因此建议为点校成

果增设邻接权，典型方案是在权利内容和限制方

面与版权保护维持一致，但将保护期缩短到10

年。
[45]

但这种邻接权设计非常值得商榷。因为大

量生命周期短暂的作品都能享受50年以上甚至超

过百年的保护期，若古籍点校作为“慢工出细

活”、市场更新频率极低、受众群体有限的成果

却只能享有10年保护期，则其创作者贡献与版权

回报之间的匹配程度令人怀疑。需要强调的是，

笔者并不绝对化地反对增设邻接权，但反对在澄

清制度成本与收益之前贸然新增邻接权，因为在

立法层面新增能够经受考验的邻接权绝非易事。 

具体到AI版权，国内外均有论文建议通过新

增邻接权来实现AIGC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平

衡。
[46]

有国内学者主张“在我国《著作权法》上

设立一项由产生数据的程序或设备的使用权人享

有的对数据成果的‘数据处理者权’”，即用户

享有的AIGC邻接权。
[47]
对该主张，新设规范的成

本不可不察。从认识论角度看，如果立法者为低

独创性AIGC新增分析框架，则目的不应仅停留在

维护“独创性”或者“表达”等概念的传统教义

上，还应当追求提升认知效率的目标。换言之，

具备认知效率提升效果的新类型应当既便捷又正

确。这对规则制定者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立法

者在新增结构化分析框架时，必须仔细思考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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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的各个概念。例如，权利客体的构成要件既

需要低于独创性表达（否则无法与版权相区

别），又不应包含与现有成果或者公有领域内容

高度近似的内容（否则将对他人版权或者公有领

域造成侵蚀），但如此，这种邻接权的保护范围

将非常狭隘且难以界定。此外，立法者可能还需

要考虑投资额度、激励必要性等多方面因素，这

种复杂的考虑很可能使低独创性AIGC的分析框架

难产。其他环节的设计同样不简单，稍微不慎，

便容易出现新增规范无用或者有害的结果。就此

而言，美国版权局在《可版权性报告》中拒绝新

增专有权利（sui generis right）的态度值得肯

定。
[48]

高质量的利益平衡分析框架往往产生于长

时间内大量事件的积累，版权法、专利法和商业

秘密法等成熟分析框架均孕育发展于千百万次利

益平衡的基础之上。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版权分

析框架不能满足AIGC利益平衡要求的情况下，贸

然为AIGC新设规范可能后患无穷。 

总之，区分高独创性AIGC和低独创性AIGC涉

及多方面成本。在将低独创性AIGC从版权法中予

以排除之前，应当充分考虑区分成本的存在。 

四、AIGC独创性高低判断的认知收益分析 

反对低独创性AIGC构成作品的重要理由是保

护低独创性AIGC将严重阻碍公众行动自由。若这

一担忧属实，那么即使代价高昂，区分策略仍然

值得追求。理性的制度设计并不追求避免一切成

本，正如其并不追求实现所有收益。制度理性并

不单方面地取决于成本或者收益，而是取决于成

本和收益的对比。笔者之所以不赞同区分策略，

并非为了绝对避免社会成本，而是在综合考察社

会收益之后，发现区分策略实为“华而不实”。 

（一）拒绝保护低独创性AIGC的策略缺乏社

会收益 

版权法上存在强有力的公众自由保障规范，

几乎可以完全缓解用户排他权给公众自由造成的

负担。既然保护低独创性AIGC并不限缩公众自

由，那么拒绝保护低独创性AIGC自然也不会给公

众自由带来增益。 

首先，独立创作不侵权规则足以确保公众的

行动自由，所以拒绝保护低独创性AIGC版权对于

公众自由并无实质增益。 

与专利相比，版权制度对于公众而言十分友

好。专利采取残酷的“赢家通吃”制度，只要被

告的技术落入原告有效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哪

怕被告是独立发明人，仍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

任。加之专利法保护的技术方案比较容易被同时

代的发明人不约而同地发明出来，所以哪怕是单

项专利，也可能让公众受到明显的束缚。版权则

有所不同。独立创作出同一作品的被告不需要承

担侵权责任，使用者只要没有抄袭就可以轻松避

开侵权指控。加之AIGC，包括低独创性AIGC，都

是小概率成果，所以即便承认用户就低独创性

AIGC享有排他权，留给公众的创作空间仍然非常

宽广。以美国版权局拒绝登记的图片为例。即便

“《太空歌剧院》案”或“Zarya案”中的争议图

片被承认为用户的作品，公众自由也不会因此受

限。可版权性的反对者以“同一用户使用同一人

工智能在不同时刻生成的内容互不相同”之事实

来说明用户对生成内容缺乏控制、不能获得版

权，
[49]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同样输入对应不同

输出”恰恰意味着AI的信息处理方式给公众留下

了足够的创作空间。“同一用户使用同一生成式

人工智能在不同时刻生成的内容不同”这一事实

恰好可以印证特定AIGC的出现几率低、容易被其

他AIGC或者以传统方式生产的近似内容所替代，

因此对公众自由的约束不足为虑。即便公众重新

生成相同作品，只要没有原样照抄原告的AIGC便

无需承担责任。可见，承认用户就低独创性AIGC

享有版权并不会遏制公众自由。 

其次，版权法上灵活的权利限制规则为公众

自由提供了“按需定制”的实质保障，进一步降

低了不保护低独创性AIGC的边际收益。 

人们在讨论AIGC可版权性问题时，着眼点往

往只在“是否给予保护”，仿佛一旦承认AIGC有

可能成为作品，原告便自然获得各种场景下的排

他权。但实际上，承认AIGC可版权并不等于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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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正当使用。公众既可以寻求许可，也可以

在满足权利限制的情况下不经许可加以使用。甚

至，即使确实出现侵权行为，只要救济措施宽严

得当，同样不会给公众造成过度负担。以合理使

用为代表的权利限制规则能在“独立创作不侵权

规则”之外进一步维护公众行动自由。以“肯尼

迪遇刺图片案”为例，“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

害时，达拉斯服装制造商Zapruder在现场用相机

拍摄电影纯属偶然。他的胶片……是关于致命枪

击的最重要的图片证据”
[50]

。被告辩称电影图片

不构成作品，未获法院支持。但法院认可合理使

用抗辩，从而确保被告能够在书中使用原告的图

片。
[51]

考虑到权利限制规则在确保公众行动自由

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在权利客体环节类别化拒

绝保护低独创性AIGC的社会收益更加值得怀疑。 

最后，恰当的权利救济力度应当与用户贡献

程度相称，当侵权责任并不构成实质负担时，拒

绝保护低独创性AIGC也就不会给公众带来实质利

益。 

人们往往关注法院对AIGC作品资格的支持，

而不太关注具体的救济力度，实际上，后者对于

利益平衡而言同样重要。以备受关注的“《春风

送来了温柔》案”为例，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加合理支出共500元人民币，赔偿金额非

常有限。在类似案件的引导下，使用者很容易在

独立创作、付费购买
[52]

和侵权赔偿三种行为模式

之间进行选择，其中任何一种都不构成对使用自

由的不合理限制。在该案中，被告列举了来自多

个平台的信息，例如闲鱼上“‘12000+张AI美女

图片……’售价9.9元”、拼多多上“‘ai头

像……’售价5元起”、图虫网上“1张图片售价

为40元、5张图片售价为130元、 

10张图片售价为230元”。或许有人认为，

AIGC如此低廉的市场售价意味着抄袭没有给原告

造成实质损害，由此推断原告并没有做出值得保

障的文艺贡献。然而，在非侵权替代品如此廉价

的情况下，实在难以理解允许被告免费使用《春

风送来了温柔》的必要性何在。在保障权利人和

维护公众行动自由这对矛盾中，我国的主要关注

点是前者，因为促成对他人成果的基本尊重更有

利于我国建立良性的创新环境。况且，500元损害

赔偿中的大部分应当归属于维权成本，真正对应

于版权使用费的数额微乎其微，并不会导致原告

滥诉。站在原告的角度，既然提起诉讼不能获得

超额利润，则设定合理许可费、让付费购买变得

方便快捷才是实现版权经济价值的最佳策略。 

“恰当的损害赔偿额能够引导权利人和使用

者采取合理行为”这一看法已被版权实践所证

明。以图片行业为例，法院一度乐于支持高额赔

偿。这不仅给不慎侵权者造成了实质负担，而且

导致维权过于积极、案件数量激增、耗费大量司

法成本的结果。在觉察到上述弊端后，法院近年

来下调了图片侵权的损害赔偿额度，进而大幅降

低了对原告的诉讼激励。概言之，损害赔偿是法

院通过使用后付费机制来拟制市场的工具，
[53]

只

要这一工具能够令救济水平与权利人贡献相当，

版权就不至于侵害公有领域，反而能够通过提供

可持续的创作激励而让公众享有更加丰富的文艺

资源。 

在近期的一起判决中，被告使用了原告王某

通过AI生成的“爆款图片”。法院认为，原告

“在设置调整关键词、参数、风格光影效果并挑

选图片最终获得案涉图片的过程中，对生成作品

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和预见’”，因而支持了

原告的版权主张，判处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

损失与合理费用共计4000元。
[54]
此案中，关于创

作过程的现有信息不足以充分披露争议图片的创

作过程。争议图片既可能属于“线性修改”的高

独创性AIGC，也可能属于“暗箱多回合”模式下

的低独创性AIGC。针对该案的分析，应当分为两

个层面：第一，法院承认原告享有版权并判处被

告停止侵权，并无不妥。即便争议图片属于“暗

箱多回合”模式下的低独创性AIGC，法院要求被

告回避该特定AIGC也不会给被告行动自由造成不

合理的限制，因为被告本可以通过购买或自行生

成替代图片来轻松地避免侵权。第二，关于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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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害赔偿数额，司法机关还需要展开进一步探

索。理想的赔偿额应当与AIGC的市场价值相当。

在边际成本极低、市场竞争充分的情况下，低独

创性AIGC的市场价值理应处于低位。假设司法判

赔明显超出市场价值，将容易刺激AI用户过度诉

讼，产生图片侵权领域一度出现的弊端。因此，

对AIGC版权案件的关注，不应局限于“用户是否

享有版权”，还应延伸到“用户从版权中获得了

多大的排他效力”。在版权执法力度恰当的情况

下，绝大多数低独创性AIGC的版权会被自动执

行：一方面，公众会回避原样照抄；另一方面，

权利人也不会诉诸司法。但是，倘若版权的排他

效力过强、损害赔偿过高，则上述“版权自执

行”的理想状态将难以实现。这也再次说明：在

版权法上，处理用户版权主张的恰当环节不是位

于分析框架入口处的权利客体环节，而是后续更

为精细的权利内容、权利限制和权利救济环节。 

总之，“权利”并不可怕，对“宽进宽出”

的版权也不应恐慌。承认权利的存在只是故事的

前一半，整个故事的效果需要连同版权的限制措

施和救济措施才能获得完整呈现。未来，运用AI

将成为主流创作方式，相当大一部分内容生产行

为都将以某种形式用到AI。在此背景下，否认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无疑将把用户推向以

下三种行为模式之一：一是放弃创作，二是放弃

用高效的人工智能工具进行创作，三是隐瞒对人

工智能的使用。第一种行为模式意味着创作激励

不足，负面效果不言而喻。第二种行为模式是错

误激励，硬生生地削弱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福

利。第三种行为模式则不仅会推高查明成本，而

且意味着不健康的道德导向。上述任何一种模式

的不合理性都足以督促我们谨慎对待“AIGC不受

版权保护”的立场。 

有学者担心保护AIGC会导致作品泛滥，尤其

担心保护低独创性AIGC会使得作品数量过大，形

成版权灌丛。但是，正如每天以天文数字产生的

照片、邮件、展示文稿、短视频等作品并没有给

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一样，AIGC版权同样不会给公

众造成困扰。“作品数量多”并不必然给社会造

成负担，“版权保护力度过度”才是需要警惕的

问题。承认低独创性AIGC构成作品给公众行动自

由造成的实质负担很小，因此拒绝保护的收益同

样非常有限。 

也有反对用户版权者认为，如果美国不承认

AIGC是用户作品而我国承认，“将导致在保护方

面的巨大不对等”。
[55]

换言之，我国只有采取与

美国一样拒绝保护的立场才不至于遭受不利。但

在笔者看来，我国并不需要通过与美国版权局维

持相同立场来确保国际版权秩序层面的利益，理

由有三：第一，美国版权局的立场并非一成不

变。笔者曾经撰文批评“绝对控制说”，现在看

来，美国版权局也发现该说不可持续，转而采取

更为务实的立场，而且已经为将来进一步柔化立

场做好了铺垫。未来中美在版权实践领域的分歧

将远小于“《春风送来了温柔》案”与“《太空

歌剧院》案”之间的分歧，正如持高独创性理论

的欧陆国家与持Feist标准的美国在实践中的差别

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巨大。而且，未来趋势

将大概率体现为美国越来越偏离“《太空歌剧

院》案”中的标准，而不是中国将抛弃“《春风

送来了温柔》案”中的标准。第二，各国选择适

合自身历史、文化与执法制度的“作品”概念，

实属正常。在版权法历史上的多数时间内，欧陆

国家采用的“个性”高标准与英美采用的“额头

流汗”低标准至少在表面上大相径庭，但后者并

没有因此遭受不利。第三，自从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确立Mayo-Alice标准

后，美国在软件与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利适格性审

查标准便高于其他法域。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大量

在美国被视为“发现”的申请，在中国与欧洲获

得了专利授权。中欧并未因此担忧，反倒是美国

学者担忧美国相关领域对创新者的吸引力受到减

损。
[56]

当然，反过来，有些在中欧未获授权的申

请在美国却能获得专利，美国对此似乎也没有感

到不安。各国根据自身情况设定的产权门槛不时

出现区别，这本是知识产权领域的常态。在用户



数字法学教研月报·2025年第 6期                                              数字法评 

 

 64 / 66 

针对AIGC主张版权的问题上将这种差异描述为我

国承担的损失，并不妥当。如果我国为了与美国

版权局在“《太空歌剧院》案”中的立场保持一

致而类别化地拒绝保护AIGC，不仅不能获得版权

国际保护领域的利益，反而会对国内创新氛围造

成实质打击。 

（二）为低独创性AIGC新设产权规范的做法

缺乏社会收益 

反对为低独创性AIGC提供版权保护但承认其

可能需要激励者，或许会主张通过竞争法规则或

者新设邻接权来实现比版权更加“恰到好处”的

保护。从认知经济性角度观之，竞争规则无法提

供适配于文艺成果利益平衡问题的结构化分析框

架，笔者对此已有专门分析，
[57]

在此不赘，而仅

着重讨论增设邻接权在认知层面的非经济性。 

主张增设邻接权者或许认为，与不加区分地

全部提供版权保护相比，根据独创性高低不同分

别给予版权和邻接权保护是一种更加精确的机

制。不过，既然连彻底拒绝为低独创性AIGC提供

保护的做法都缺乏实质收益，以缩小保护范围为

目的的新设产权规则就更加无法带来实质制度收

益。德国法上根据独创性高低为照片提供分级保

护的反面经验，也可以佐证增设产权规则难以带

来社会收益这一结论。在德国法上，根据独创性

程度不同，存在摄影作品和受邻接权保护的照片

之分。
[58]

版权保护的客体是摄影作品，即体现智

力创造（geistige Schöpfung）的成果；邻接权

保护的对象是缺乏足够独创性的照片，即所谓仅

仅体现智力投入（geistige Leistung）的成果。

德国教科书、法条评注通常将旅游或者度假时拍

摄的照片作为邻接权保护的典型客体，
[59]

因为据

说“到此一游型”照片缺乏周密的构思，不过是

游客临时起意的结果
[60]

。产品说明书中包含的照

片也被视为邻接权保护对象，因为它们“产生于

企业的常规经营活动过程中”。
[61]

总之，德国法

试图通过区别对待高独创性摄影作品和低独创性

照片来提供与摄影者贡献相匹配的精确保护。这

种区别对待看似提供了精确匹配摄影者贡献的保

护，实则不然。因为摄影作品和邻接权照片的唯

一区别在于保护期不同，这种差别仅有理论意

义，却缺乏实践效果。摄影作品的保护期通常在

作者死亡后70年消灭，
[62]
而邻接权照片的保护期

为发表后50年
[63]
。从字面看，二者确实存在保护

期方面的重大差别。但在实践中，保护期差别对

排他效果却几乎没有影响，原因有三：第一，摄

影作品享受的额外保护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毫无

价值，因为邻接权照片所享有的50年保护期已经

远远超过绝大多数作品的商业生命周期。第二，

摄影作品和邻接权照片之间的区别相当武断，法

院完全可以根据保护需求来反推争议客体属于摄

影作品还是照片，而非根据争议客体的属性来判

断保护期限。只有当侵权发生在邻接权已经过

期、摄影作品保护尚未过期之时，差别待遇才会

产生影响。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很可能宣布争

议客体为摄影作品，哪怕摄影者当年在拍摄时并

没有精心的艺术构思。因为争议照片在发表后50

年仍然被抄袭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表明照片的价

值。法官很容易受到抄袭事实的影响，而很难回

溯半个世纪之前的创作过程是否包含足够的独创

性。所以，尽管立法者希望法官拥有“上帝视

角”，通过对独创性的判断来为两类照片提供强

弱不一的保护；但实际上法官更可能是“事后诸

葛亮”，在认定抄袭后再反推照片的独创性程

度。第三，邻接权照片可以享有长于50年的保护

期。因为照片可以先以未发表形式享有50年保

护，然后再以发表形式享有另外50年保护，所以

照片的最长保护期实际上为100年。
[64]

延长的保护

期将进一步压缩摄影作品和照片之间本已相差无

几的保护力度。总之，摄影作品和照片的保护期

差异只是理念上的区别对待，难以对市场实践产

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 

根据德国法主流意见，摄影作品和照片在除

保护期外的其他所有方面待遇完全一致，包括财

产权与人身权的范围、权利的不可转让性、权利

限制条款、权利归属规则等各个环节的各种规

则。由于保护期上的差异在实践中也没有产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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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保护的效果，所以摄影作品和邻接权照片名为

两套体系，实际效果却与一套体系相同。真正有

价值的邻接权，应当提供有别于版权并且能够实

现更好利益平衡效果的结构化分析框架。但摄影

作品和邻接权照片构成的二分体系并不能提供更

好的利益平衡方案，只能起到维护作品高独创性

门槛的表面作用。规则不为现实秩序服务，现实

秩序反而必须削足适履来满足规则的要求，这种

版权与邻接权的二分显然无助于优化利益平衡分

析框架，并不值得追求。 

与针对照片区分高独创性和低独创性相同，

区分AIGC独创性的高低同样缺乏制度收益。况且

至今为止，未见有人设计出合理的低独创性AIGC

分析框架。假如低独创性AIGC的分析框架实质上

与版权分析框架一致，强求法官每当面对AIGC都

要区分作品与邻接权客体的意义何在？从前文论

述可知，区分高独创性AIGC和低独创性AIGC并给

予不同待遇的制度成本不菲而制度收益存疑。因

此，合理的制度设计应当对这种区分保持“理性

无知”，只要AIGC与既有作品或公有领域内容之

间存在客观可识别的显著差异，即可将其认定为

用户的作品。 

五、AIGC版权判定的规范建议 

版权法的历史表明，刻意维持作品的高独创

性门槛并无制度增益。比较法经验表明，“曾经

高门槛各不相同，如今低门槛处处相似”，原本

形态各异的可版权性高门槛逐渐都已降低到

“Feist案”的“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附近。可

见低门槛的法律预见性远胜高门槛。绝大多数

AIGC与既有作品和公有领域内容均不近似，因而

能够轻易满足“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法院无

需担心作品数量暴涨冲击司法秩序，因为绝大多

数AIGC虽享有版权，但并不引发纠纷。面对极低

比例被卷入纠纷的AIGC，法院应当确保救济力度

与用户贡献匹配。具体而言，需要贯彻以下规

则： 

第一，无论贡献程度高低，用户均不能禁止

他人独立创作。鉴于AIGC为小概率文艺成果，而

公众独立生成AIGC非常容易，所以单此一条规

则，已经能在相当大程度上保障公众行动自由。

外加合理使用和损害赔偿等规范的调节效果，

“AIGC版权泛滥说”不足为虑。 

第二，对于用户而言，提出关于创作过程的

证据是权利而非义务。即便用户没有就创作过程

进行说明，他也能禁止被告原样照抄特定AIGC。

只不过，当停止侵权主张针对的内容不同于用户

生成的特定AIGC时，用户必须证明被告挪用的独

创性表达贡献源于用户，即源于用户的提示内

容、用户对AIGC进行的汇编或用户对AIGC进行的

线性修改。假如用户贡献了上述额外的独创性表

达却不加证明，则应当被视为对诉讼利益的放

弃。“主张更大排他权范围者需要承担更高的举

证义务”的规则足以督促贡献程度高的原告就创

作过程积极举证。但是，正如前AI时代的多数版

权侵权并不涉及被告的演绎行为，未来也将有相

当大量的AIGC侵权以原样照抄的方式出现。此

时，法院无需细分用户贡献和机器贡献便可判定

被告停止侵权，这恰好印证不在作品资格认定环

节细究用户贡献程度的制度成本优势。 

第三，当用户能够证明自己输入了作品、进

行了汇编或者实施了线性修改时，便可享有落入

上述独创性表达范围内的演绎权。以用户输入作

品为例，用户不仅能够禁止他人针对特定AIGC的

原样照抄，而且可以禁止所有落入输入作品排他

范围之内的演绎型使用。用户能够证明的独创性

表达贡献越大，停止侵权请求对象范围越广。 

第四，关于用户贡献的证据可以作为损害赔

偿的参考因素，所以高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

高判赔。从理论上讲，赔偿取决于AIGC的市场竞

争力，而不取决于用户贡献了多少独创性表达。

但在多数案件中，法院无法通过基于市场竞争格

局的经济分析报告来精确计算损失，而是需要运

用自由裁量权来补足信息缺口。此时，当事人的

各类举证将对法官自由心证产生影响。一幅看起

来线条简单的涂鸦，有可能通过用户对创作过程

和业界评价的说明升格为现代艺术品，由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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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对可比许可费的选择，进而影响合理许可费

的判断。通过将损害赔偿额维持在与用户贡献和

市场价值相当的水平，法院既能遏制猖獗的侵

权，也能避免原告过度维权。法院可以通过动态

调整各领域、各层次作品的合理许可费区间，引

导创作者与使用者展开合作，建构良好的市场秩

序。因此，即便其他国家选择高于“最低限度创

造性标准”的立场，也不应当妨碍我国对“最低

限度创造性标准”的坚持。 

总之，在判断版权制度合理性时，认知成本

和收益应当作为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本文主要

从教义与效率的角度论证了AIGC版权保护的理

由，至于那些来自教义和效率之外的顾虑——例

如承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版权性将导致人类主

体性的消解
[65]

——并不构成对本文观点的威胁。

一方面，关于主体性危机的顾虑多源于机器的作

者资格，与用户的版权主张无关。另一方面，维

护人之主体性的正确方法不是在人和机器之间树

立屏障，而是大方承认机器为人所用的现实。人

不会被人工智能打败，只会被善于利用人工智能

的其他人打败。承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

性并没有抬高机器的地位，反而表达了人的自

信。AI用户版权所促进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而不是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竞争。人的主体性不

需要通过僵化教义的温室来维护，而应当在坦然

承认工具效能的基础上发展。 

 
（技术编辑：艾薇）

 


